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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

张永刚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人类文明的发展因循结构性矛盾与世界历史交往的双重动力逻辑,呈现为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文明发展、地域文明与民族文明向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双重必然趋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构是在“两个大局”交叠的历史关键期,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生成了一条独

特的文明跃迁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文明的道路定向,发展“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观;立足传统文化发展路向,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于世界历史的文明趋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明确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路径,有利于增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和实践主动,推动人类文明形态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赓续发展。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01-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这个重要论述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维度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供了重要遵循。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新的时代情境对资本主义文明

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成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最新发展,
构成全面把握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面向。 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

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主要特征、价值旨归以及世

界意义等角度展开;二是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相关主题关联论述,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等方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论述;三是从方法论的维度探讨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呈现。
目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从内涵、外延及其重要意义等层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深入探

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维度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核和建构逻辑。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构,需要置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理论研判之中,厘清唯物史观

视域中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价值趋向,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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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相关研究:一是挖掘历史唯物

主义视域中的人类文明发展动力与规律,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二是界定具有中

国特色的“五位一体”整体文明观及其内在联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定向;三是梳理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推动作用,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统路向;四是在“两个大局”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

义文明的共时性场域中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把握全球化视野下人类文明

的发展趋向。

　 　 1　 在历史走向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明”一词有两重用法:广义层面的文明是由物质基础、制度设计、
文化活动等要素构成的多重体系;狭义层面的文明与“野蛮”相对。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作

为“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面向,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进行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

发,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模板,更非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 一方面,现
代文明的生成内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文明也呈现出新的高度,
“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2]193;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自一开始就存有悖论,“由于文明

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

的” [2]196-197。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又使人类陷入各种严重的社会病症和文明灾难之中不能自

拔” [3] 。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病症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双重趋

向:基于结构性矛盾动力和世界交往动力,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发展

的趋向,地域文明与民族文明具有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
1. 1　 结构性矛盾动力推动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在文明演进的原初动力中,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飞跃,是文明跃迁的基

本结构性力量。 物质文明在文明的不同内在性面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历史的发源地不是游浮

于“天上的云雾中”,而是扎根于“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

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

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 [4]440 所以,“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

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

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4]441。 这就将结构性矛盾对文明发展的动力功能清晰地呈现出

来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概述:“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

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

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

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5]37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生产状况视为人类文明更替的根本力量,而在社会发展的结构

性矛盾动力中,生产力作为基础和生产关系交互运动,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催生文明的

发展与形塑,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

盾” [6]567-568。 总体来看,社会生产力每一次规模性跃迁,都会推动人类文明的阶梯性演进。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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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

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 [6]602 由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在论

述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文明时就指出了文明的发展往往基于对抗性的进步机制之上,
因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

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7]104。
基于这一结构性矛盾运动的演进规律,人类文明总体上因循着由低级向髙级有序上升的历

史图景,从而在具体演进形态上呈现出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发展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

文明,而后向共产主义文明发展的演进趋势。 低级的、落后的文明向富有生命力的、进步的文明

演进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文明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充满磨难曲折,但它代表人

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演进规律。
1. 2　 世界交往动力推动地域文明向世界历史演进

不同文明间的交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人类现代文明的出现,亦是资本主义文明对前

资本主义文明区域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过程。 资本主义文明“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

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

者” [5]35-36。 资本主义文明在交往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残酷性与进步性。 恩格斯在评介

阿拉伯领袖被俘时就写到:“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

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

幸的事。” [8]403 在阐述资产阶级革命进程时,恩格斯也指出这一交往动力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

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 [7]517 同样地,马克思在谈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时候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

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 [5]608 由此

可见,无论是地域上的交融互促,还是资本主义文明与前资本主义文明的直接对抗,都显现出世

界交往动力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性,从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交往是文明发展乃至跃迁的

重要推力。
基于交往动力,人类文明从横向维度呈现出从地域文明、民族文明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

向。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与普遍交往的确立,人类社会从区域历史或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

史,文明发展也呈现出这一全球化趋向。 恩格斯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

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

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6]680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明确地指

出这一趋势: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生产和交往都变为世界性,“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5]35。 由此,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化是不可

逆转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多样性的文明交往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闭守状态,导致文明发展中的民族文

明特殊性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重要变化促成了文明变迁中阶梯性赶超和创造,使得人类文明

犹如一块神奇拼图,演变出多样性的文明图景。 而文明的生命力恰恰需要各地域和各民族之间

的“竞合”与互动才能维持,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一座孤岛,总在与其他民族文明冲突与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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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生成跃进。 但民族文明、地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促并不等于征服侵占。 马克思高度重视各

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促,但反对不同文明之间采取侵略或干预的方式。 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民族

文明,在面对外来文明试图入侵时,都必然会呈现出强大反抗力与其抗衡,但也会出现文明的特

殊现象:“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

服。” [9]857 处于全球化交往的当下,文明对话和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这应是我们确立的文明理念。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民族文明的相互作用对于人类

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可以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

主义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10] 。
结合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扬弃资本主义

文明的基础上,“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

主义文明)的可能性” [11] 。 这就廓清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思逻辑:基于结构性矛盾动力坚持

“社会主义的定向”这一历史性实践方向,基于世界交往动力从“世界历史意义”维度借鉴并超越

资本主义文明。 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至少包含三重遵循:基于“社会

主义的定向”这一历史性实践,坚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并构建适合自身的

整体文明观;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性实践路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

中厚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统文化土壤;基于“世界历史趋向”,秉持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

立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在道路定向中坚持社会主义整体文明观

文明演进的历史线索与规律赋予了人类开辟新文明形态的可能与机遇。 虽然现代文明肇

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并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然而它并不构成唯一的文明发展道路,亦非世

界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中定于一尊的文明模板。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

人民最有发言权。 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生搬硬

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12]6 坚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承继与实践发展,就必须明

确中国特色文明形态的制度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拓中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整体构建。
2. 1　 坚持社会主义文明的道路定向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13]109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明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具有区别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形态

的文明特质。 从历史与实践双重逻辑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对比进

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1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实质就

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简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

势而生发和出场。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定向及其优势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阐发中

凸显的。 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限度是由资本本身引起的,
所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性物质条件、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文明形

态展开的必要条件。 超越现实资本主义文明,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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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成为新文明追求的现实表达。 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

表,就成为解决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的旗手,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无产阶级作为现代文明的支

柱,其劳动不单创造了财富,更是奠定了整个未来文明向度的基石。
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实践征程来看,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彰显

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巨大优势,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 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尤其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艰辛探索而生成的,是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民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毫不动摇开创社会主义文

明的奋斗征程。 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

色发展之路,坚持党的领导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与市场配置力量的整合和凝聚,坚持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现代化文明发展之路,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开放

包容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之路[15] 。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和

理论创新中不断前进发展,不断提升认识,最终形成这一文明成果。 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嵌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之中,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
2. 2　 推动构建“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本土化和全球化双重逻辑推动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

基本前提,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作为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整

体文明呈现。 这种建构是在相互贯通、彼此相连的整体意义上用实践话语写成的新型文明形

态,它“不是单调的,或者说不是局限在狭义的文化层面,而是丰满的、立体的” [16] 。 在这个意义

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总体性历史叙述” [17] 。
在“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观中,物质文明居于基础性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必然产生文明建构效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指向,即呈现出从落

后到先进、从贫困到富裕的文明发展规律性态势。 政治文明是重要维度,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伟大成就,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

论”等西方政治观念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束缚,提供了基于本国实际探索多元现代化

道路与文明样态的可能性。 社会文明是判断一种文明是否为真文明的基本依据,唯物史观所确

立的文明的生产力标准内含着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旨归。 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人民群众的主

体地位,发展了人的自由文明维度,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以“人的发展”为

其价值旨归的文明形态。 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

全球化大变局的复杂交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是实现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文明形态。 正如汤因比指出:“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

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

世界都需要的礼物。 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

体。” [18]394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发展了人与自然的共

生文明维度,基于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情势,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
“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遵循的文明观,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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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观的时代创新和发展。 辩证发展观强调事物是具有多维面相的系统生成过程,这决定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机体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形而上学的实然范畴。 整体文明观

是以新时代、新阶段为实践坐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不断螺旋上升而形成历史合力,最
终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成果,是阶段性的、历史性的文明飞跃。 人类文明的五重维度

密不可分、相得益彰,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旨归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必然选择,是超越资本主

义文明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唯物史观认为,
 

人类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
 

而是一个能够变

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19]10-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观作为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的机体,经历了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两位一体”,发展到提出以政治建设为保

障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再扩展到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重要内容的“四位一体”总体布

局,最后发展到党的十八大阐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这一整体文明观的确立,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和新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人类

文明新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新形态,是追求更加平衡、更加充

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五重文明维度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主义文明发

展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共同统一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的出场,既是与资本主义共时场域的文

明创新,又是历时维度的历史性文明超越,更是凝聚了立足自身实际实现文明突破的中国智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性“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

化”,它内含的“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 [2]113

使得代替它的、比它更加进步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超越现实资本主义文明、建构“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观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著优势。 另一

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和建构,实际上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实现现代

化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不断前进发展、不断提升认识,最终形成“五位一体”的整

体文明观,开创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的,是社会主义和

中华文明的统一体,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 [20] 。

　 　 3　 在传统路向中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需要结合本国实际与时代文化境遇,科学社会主义的运用也要求将

其一般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或精神形态之所以能够在特殊处境的

历史实践中融合进来,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特质的深刻把握[1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构建,
除了历史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定向之外,还在于它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继承和发扬自己的

文化传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 [5]5,即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的

重大现实问题。 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含的方法论原则,更是马克思主义保持理论生命

力的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文化土壤,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两个结合”的基本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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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在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至今仍具有丰厚生命力和强大引领力的部分。 文明

的历史是历经几个世纪之久的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21]51。 文明是区域性向整体性长期流存与演

变的结果,国家和族群构成考察文明演变的基本单元。 任何文明形态的诞生都是立足自身文化

传统进行鲜活实践创造的过程,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民族的土

壤之中。 一方面,“在 5
 

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22]161,另一方面,“人为的加速

发展和借助半野蛮的手段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观所作的巨大努力,看来已经使这个民族精疲力

竭,使它害上了类似肺痨的病症” [23]9,因此建构文明新形态必须牢牢扎根于历史文化基础和具

体时代情境,充分发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

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上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几千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水到渠成的结果。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建构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深厚软实力,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而走向现代

文明的必然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

明基因和文化根基。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

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4] 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和展开,后者构成前者深厚的文化营养和培植土壤,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建构之路。 推动中华文明在当代

的鲜活发展只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脚踏实地地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开创出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则保障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因此,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 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25] 。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发展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立足中国国情和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升与准确概括。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奠基,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可以说,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明建设实践和当代文明发展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不

同民族、国家的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推动文明进步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

形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回应现实问题的新型话语表达。
3. 2　 在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基础上

的文明形态,从文化脉络来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一种体现,或者说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 因而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

系,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内核与精华,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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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理论视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互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发展中思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便更好

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在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发挥更深沉更持久的作用。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建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来支撑,其根本逻辑依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大文化根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对

传统文化的单纯承继并不适合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现实需要,必须经过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

过程,不断进行文化反思和科学创造,才能完成文明层面上的复兴和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深厚文化根基和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性”与“命运性”交融的新型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定形

态。 因此,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角度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与当代文明中的重要

地位、重要意义,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融合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推动我国文明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贡献了中国文化的智慧

和力量[26] 。
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了中华文明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人

类文明新形态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空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创造。 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

历经百年求索,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赓续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发

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现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理论呈现和现实延展。 因而可以这样说,人类

文明新形态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并不是重拾往日的辉煌,而是要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特征和

时代发展诉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创造新的文明形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时

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27] 。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道路,为
世界文明的赓续发展和融合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在发展趋向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事实上指出了一种文明建构范式。 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关键期,基于世界历史的眼光深刻洞察人类文明

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正视不同文明间的共存、交往和相互影响,建构人

类文明新形态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在此基础上,坚持世界历史眼光推动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既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亦是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两个

大局”的使命使然。
4. 1　 立足“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实际上是在“两个大局”交叠的历史关键期,拓展

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生成了一条独特的文明跃迁道路。 人类文

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坚持世界历史的眼光,尊
重不同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多元共生的人类文明视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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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基于世界历史的开放性眼光,将民族叙事与世界视域相结

合。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从时间维度来看,是中国共产

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和创造,实现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空间维度来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

从“世界历史的局外” [28]117 走向世界历史之内继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奋斗历程。 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 因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致力于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

态”,这构成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叙事路径,并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

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21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定向[29] 。
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构建也就凸显世界历史的文明趋向,深刻

回答文明发展的世界之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呈现新的转化,强国伟业的实践征程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的力量持续增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格局不断呈现出“东升西

降”的趋势。 面对新的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握历史方位、
争取历史主动,将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好,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中国智慧、展现中

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面向未来的现实基础,尤其作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它继承和发展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

向。 在世界历史大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启迪、新机遇、新道路,也必将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30] 。
在“两个大局”的交互影响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

义。 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新的历史方位的开放视野。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
同文明形态的互动交流深刻说明了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必然建立在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相互借

鉴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张扬的两极对立观念,尊重各国基于自

身文化传统和制度探索追求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形态,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交流范式,
亦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文明向度上的基本主张。 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世界历史的开放

性眼光,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维度。 因此,诠释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重意蕴,必
须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在场,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同
时也要有世界眼光,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空间背景下来评价[27] 。
另一方面,这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全球视野的时代担当精神。 当今世界存在两大竞

争关系的制度体系,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给人类带来巨大风险与挑战。 由于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内在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其始终坚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违背文明发展多元共生的基

本规律,无法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构建。 与之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合作共赢”而

非“零和博弈”的发展理念,其形成本身就是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综合借鉴人类文明先进成果、审
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关照人类未来发展的思想升华。 这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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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形态的必然追求。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础性理念、助推性力量和借鉴性智慧,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人类

文明发展方向的旗帜。
4. 2　 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跃迁,然而资本主义推动民族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亦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本权力的世界

性扩张与侵略,建构了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中心并排斥其他文明的世界格局。 资本主义

这种内在的悖谬决定了它在文明维度上的对抗性,也必然会消解或阻滞基于各种文明平等互动

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资本主义文明试图以“虚假的共同体”代替“真正的共同体”,以
“中心-边缘”的文明结构理论审视人类文明,从而导致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方向并构建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这进一步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成功建

构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术语革命,更是伟大的历史实践与文化创造活动,顺应了合力建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并为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种种内在缺陷,那么人们可否完全拒斥资本主义文明继而自由

选择文明形态呢?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决不能。 在人们的

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 [4]440 这意味着我们追求的不是完全

把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文明排除在外的文明范式,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批判性扬弃的基

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正视其“伟大的文明面向”,并视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

要环节,客观承认其作出的重要贡献。 资本主义文明的自身局限性和人类社会的合规律性演进

为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社会主义文明准备了条件。 处在与资本主义文明共时性存在发展的场域

中,借鉴其文明成果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文明的建构

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开拓的现代文明的深入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扬弃与改造,从而创造出人类

文明新形态。
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情境中生成的,是基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对人类文明形态的伟大塑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我们需要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通过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互动,思考人类文明的多样

性与交流互鉴,在文明发展规律与现实世界情境的契合点上推动文明形态的形塑和创造。 一种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的借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汲取其他文明有益成分的新成果。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构,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借鉴和吸收。 “要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 [31]59,这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 这也说明我们需要在批

判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全世界国家和人民一道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世界视野、关切人类命运的世界情怀。 一

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开启了一

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基于全球治理的文明视野和价值关怀,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情境中开出了“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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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语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跃迁,
但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对抗性、剥削性和霸权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从根本上不可能引领人类

文明长远发展与和平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文明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所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走向。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

的道路定向,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路向并推动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以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向,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辩证扬弃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伟大创造。 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是基于伟大的社

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有机统一

的结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的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深刻意

蕴,既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和价值导向,又为人类文明发展前景产

生了深远的世界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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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

吴　 凯

(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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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
 

550025)

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中国道路、中国治

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并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

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 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

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特质。 以理念观照为立足点,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时代密码,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未来选择。 从表达路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来看,需要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

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 在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未

来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选择,谱写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篇章。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内涵特质;中国叙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13-14

文明形态跃迁既包含人类技术理性的发展,又指向人类文化价值的进步,是历史事实和社

会关系的共时态映射,它将人类的发展创造视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 [1]14。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新样态表达,是东方文明大国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成功

化解诸多冲突和矛盾的典范,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那么,这种新

的文明形态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质,用中国叙事的方式如何来表达?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

答,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叙事框架内描绘不同于西方国家构造文明形态的价值逻辑,阐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呈现中国叙事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关键地位,
解释中国叙事之于文明新形态的作用,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明优势。 因此,本文尝试

以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为切入点,在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的基础上,提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念观照和表达路径,向世界展现中国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

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文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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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国内学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对其理论内涵和实质,尤其

是围绕它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动因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凸显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1. 1　 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内涵的解释

目前国内学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视域

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邱吉、贾蕾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鲜亮底色、五个文明为主体要素、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内核、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鲜明特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治理目标[2] 。 第二,从概念提出的合理性视角解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

学内涵。 杨彬彬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维度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原创性概念

的必然性和重要性[3] 。 第三,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阐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侯惠勤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是一种新形态,能够消除“文明时代”的内在悖谬,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能够直面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具有实践的引领力;能够探路终结人类“史前史”,
具有无比广阔的未来[4] 。 第四,从历史大变局维度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于沛认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升华[5] 。 第五,从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维度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陈金龙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之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样态、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文明基础[6] 。 第六,从系统观视阈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邱耕田认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性主要表现文明内涵的整体性、文明主体的共同体性、文明关系的和谐性

和文明创造的共进性[7] 。
1. 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延展性研究

当前研究立足新时代中国发展机遇和文明实践,多角度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诸多学者在概念解析、视角切入、方法探求、价值阐释等方面的鲜明观点,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相关研究。 这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的关系。 孙代尧认为,现代文明的要素生成于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也形成于中

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过程中[8] 。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关系。 寇清杰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9] 。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沈湘平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

上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模范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

值[10] 。 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党锐锋、李斌从历史必然、矛盾运

动规律、实践动能、价值同一性、文明构建基础等方面阐明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11] 。 第五,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贡献。 吴宏政认为,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仅仅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而且是“人类”的文明新形态,它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两大制度并

存的条件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新文明

形态”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占据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

位制高点,引领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潮流,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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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12] 。
1. 3　 问题的提出

人类文明新形态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文明形态跃迁的方式表征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是一种新的文明选择。 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逻辑生成

与世界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

化,进一步解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这意味着需要立足中国叙

事的理念观照,进一步探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什么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

内在逻辑。 本文将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
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作为切入点,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念观照与表达路径。 就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而

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中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以中国

道路的文明逻辑彰显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 就文明形态的实现问题而言,中国之所以走上一

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且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以问题为导向,始终高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质量提升的价

值优势,以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彰显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 就文明形态的发展问题而言,未
来发展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怎样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这就需要彰显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

优势,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史中的运行机理,形成有别于西方现代文明

的叙事逻辑,以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彰显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

　 　 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治国理政中逐渐形成的,是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 [13]62。 立足中国语境,作为对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文明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

“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

的内涵特质。
2. 1　 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特征。 从现代化视角审视人类文

明,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类文明现代发展

的评价标准,尤其是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进一步缩短了人们生产生活与人类文明成果的距

离,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 然而,我们需要时刻警惕西方现代文明背后的发展悖论,
即它除了对人类文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之外,还以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

果的攫取和占有,并以西方文明叙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创造横加指责与干涉。 显然,西方现

代文明并不能完全代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方向,也不能科学诠释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取向,这
就需要将中国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价值追求纳入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并予以考量,以此说明社

会主义中国在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时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

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14] ,把文明社会需要的内在尺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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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用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多方关系的实践过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依托共同富裕不断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仅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而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初见端倪” [15]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文明延续性的立场对现代化道路作出价值判断,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文明观念和文明追

求,力图发展成为共存、共建、共享、共赢等具有积极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文明结构。
第二,“社会主义” 的文明性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诉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

“新”,就在于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创造文明形态的现代化道路,使西方文明发展道路不再是唯

一选择,这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需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方向,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主义”文明性的实践追求。 “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 [16]111,
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文明性认识和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智慧和韬略。 新发展理念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局限,凸显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文

明优势,注重用发展眼光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遭遇的实践问题,注重用世界眼

光来看待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共同享有、共同价值、合作共赢的问题。 从时间维度看,新发展理

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指挥棒,根据中国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时代需要,科学提出如何实

现发展以及更好发展的问题,在更加深广的意义上促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发展实际深度

融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有益借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文明特质。 从空

间维度看,新发展理念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直接体现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是人之存在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关系表现,其实质是在美好生活的感召下,人们通过生活方

式的变革不断掌握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航向。 “新发展理念为国民理解与增进文化自信开辟生活

的视野,能够营造增进人们认同的现实感知空间,使文化自信更为具象化” [17] ,有利于向世界展

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并促进“社会主义”文明

性的中国实践,使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形态成为可能。
2. 2　 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依托的,它只有在聚焦“现代化”的中国并表现出

文明优势的时候,才具有“新”的内在特质。 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表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现代化”的中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与互

鉴,并在文明实践中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此深刻表明中国在治理国家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功。 历经“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

革开放” [18]3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确立起一种走向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选择,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 [19]12。 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20] ,并将

“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充分融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以中国追求

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指向,揭示人们对“现代化”中国的文

明认知以及中国文明社会走向何方的历史逻辑。 它所解决的是中国视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

值观问题,回答的是中国如何治理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使“我们正在此前发展的

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 [16]472。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优势,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治理理念、价值原则的充分融入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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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悲剧性历史境遇。 在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以自身对“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创造来充当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

前导,不仅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使命,而且反映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
在激发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道路内生力量的同时,还需要依靠世界正义

力量来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使其在世界范

围给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号召世界正义力量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

和力量。 “根本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依靠真理和道义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归
根到底取决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21] 中国的和平与发

展,尤其是“现代化”的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

正义力量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现代化道路,既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文

明创造,也是一种无差别的正义追求,它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充分彰显“现代化”中国的力量优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触及人与世界的关

系,赋予每一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形成人自身活动的规律,且它可以同历史发展规律共同作用

于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是以人民为正义力量的价值彰显,也是人类文明

新形态从根本上引领未来发展的优势所在。 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

要走出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导的“怪圈”,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使正义力

量自觉融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洪流之中,自觉承担起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责任。
因此,“现代化”的中国必将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而不断勃发其在世界范围的正义光芒,
必将用正义力量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未来,使“现代化”中国的力量优势充分展现在人类

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2. 3　 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待和解决西方现代文明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新的高度助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让世界了解现代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这既是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自信,也是现代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文明自信,还是中国文明维

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行动自觉,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要求我们以

独立自主的态度看待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辩证看待西方现代文明的两面性,立足中国实际向世

界展示“今日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 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求具有与时俱进的思

想理论,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与诠释,是站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作出的理论指引,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和主体自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以

其理论魅力昭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不仅中国需要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来指引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而且世界需要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来彰显中国“文明”的主

体性及其世界意义。 人类文明走向何方,如何规避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陷阱,
主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航向,就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因此,21 世纪马克

思主义要以世界眼光主动对接人类发展命运,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形
成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在深刻回答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

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 [22]16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探索一种能够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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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高度主动设计文明进程,努力打破西方长期在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评价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非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道路,使世界

人民认识到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无尽可能性和多样选择性,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智

慧。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存在剥削性、扩张性、掠夺性与霸权性,导致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

的西方现代文明难以从全人类的高度思考如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中国

“文明”的主体性,使中国价值不仅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造福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它
从人类文明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角度看待人类文明进步,尊重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

明差异,主张通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理念来重塑人类文明形态,以摆脱西方文

明中心论的狭隘眼界,转向一种具有世界胸怀的文明姿态,在对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世界

性洞察中作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文明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困境,而且超越了

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利性要求,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拓展人类文

明交流与互鉴的发展途径上,为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新的范本和选择。 人类文明新形态凸

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它打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地域局限,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

文明进步的话语垄断,以世界眼光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使中国文明在世界范围得到新的呈

现和发展。

　 　 3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念观照

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

念观照,需要从中国叙事的视角加以阐释,全面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将历史与现实、国
内与国际统一纳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框架,描绘人类文明的发展航向,深刻回答中国为什

么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问题。
3. 1　 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密码

第一,中国道路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 中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在道路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蕴含极为深刻的理论自觉,“必然要塑造

和引领一种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的新的文明形态” [23] 。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对理

论的抽象解读上,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政治勇气和创新能力,就
不足以全面准确理解中国道路为什么可以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这一关键问题。 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学理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基础、
理论风格、理论价值方面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映现着中国道路的实践特色,彰显着

中国道路的民族性、时代性、人类性,标志着中国道路对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社会的理论追求所达

到的自觉高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时代发展为己任,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基础上,不断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境界,“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

开拓前进” [22]3,充分彰显中国道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切观照。
第二,中国道路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空间。 文明形态是对人之为人以及人如何生活

得更好的一种价值关怀,更加深广地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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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实践和文明追求的问题。 中国道路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追求和创造,自觉纳入人类依赖的外部世界,从全人类高度审视中国道路向世界提供具有何种

价值优越性的文明选择。 “改革开放就是一部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

间’的历史” [24] ,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道路将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需求整体置入一个不断跃

进的文明框架,不仅使发展需求得以满足,而且使这一过程不断趋近于文明境界,使人类文明发

展规律不断展开于中国道路的自主探索过程,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

尽可能地集中到这一过程,最终赋予其文明意义。 中国道路本着对人类命运负责的态度,内在

要求人们从伦理精神的高度判断自身所处的发展空间,既实现自身发展,又兼顾世界发展,在不

断澄明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的前提下,深刻反思中国道路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更加自觉、
理性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中国道路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境界。 中国道路的实践品格是以文明的方式来

完成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每一阶段的探索都有其价值定位和文明追求,它的基本特征是始终

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在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自我发展中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注

入强大的实践动力。 哲学境界映现中国道路的自觉意识,它关注人的生存体验及人在世界中的

主体地位,谋求人类实践在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致力于拓展人类实践能力的文明境界。 中国

道路的实践主体是人,只有当人的价值得到满足和实现,人们才会积极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最大程度推动中国道路的自主探索。 因此,人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是推动中国道路提升

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境界的中坚力量。 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

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19]13,体现在中国道路的主体实践

过程中。 正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和价值彰显,以及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践

行,人的主体性为中国道路主动融入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提供了条件,以人的价值张扬自觉推动

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动创造。
3. 2　 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

第一,中国治理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现阶段的目标任务,对国家治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把人的需要、人的位置、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同国家治理充分结合,凸显以人民为

中心的治国理政理念。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就迫切需要将中国治理的文明趋

向融入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不断开辟文明场景以焕发中国治理的文明价值。 文明场景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所处时代场域的文明性描述,它在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方式、治理目标、治理

成效方面都具有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价值优势,这为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提供了契

机。 发展格局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方位的说明,是开启文明新篇章的生动体现。 一方面,
文明场景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相适应,不断将中国治理的时代使命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将党的领导同社会参与、人民主体力量结合为强大的共同体,对内坚持五大

文明协调发展的格局,对外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世界发展格局与建基于共同价值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在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中赋能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在历

史逻辑层面不断阐明中国治理的文明优势,向世界充分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追求。 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世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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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阐释中国治理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展现负责任大

国的文明形象,在尊重其他国家文明形态个性与差异的基础上积极阐明中国治理的文明主张,
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

第二,中国治理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效能实现。 一方面,中国治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为依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价值导向、社会价值需求、
个体价值满足层面不断创设成熟、稳定、持续的制度体系,调动和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优势转换,强化

中国治理在各领域的动能整合,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 另一方

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效能实现是由中国治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释放的动能

产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

和制度框架” [25]377,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中国智慧,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进步的中

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治理的道路选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实践基础,开启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既具有道路选择的自觉性,又具有推动中国治理的文明性;既体现了中国

治理的优越性,又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趋善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效能实现,说明中国治理在促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中的关键作用,通过

政党引领、制度保障、价值诠释来深刻回答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治理难题,
既不无视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治理差距,又不夸大中国在迈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

局中的成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是中国治理文明尺度的反

映,也是中国治理文明场景的展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有赖于中国治理对世情、国
情、党情和民情的深刻把握。 正是这种自觉的、能动的系统把握,有助于全面审视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由之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扎实推

动相关领域改革,同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发挥中国力量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这

是中国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展现其文明力量的重要表现。
3. 3　 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选择

第一,中国价值的文明意识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主题。 文明意识是人们对中国价值

具有何种文明性的认识,它可以在观念层面巩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基础。 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摒弃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创的西方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面提升中国价值的文明意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不断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精神。 这既是中国价值的文明彰显,也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动力基础。
中国价值是一种发自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内心的自觉和自信,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弘扬,也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浸润,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共产

党人科学掌握社会发展的运行规律,根据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顶层设计

和制度安排。 中国价值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前提,
构建了中国从发展中大国逐步迈向新型文明大国、促进人类文明形态跃迁的发展道路。 这对于

人们科学认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价值展现了它超越西方为本位

的发展理念,构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式文明发展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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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 尤其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更是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何方的问题,而
中国价值的文明彰显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目前处于大变动的世界中,中国倡导的共

建共享共治的价值观念有利于推动人类普遍繁荣与建设持久和平稳定的安全世界、健康世界、
美丽世界[26] 。

第二,中国价值的文明旨趣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要求。 中国价值的文明旨趣不是简

单的价值观阐释,也不是理想主义的抽象表达,而是从中国发展大势出发对时代之问的文明性

求解。 从文明旨趣的价值关怀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价值

构成、意义存在的关注,这是基于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大家庭的相互依存的价值关怀。 中国价

值既从全人类得以生存的实践基础出发,阐明一种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也基于对

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观照,在世界范围激发人们对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追求。 中国既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价值的文明旨趣在于以一种积

极合作、平等交流、共同进步的价值观念推动国际合作和人类文明发展。 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

政治领域,抑或是文化交流,中国都主张并致力于通过文明对话来解决文明冲突,反对将本国的

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反对将本国文明凌驾于他国文明之上。
中国价值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回答“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人类向何处去”

的时代之问。 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时,中国人民如何成为自觉和理性的文明主

体,就成为中国价值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中国价值的文明旨趣要在文化创造层面彰显中国人

民的主体精神,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创造过程,使中国人民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展现人

的创造力和本质力量,使之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的、理性的主体。 中国价值的文明

旨趣定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理性剖析其文明内核,尤其是它内在包含的、与西方现

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所不同的优秀文化因子,说明经由中国价值引领之下的社会共同体具有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精神,这能奠定中国价值彰显其文明内核的实践基础,使中国价值

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过程中具有较高的期望值,承担起创造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文明责任。

　 　 4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表达路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全新选择,需要立足中国语境用叙事的方式将其向世界

充分展示,以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

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 [27]1

就中国叙事的表达路径而言,需要考虑以何种方式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
寻找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与国际认知的平衡点,关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如何取得好

的传播效果。
4. 1　 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

第一,在世界变局中审视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注入思想动力。 20 世纪发

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空前灾难,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同样给人类文明带来严重破

坏,因此战争会给人类文明带来严重威胁和破坏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如何将这种共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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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故事为什么具有新的文明性的重要课题。 人类

文明新形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 [22]491,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将中国故事书写的文明形态纳入人类文明发

展进程,成为中国叙事的内在要求。 中国故事的思想动力源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基

础,它以中国叙事的方式融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形成

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因如

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获得超越性,以中国叙事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树立典范。
因此,在世界变局中审视中国故事,需要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推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效能的不断提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思想素材。
第二,在世界历史中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 在世界历

史时代,中国故事需要以世界眼光看待历史。 一方面,用世界历史看待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在

世界范围理性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什么样的人类性和文明性。 从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

程来看,文明形态自始至终伴随一定的价值指向,甚至可能存在一些意识形态偏见。 世界历史

发展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没有摒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傲慢与文明偏见,但我们可

以通过世界历史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中国故事背后的文明追求、文明平等、文明交

流、文明发展。 另一方面,用世界历史讲述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视

野看待中国故事的文明定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文明融入世界文明的视野拓展,也是寻求

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真实体现,它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创造属于

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史的比较中客观呈现中国故事的文明

发展大势与世界情怀。
第三,在世界命运中书写中国故事,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发展进程。 中国故事

是世界命运的书写主体,代表发展中国家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道路的内在吁求,这是在

世界命运中观照中国故事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世界命运为中国故事提供书写场域。 中国故事

对世界命运的历史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历史前提,进而

确定如何书写人类文明的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中国故事展开于世界命运的发展过程,它既可

以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融入世界命运,也可以以此为开端来考察世界命运的影响因素,
从而运用中国故事尝试性地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同世界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
在世界命运中书写中国故事,既可以让世界全面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尤其是认识到人类文明

新形态中国叙事背后强烈的世界责任感,也可以让中国人民听到更多来自世界各国对中国故事

的评价,在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增进信任、扩大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

事的发展进程,就具备了包容中西文化差异的文明性,在把握世界命运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叙事的文明跃迁。
4. 2　 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

第一,从平民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促进国家形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相关联,以得到

国际社会更多更广的理解、支持和认同。 平民视角的中国故事强调国家形象的微观建构,具有

不同于官方视角的传播优势。 《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为题材,通过食材寻访、制作、展示,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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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传播中国普通民众独特又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价值观。 这种以平民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

叙事方式,增强了中国故事的可读性,具有以下优势:其一,平民化的叙事方式便于不同国家的

人们从日常生活观念出发进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传播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多角

度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蕴含的人民性理念;其二,平民化的叙事方式象征一种强生命

力和可持续的话语分析,将国家形象传播由官方塑造向民间塑造转变,建构适应人类文明新形

态中国叙事的官方-民间关系,赋予中国故事以新的解读方法和传播意义;其三,平民化的叙事

方式立足体验中国故事,创造性地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体验的

影响,结合最大多数人的实际感受来优化国家形象的传播路径。
第二,以媒介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传递意义符号,构建符合人类文

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媒介场景。 媒介可以用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将中国故事予以渲染,使处于媒

介场景的中国故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被赋予传播学意义。 媒介场景在中国故事和受众之间搭

建了一个塑造自我和想象现实的传播空间,不论是通过历史文化,还是借助现代生活观念来讲

述中国故事,媒介场景都可以将其转换为传播符号并予以呈现,使处在不同时空的受众均可以

在同一时间感受中国故事的文化魅力和价值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场景起到了连贯中西

的作用,它利用技术手段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进行媒介化解读,运用 VR(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CR(影像现实)、XR(扩展现实)等技术引导人们进入一个超现实

的感知空间。 这一方面可以在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强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时空优势,
以快速、有效、高质的信息传输确保中国故事的意义达成,另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弱化西方国家

对中国故事的认知偏见,在媒介场景中不断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传播意义。
第三,在文化交流中讲述中国故事,以分众化方式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增强国际

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性认知。 “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通过情感讲好中国故事,使其具有

丰富的情感人文属性。” [28]因此,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在文化交流中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

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理解和认可,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分众化传播的方式。 由于

中西文化差异直接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存在截然相反的认知,因此分众化方式要根据中西文化

差异采取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正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多维度阐

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饱含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让各国人民

了解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 [29]534-535,在文化交流中进一步彰显中国故

事的文化渊源、价值追求和意义观照,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逐步、分级向国际社会传播;
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故事,形成观照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社会树立自由、平等、民主、和平、进步、富强、担当的大国形象,夯
实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实践基础。

4. 3　 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

第一,选好叙事作品,用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提升中国故事的学术表达能力。 叙事作品质量

直接影响叙事效果,选择好的叙事作品,才能生产出具有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的学术成果。 中

国故事可利用学术研究进行意义传递。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作品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它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在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人民至上理念,更重要的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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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

向世界传播,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30] 。 2021
年香港无线电视制作出品的《无穷之路》引爆收视热潮,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重

要成果。 以脱贫攻坚为例,可以将其提升至学术层面加以研究,去解析、提炼中国脱贫攻坚的学

术问题,用学术话语讲好为什么“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16]523,从
历史角度和国际视野进行具有文明规律的实践探索,使之在中国叙事中得到提升和弘扬,逐步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质量的叙事作品既可以呈现中国故事

的问题逻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提供学术支持,又可以立足中国故事壮大和繁荣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学术表达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奠

定坚实基础。
第二,设置叙事议题,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高度推动中国故事的学术创新。 议题以话题的

方式吸引人们对中国故事的关注和讨论,从视觉、情感、心理、行为层面对人们产生作用。 通常

情况下,议题需要人为主观设置,需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立场进行话题凝练和确立,
使叙事议题与中国故事的学术创新结合起来,找出它们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实践依托。 叙事

议题的设置需要遵循四条原则:一是在学术理论层面深层触及中国故事的现实基础,作出全面

系统的文明阐释;二是在学术对象层面构建中国故事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确立与人类文明

新形态相关的叙事议题;三是在学术研究思路上摆脱西方叙事话语的套路,形成符合中国国情

的独特思路和方法;四是在学术参照系统上努力建构科学、完整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立足时代

之问来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 因此,探讨中国故事的学术创新,把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国叙事视为叙事议题的能动性建构,有利于从中国叙事的尺度进一步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激发人们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和热情。

第三,整合叙事内容,以文明互鉴的方式提升中国故事的学术说服力。 用学术话语讲好中

国故事不能局限于中国实际,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世界话语阐释中国故事的语境和逻辑,实现中

国故事与其他国家故事相融合,在比较中凸显中国故事的文明追求。 世界话语就是在世界范围

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的话语表达,它可以反映一国是否具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只

有真实全面地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才有可能对中国故事作出正确的概括和总

结,进而将叙事内容转化为提升中国故事学术说服力的内在动力。 整合叙事内容需要具备三种

意识:一是空间意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整合叙事内容,在世界范围生发中国故事的学术意

义、学术影响和学术价值;二是深化意识,不仅讲述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文明诉求,而且

运用学术比较方法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植入时代内容进行考察,不断拓展叙事内容的思

路和途径;三是超越意识,不仅关注中国故事的现实基础,而且关注中国故事的未来面向,自觉

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发展趋向,提出能够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学术思想和学术

体系。

　 　 5　 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新的选择,它在文明逻辑、文明场景、文明价值方

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明进程和文明成果。 文明追求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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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满足基本的文明需求并不足以创造出超越自我的价值活动,反而更需要在人类实践活

动中进一步追求命运与共的价值世界。 从中国叙事角度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可以揭示文明

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深刻把握文明形态与中国叙事之间的作用关系,又可以在国家视角建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框架,以此为目标激发人们为之进行文明的创造活动。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叙事是一个复杂且持续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均有着不同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尤其是中国

叙事的价值指向直接影响人们采取何种途径深度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都有可能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势和意义。 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必须讲好有

世界意义的中国故事,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同时,自觉将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各项实践活动纳入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建构过程,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

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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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基于“历史—理论—
现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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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主是包括价值、制度、行为于一体的国家建设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一种可称为实现了范式跃迁

的国家建设方案。 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需要系统阐释民主范式跃迁何以必然的基本结构。 在民主政治

的历史发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本质、塑造了真实民主、重构了民主建设,是民主之“整全性”的历史必然;

在民主理论的结构变革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了民主理论的科学系统性、充分包容性和批判完备性,是科学民主思

想实现时代自觉的理论必然;在民主建设的实践演进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面向善治的民主建设实现政治文明创新

变革,是民主全过程性建设的现实必然。 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达成了由应然性到必然性的确证,为世界范围内民主

的“东升西降”现象提供了变革性解释的基础理论架构。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范式;必然性;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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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具体的核心概念。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注

解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理论的独特贡献与创造。 这一贡献和创新的实质内核主要体现

在其内含了民主概念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民主思想演进跃迁的理论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实践推进的现实必然性。 只有在这三种必然性维度的确认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可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新形态。 为了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的认识,厘清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认识论前提,应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合一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的问

题进行学理性分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必然性,但关于其必然性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专

题化、微观化的特点。 在宏观政治命题既定、中观分析议题缺失的情况下,学者们往往选择某个

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必然性进行阐释。 比如,有学者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1] ;有学者则从民主素质诉求和改善的角

度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2] ;有学者从制度建构角度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
指出人民民主同全过程的结合是我国政治制度内在机理的必然结果[3]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政

体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必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4]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刻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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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5] 。 概而言之,尽管“必然性”问题已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词之一,且相关研究蓬勃

发展,但系统性的中观维度诠释仍不完善,全面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的理论深度还有可挖

掘的空间。 有鉴于此,只有进行中观层面系统的学理诠释与理论建构,才能有效证明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必然性。

　 　 1　 历史必然:真正呈现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

作为历史范畴,民主的内涵是人类在理解政治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起来的。 从词源看,
古希腊民主的内容比较宽泛,甚至包括了“ polis ”即城邦政治的全部内容。 随着政治意蕴的丰

富与民主内容的狭隘化,以及政体理论同实践在从属性上的模糊,导致民主在政治发展史中的

作用越发模糊。 人民民主重构了民主的全过程性,对自由主义政体理论和资产阶级民主观进行

了彻底的批判。 从本质上看,只有人民民主才需要展现民主的全过程性,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也

只能在人民民主的历史必然性中实现。
1. 1　 全过程性体现了民主本质的历史必然性

原始的民主意识有助于具有独立性的群体或部族的内部成员开展自由行动,而承担管理该

群体或部族职责的领袖还赋予其成员享有一定的权利,此种原生环境造就了民主萌芽的基础与

条件。 由此,以人们共同采集生产资料才得以生存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作为民主的雏形开始存

续。 随着人类开始定居并以农业与商业为计,等级制度和阶级统治逐渐成为绝对的支配性制

度。 公元前 500 年左右,古希腊具有高度活跃的直接民主氛围,“demokratia”(民主)一词随之出

现,原意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初的含义是人民的统治[6]83。 根据民主的产生条件以及最初

含义,可以发现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自由”“平等”“政治权力”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但要理解民

主这些要素又太过宽泛。 可见,只有抓住民主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民主。
黑格尔认为,“本质”指的就是根据,这种根据是在其他物质之中存在的,且这一物质同一于

它自身[7]260-261。 对于民主本质的认识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

为了种族存续,由于没有专门的劳动工具和生产知识,人们只有集体采集、集体狩猎才能得到满

足自身和种族生存所需的物品。 与此同时,群体的集聚还有利于对群体的内部成员和战争俘虏

进行教化。 这一时期人类所追求的民主本质上是一个部族或部落内部的人生存的权利。 在奴

隶社会,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绝对处置权,奴隶在本质上不具有为人的权利。 在朴素生命观产

生后,奴隶暴动之所以具有民主意义,关键在于他们争取属于自己的为人资格。 但这一追求并

非社会的共同追求,无法与民主的全过程性相提并论。 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主要通过

掌控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特权对人加以全方位的控制。 这种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平等的权利,
同时也妨碍了社会的发展。 因此,欧洲的新生资产阶级群体以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来抵抗

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呼吁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 然而,此种“自由” “平等”并非“全部自由”
“全面平等”,其根本目的是维系资产阶级特权。 此时,“自由” “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内

核,但其绝非是全民、无阶级差别的共同民主追求,仅仅是一种虚幻、片面的民主。 至此,在经历

争取生存、人权以及争取自由等基本阶段后,如何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民主、推进民主范式的演

进成为新的命题。
历史证明,民主应是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人民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全面体现。 追求民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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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对自身本质、对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民主的本质既是人民本质的实现,又
是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 就这两个方面来说,民主首先应阐释清楚何为“人民”,对于“民”的理

解并不能简单从民主是“人民的统治”这点出发,也不能将“民”简单阐释为所有人,因为人民不

是指全体自然人,若非要给一个限定,那么指的应该是全体公民[8]3。 之所以要明确人民的权利

究竟为何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真正的民主并非仅指拥有选举权,而更多是当家

作主权利要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实现。 作为民主政治新形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人民”的理

解以及对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符合民主的本质内容。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被赋予了更加精准的政治意蕴,是当家作主的真实主体和国家

一切权力的归属体,拥有以各种方式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利与义务[9]9-10。 全过

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在本质上解决了人民的权利如何真正得以实现

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10]12。 具体而言,人民当家作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充分

体现在制度程序层面与参与实践方面。 除了国家治理体系都要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展开之

外,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通过将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相结合,充分将民主实践过程,如选举、协商、
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环节贯通起来,实现了民主的多方面涵盖。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关注国

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治理难事,而且关注民众日常琐事;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生活,还是在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听得到人民之声[9]23,凸显着人民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当家作

主的地位,具体表现出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
1. 2　 全过程性塑造了民主衡量标准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时代、环境或观察视角的差异,民主的思想谱系与主要内容纷繁复杂,关于是否归属于

民主、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和划分。 古往今来,因民主内涵

和本质的不同解释,导致了民主评价标准的不断变化。 一个国家的制度民主与否需要有检验的

标准,这一标准能够对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作出客观的评价与衡量。 在人类社会早期,民主的

衡量标准只能将其描述为是否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在奴隶社会,民主的评判标准主要是看公

民是否具有管理城邦事务的权利;在封建社会时期,民主的判断标准为公民是否具有自由和平

等的权利。 这几个时期的衡量标准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且评判要素相对单一。 在范式变迁

的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的衡量标准有了较大发展。 罗伯特·达尔认为,要以有效的参与、投票

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掌控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五个基本标准来衡量民

主[11]33-34。 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民主的衡量标准在于公开、自由和平等的选举权利,这种

选举才是真正的民主[12]6-8。
西方民主理论大多将自由的竞争和选举、政党的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民主的标

准,但这不足以证实其民主的真实性,民主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蕴含和贯彻在整个国家制度的过

程中。 其一,人民需求的满足范围能达到多广的程度,即人民拥有权利的广泛性维度;其二,人
民感受到其需求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程度,即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维度;其三,人民的需求是

否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即国家防止权力侵占人民权利的保护维度;其四,人民需求转化为国家行

动的过程中人民和国家的参与程度,也就是二者相互制约的协商维度[13]12-13。 “四个要看” “四

个更要看”是衡量民主的新准则,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备性体现在四组“要看”“更要看”有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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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关系上。
首先,人民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与民主参与实际意愿的有机统一。 我国公民依法拥有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在法律层面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地位。 同时,我国的选举有着广

泛性与平等性的特征,即选举的范围涵盖性广、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人
民手中的选票等值等量。 因此,我国的选举是不为金钱所掌控的选举,且选举形式与手段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9]23-24。 这些特性为人民积极、广泛、深入参与民主生活奠定了坚

实基础,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有序参与政治,既能把握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又可以进行经

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还能投身到意见征询和其他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 此外,人民还能够全

程融入民主政治生活,人民表达意愿和诉求的途径多元,真正做到人民参与贯穿党和国家的民

主实践始终[9]39-40。
其次,承诺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西方民主只在需要人民投票时才将选民激

活,将选民“时段性笼络”到己方阵营,而在投票结束后对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充耳不闻,往往将选

举时的许诺和任务搁置一旁。 与此相反,按选举承诺的实现程度这一评判标准来衡量全过程人

民民主,就必然要求全时段践行人民当家作主。 在中国,无论是治国理政的制度制定,还是相关

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主线,党和国家各个层级的工作都具体且现实地体现

着人民当家作主。 无论在何种阶段,党和国家都始终坚持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性,充分

保证人民能够实现其利益表达的畅通性和充分性,人民在需求表达后能够得到有效的回应和实

现[9]40-41。
再次,优势规则程序与高效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法律规定的政治程序

和规则执行状况的回应也充分显示民主的真实性特征。 作为民主基础的程序和规则,其执行状

况的优劣可以直观地通过一个国家治理的状况得以彰显。 好的民主的规则和程序一定是能够

实现善治并推进国家治理优化的[9]42。 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高质量民主,正是因为它促进

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始
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作出切实的政治回应。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了人民的主人翁

意识,从而使其更积极地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为自己也为了民族和国家而奋斗,促进了党、国
家、人民充分融合,同心同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能发展。

最后,制约监督权力与实现善法良行的有机统一。 客观而言,权力切实受到制约和监督才

能够实现民主真正造福于人民。 因此,评判民主的真实性关键是看权力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

民主,以及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 在我国,公权力姓公,且具体体现在权为民所有、权
为民所用的实际行动中,实现权力只为人民群众谋幸福[9]45。 同时,坚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

里,建立健全并完善党内法规和法律体系并重的特色规范体系;坚决反对并严惩权力腐化,对贪污

腐败、滥用权力零容忍;在监督权力时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一整套贯通协调的监督过程,通过严密的

监督实现对权力各领域全方位的监督。 这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民主真实性的重要基础。
1. 3　 全过程性重构了民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历程看,其经历了反复与曲折,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创

新中逐渐发展和形成了全要素、全领域、全环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丰富的实践重构了民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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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历史必然。 进入阶级社会,直接民主就被贴上了“全建设场域”的标签,但实际上只适用于

人数较少、社会生活简单、政治情况单一的城邦,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人数众多的阶级

社会和国家中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直接民主的。 而扩大民主边界形成的复杂性民主建设工程,将
一人一票作为“全建设场域”的象征符号,以此体现西方民主所谓的“真实性”。 但在西方民主的

现实建设中人民只有在选举期间投票时才拥有选择指定偏好的权利,投票因此沦为形式民主,
甚至成为“金钱政治”“政治衰败”的“纸牌屋”。 应该说,民主是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典型表

征,建设何种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的民主建设是在追求人民解放、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及社会进步的长期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其中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是民

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历史与现实[14]1,
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发展需求的民主发展的最新成果。

从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流变可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建设的探索和

实践始终融于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奋斗历程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

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概括[15]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
无产阶级和工农的民主局部探索中形成了人民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为全要素、全领域和全环

节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人民民主

由一种价值理念转向国家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进一步突出了我国民主制度的全领域性;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民主不断凸显、基层民主持续扩大,而基层群众自治也上

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层面,强调基层民主就是强调民主的全要素和全环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了创造性发展,实现了由协商民主发展为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实践创新,自此独具全要素、全领域和全环节属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式确立并逐步发

展和完善。 在民主范式演进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遵循民主发展规律、符合人民意愿和需

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人民民主道路的历史必然,又是推动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必然。

　 　 2　 理论的必然:深刻阐释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和反复磨

砺,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生成的民主政治发展新成果,也是在源远流长的民主理论探讨、丰富和

发展进程中逐渐明晰的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16]11。 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马克思主

义民主学说,同中国民主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继而完成了理论的系统化,是具有批判性和完备性

思维的民主理论发展新成果。
2. 1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科学的系统性民主理论的必然主题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思想来源,又决定着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理论属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中的“人民性”论断,借鉴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权力、真正民主等基本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系

统性成果。
首先,在“人民性”观点基础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理

念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民主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理念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 只有人民

决定国家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否则制度无论以何种民主的形式展现都不是民主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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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7]13。 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而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也

厘清了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凸显了人民主导国家权力的地位。 在批判等级制度时,马克思

强调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才是适应历史需求的制度,“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

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 [18]306。 可见,人民的意志决定着国家的形态,真正的

民主就应该是充分展现和表达民意的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马

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准绳,充分坚持并尊重人民的主体

地位,真正做到执政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9]8。
其次,以“民主制”作为国家制度发展方向的观点明确了以民主国家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

民主制度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答案[19]39-40,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必然要以实现人民的

诉求为根本追求,而要实现人民意志就必须建立民主国家。 《共产党宣言》强调了无产阶级掌握

国家统治权力的重要性,指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成为统治阶级并争取民主[20]52。 资产阶级民主

始终要为资本家谋利,必须要满足资产阶级群体的政治意志,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
无产阶级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中并不会得到真正的民主,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上升为国家的统

治阶级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民主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民

主建设就是要证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 [21]192。 为此,只有无产阶级自己

掌握权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使人民的意志和需求被充分满足。 这一发展道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民主诉求要以建

立民主国家为前提的理论观点,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国家权力归属的讨论为以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标准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国家

中,人民是否真正掌握权力、是否掌握国家机器成为评判民主是否真实的标准。 资本主义的民

主只是资本和权力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够使劳动者拥有符合他们阶级地位的意

志[22]550,才是实质民主。 民主的实质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国家的政治制

度其实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 [19]41。 列宁就此指出,民主就是公民在形式上的一

律平等,同时在管理国家和决定国家制度时拥有平等的权利[21]201。 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

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关键在于,人民当家作主是具体且现实地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过程之中的。
这一具备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度和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我国科学而系统

的实践和新发展。
2. 2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充分的包容性民主理论的必然命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包容性的民主理论,其形成与发展充分吸收和容纳了中西方优秀民

主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并将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是民主理论发展的必然。 具体而言,西方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主思想和观点则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填充了丰富且深厚的底蕴

内涵。 作为新的民主形态与实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诸多民主理论扬弃的成果,以世界

民主制度中的积极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

统政治文明,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立与丰富提供了政治思维、政治观念之镜鉴[23] 。 在“天

下”“以民为本”“贤能政治”等观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

秀成分,克服并改造其中的落后和腐朽部分,建立起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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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天下”观念的批判性吸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通常解释为国家,也就是统治

之下的领土以及全体人民,在我国古代以“天下”概念的出现为标志产生了民主思想的相关设

想。 “天下”从国家这一内涵出发可以衍生出其人民性的内涵,即国家内的全体人民。 “天”往往

用以比喻人民,“天下”也因此具有了人民公意的内涵,甚至可以说“天”同“民”之间从逻辑角度

来看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事物的多种表达方式。 将人民比喻为“天下”其实是对人民意志重要性

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民主性观念。 但“天”概念本身具有神秘性,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

神学性质,并非科学民主思想,因此也难以真正重视民意。 通过借鉴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性的

民本因素,催生了“公”的概念。 所谓“天下为公”,一方面要求展现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另一方

面要明确表明人民作为主体的科学性。 换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意味着人民是政治和社会生

活的根本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需求和价值取向是国家意志的真实表现。
其二,“以民为本”的批判性改造。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和根本价值原则是以人民为中

心。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需求出发、落脚于人民的现实意愿,民主才能在具体发展中实现

由形式民主向实质民主的转变。 传统民本思想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的是人民的利益和

需求就是国家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其政权才有可能长期存

在。 可见,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着重强调人民的关键地位,这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政治追求可以说是相似的。 虽然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民的重要地位,但传统民本思

想中的“民”是一种被动性社会主体,并不具有主体性价值和能动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强

调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内在力量并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积贤理政之道”的批判性吸收。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治国者以积贤为道”是重要的

国家治理原则之一。 “尚贤”指崇尚贤才,该观点认为在国家治理中若有贤能之士,则国家就会

治理得好。 这就是贤能政治的雏形。 积贤而治本质上就是责任政治,即先将责任划分,后选贤

任能,最终达成善治。 全过程人民民主辩证吸收了“积贤理政之道”的积极特质,即垂直的民主

尚贤制[24] ,又借鉴了其责任制内容。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担大责、有担

当,突出体现在其能将“积贤理政之道”创造性地转化于党的治国理政的解释框架内,而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关系则全面超越传统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先锋的党员

才能在这个高效的组织内实现积极有为、高效优质的积贤理政。
2. 3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批判的完备性民主理论思维的必然论题

西方民主凭借其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优势,将民主的西方化实现机制加以普遍化,并蓄意

将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本质弊病隐藏起来,从而构建起看似合理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逻辑。 全过

程人民民主变革了西方民主的思维模式,实现了对其政治逻辑的迭代和超越[25] 。 西方民主因其

多元化的实现形式而具有所谓的“确定性思维” [26] ,其实现机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逻辑。 一是

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以及所蕴含的公益理念是其共通价值理念,同时这些价值理

念也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的逻辑主线;二是政治平等的制度安排是西方民主实现机制所服

务的直接对象,构成了其政治逻辑的主轴;三是西方民主实现机制的核心是程序。 可见,西方民

主的实现机制有明显的弊端,即其在民主理念、制度框架、治理议程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中被逐

渐碎片化。 这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有利于增强其实现形式的合法性,但在资本逻辑支配

下西方政治制度中行政、授权和控制权等法权的内容与实践之间的对抗性不断激化,因而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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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程序之壁,以程序民主代替实质民主解决各权力之间的分裂。
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在于形成和发展了一种全新的、

统一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民主实现逻辑。 这种迭代性变革,一方面是指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

动态迭代式的结构。 这里的关键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利、保障人民

利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接受人民监督,全面覆盖于“酝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的整个

流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的需求为本位,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实方案;接着在人民

群众广泛的征询和讨论中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机制与决策;随后鼓励大众有序参与政治,检验人

民意志的满足程度;在制度达成共识后,还要参照原计划对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全
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还体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实质与程序都统一于国家权力运行

过程。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自由才能从虚假的幻象中得以摆脱,成为真实的存在和实际

的体验。 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和全过程实现机制的有机统一,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广

泛性、全面性、全流程与全局性的特性[25] 。 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思维的进步上具有超越

西方民主的理论必然性。

　 　 3　 现实的必然:充分践行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深刻的现实合理性,是时代和现实发展的必然需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

经过历史长河的涤荡,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深厚的理论积淀,同时还符合时代新

格局的现实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保障人民能当家作主的必然需求,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必然需求,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需求。
3. 1　 在历史实践中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需求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 [9]49 我国民主政治进程虽经曲折但其初心不改,民主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

不断丰富、发展渠道不断拓展、实施效能不断提升的具体表现。 要坚守并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就
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 只有全面建设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才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所追求的政治初

心和国家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无

数历史事实证明,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保证民主政治能够准确反映人民的意见诉求,能
够及时聆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愿望。 为此,必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证民主议程

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以及参与和实践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还要求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民

主政治生活实践中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实施,人民不仅只是能够通过投票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
还要能够最广泛、全面地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要求的实现关键在于开展和

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和内容,维护和保障了人民在参与国家

治理和社会事务之中的广泛性、多样性和持续性,是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切实可行路径。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真正实现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

的热情和信心,满足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需求,更好协调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

系。 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可以扩充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内涵和形式,提供人民当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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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丰富的实现途径和方法,进一步提升人民当家作主的效能,真正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

愿望和需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中国民主发展亟需的真民主,关键原因在于全过程人民

民主真正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能够充

分实现人民的利益需求和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最终还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实现和保障了人民享有的权利是真实且广泛的这一民主制度的永恒追求,
人民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

充分落实。
3. 2　 在制度实践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需求

在制度安排的现实场域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发展的最新成

果,以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型理论进展,在现实与理论上均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鲜明优势。 因此,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不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

需求。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充分展现我国民主制度体系的完整性。 “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

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

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27]63 这也意味着人民当家

作主要有确切的制度和法律加以维护和保障。 通过宪法规定,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人民能够

依法行使民主权力、民主参与政治生活。 从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秉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从人民出发的理念,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建

立起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做到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

利。 此外,还有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石。 这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既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程序的完备性,也进一步

展现了我国民主制度体系的完整性。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巩固和发展国家的治理能力。 民主并非摆设,而应是一个真正

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满足人民切实需求的制度体系。 无论在何时、何种境地,中国共产党都始

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优势。 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

实、有效、管用的民主,是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民主。
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华民族崇尚“合和”,“和”之政治智慧

引导中国古人创造了独具气质的制度文明,从这一角度引申出的“水舟论”阐明了人民对于社

会、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
维护国家法律规范和政治秩序,这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义,同时也是对满足最大多

数人民利益这一最根本需求的积极回应。 人民的中心地位得以保障、人民的核心利益得以实

现,社会和谐稳定也自然得以维护。
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望历史,无论是在哪个历史时

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不渝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得到更广

泛、更充分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全局性提升,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石[28] 。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切实保障民主权利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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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从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可感知”,能充分动员人民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民族复兴的伟业。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充分表达、反映并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求中完成了党

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更加直接地刺激人民群众发挥巨大创造力,从而持续聚集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
3. 3　 在时代实践中合理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必然需求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主实践产生了一些问题,世界大环境面临着众多的民主挑战。 “民主

超速”“民主赤字”“民主失色”等问题层出不穷,对于民主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因此,对于“民

主怎么了,民主还管用吗?”的“民主之问”的正确回答,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害攸关,也同人类

的文明与未来休戚与共。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既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为世界的民主发

展描绘了富有中国智慧的全新蓝图。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探索人类民主事业新路径的必然需求。 近年来,世界民主发展的

实践路径发生了偏差,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结果,民主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弊端充分展露,
不断削弱着民主的影响力,因而探索民主发展新路径成为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需求。 中国式

民主发展道路并没有仿照西方,而是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一条符合我国

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民主的实现方式和道路并不唯一,各国的文化和发展水平不

一,适合其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自然各不相同。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民主发展道路为世界民

主的实现方式和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可能和重要借鉴。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需求。 中国是民主的忠实追求者、积

极推进者和模范实践者,我国不但在本国积极发展和推进人民民主,而且在国际上也大力推动

和践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坚决反对以武力逼迫他国接受本国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
治文化的多样性给予理解与尊重。 面对全球化环境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竞争,我国始终把世

界各国视为伙伴;反对和拒绝冷战与对立,坚决抵制控制和操纵,大力促进交流与合作,推进实

现团结互利共赢[9]52,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需求。 民主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多种多

样,多样性成就了独特的人类文明,千篇一律不是民主。 真正妨碍人类民主事业前进和发展大

势的主要是个别霸权国家蔑视他国的民主探索,甚至加以敌对化,且傲慢地将本国民主模式强

加于他国。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焕发出璀璨的光芒,正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

文明百花齐放。 “各国应坚持平等非歧视原则,相互尊重彼此的民主模式,既致力于本国探索,
又加强交流互鉴;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9]53 因此,加强文明

交流互鉴、赓续人类文明,需要推动人类民主事业大发展,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其发展的最新

成果是文明交流互鉴与发展的必然需求。

　 　 4　 结语

作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共同价值和目标,民主是一个历史、发展和具体的“三维结构性”
概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本质的科学生成的结果,全过程性充分展现了民主衡量标准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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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全过程的历史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历史实践的进程中逐步实现了全要素、全领域、全环

节。 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承载着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真正体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的必然。 经过持续探索,民主范式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历史、理论和现实的三维结构跃迁,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意义不断凸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实现民主范式跃迁,在历史发展

的维度上表现为民主本质的体现、民主标准的明确以及民主建设的完善;在理论沿革的维度上

表现为科学系统性、充分包容性以及批判完备性的实现;在现实进程的维度上是政治文明创新

的必然需求。 面向未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的论断需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实

现”的论题中进一步证成,真正实现从理想命题到必然理论再到实践论题的最终飞跃。 诚然,在
民主范式的视域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性的证明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可能性与实践性

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巩固并完成民主话语的成熟定型。 更加重要的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

意蕴的研究刚刚起步,需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中观层面进行更为丰富的讨

论,而“何以必然”此类讨论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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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基层腐败
防治难题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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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32)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态势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一些地方基层腐败

发案率仍然偏高。 纪检监察系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方式在基层往往会遇到“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的

双重难题。 而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方式,群众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建立在利益关心和知情基础上,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可以针对性地解决权力监督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的难题。 基层腐败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基层政

治生态中民主运行链条的不完整,未能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国基层民主发展历程为选举先行,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跟进程度相对来说还不够,且由于其他三个环节运行不畅,选举环节也容易走形,从而导致基

层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 从根本来说,可以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使“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与“自上而

下”的纪检监察监督机制形成有效互补,进而提高基层反腐实效。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腐败;权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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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态势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一些

地方基层腐败发案率仍然偏高①。 基层腐败的发生机理及其有效防治路径仍需深入研究。 本文

所研究的基层腐败特指基层村(居)干部的公权力腐败,这类腐败一般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
是村(居)干部的权力属于“小微权力”,这类腐败具有多发性和隐蔽性;二是与更高层级的权力

相比,基层权力是直接服务于基层群众的,与基层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三是与其他层级的腐败

相比,基层腐败往往是群众感受最真切、利益受损最直接的腐败形式,基层腐败严重危害党群关

系;四是基层腐败发生在群众身边,可能躲过上级纪检监察的监管,但较难逃避基层熟人社会中

群众的监督。
基层腐败发生层级虽然低,但其危害性不容低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对于‘远在天边’

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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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各层级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总计 125 起,其中 83 起涉及村

(居)干部,在各层级案件中占三分之二。 参见人民网. 中纪委通报 125 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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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对基

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

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1] 2022 年 1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稿指出,“各级纪委监委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持
续推动解决群众‘痛点’问题,更加突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导向越来越鲜明,作为

重中之重的工作格局越来越明确,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是

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因此,本文基于基层

反腐的必要性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的学理分析,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基层腐

败的发生机理,并提出提高基层反腐实效的可能路径。

　 　 1　 基层腐败发生机理的几种解释视角

厘清基层腐败的发生机理是有效防治腐败的基础[2] 。 与其他层级的腐败问题相比,基层腐

败既有共性的原因,也有独特的原因。 当前对于基层腐败的发生原因学界采取了不同视角进行

分析,主要分为资源视角、道德视角和体制视角。 在评析现有解释视角的基础上,本文主张从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新视角重审基层腐败的发生机理。
一是资源视角的解释。 经典的“权力资源论” [3] 和亨廷顿提出的“现代化与腐败”理论[4] 从

“公权力可支配经济资源的多少”来解释腐败发生的原因。 资源视角被许多学者用于解释近年

来我国基层腐败的情况。 有学者指出,一些基层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绩效考核指标的压力传导

下,其运行呈现出“利润(财政收入)导向的逐利化特征” [5] 。 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进行大量的

资源输入,尤其是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全面推进,各种惠农政策、资金和项目源源

不断流向农村地区,使得一些村干部有了较多的腐败机会[6] 。
二是道德视角的解释。 道德视角从干部的主观动机出发解释腐败的发生,即干部用“私人

利益的计算”替代公共服务的目标,经典的理论工具包括“经济人”假设[7] 和“寻租理论” [8] 。 道

德视角也被很多学者运用于解释当前的基层腐败现象。 有学者认为,基层腐败由于监管难度

大,常常被看作“成本低、收益高”的腐败活动,个别村干部基于风险有限的计算追逐收益最大

化,采取损害公共利益的“权力寻租”行为[9] 。 此外,一些村(居)干部与其他层级的干部相比,
文化素养、法律认知等相对较低,为官的使命感和道德修养也往往比高层级干部低。 如有学者

统计,在广东省违法违纪的村级党员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学历的占 78%[10] ;再如有学者针对

“小官贪腐哪些心态在作祟”这一主题进行调查发现,所谓的“当官为了发财”心态是部分基层

“小官”贪腐的一种典型心态[11] 。 概而言之,道德视角的观点认为,与更高级别的干部相比,一
些基层干部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和道德修养不高,对高压反腐政策的认知度和惧怕程度相对偏

低,因而导致基层反腐实效性不足。
三是体制视角的解释。 解读基层的小官贪腐现象时,还有一类独特的视角是基于我国基层

自治体制的特殊性,认为国家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法理空间给部分村干部腐败留有机

会。 周庆智认为,乡村小官贪腐部分源自官治与民治之间的体制性与制度性张力[5] 。 借助费孝

通的“双轨政治”和“绅权”理论,周庆智还指出,基层社会存在一个不易约束的、类似胥吏阶层的

体制外势力,村干部腐败恰好是因为其身处两个体制———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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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因而他们有一定的制度空间可以上欺下瞒[12] 。 与周庆智的观点有类似之处,欧阳静指出,部
分基层组织的权力运作方式存在“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只要是有助于目标实现的

手段,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均可能被借用。 这种不同于国家正式

行政体制的“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被概括为“策略主义” [13] 。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视角提出之

后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即为了解决国家正式权力体系与基层群众自治体系之间可能的张力,近
年来我国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顶层政令直接通达基层,有助于

加强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14] 。 这种新情况一方面使得体制视角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一

些地方在执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政策的过程中因为相关监督机制配套不到位,导致主要

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借此机会包揽村级事务,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容易留下腐败空间。
资源视角、道德视角和体制视角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基层腐败的发生机理,为后续研究奠定

了基础。 但这三种视角存在共性问题,即难以直接推导出现实可行的基层腐败解决方案。 比

如,资源论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期”和“政府配置资源”占主导的国家和地区腐

败现象更多,却很少涉及如何减少腐败的问题。 显然,不应该为了防治腐败而限制基层可获得

资源的程度,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资源下乡、项目下乡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 再如,道
德论解释了腐败动机根源于人性利己的一面,道德确实是影响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道德的

约束力有限,反腐也不能完全寄托于广大基层干部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 与道德规劝相比,仍
要探索基层反腐的制度化路径,对基层干部利己动机予以有力约束。 因此,在资源论、道德论和

体制论基础上,基层反腐必须落到更加务实的层面,研究基层腐败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并从制度

层面探索基层反腐的有效措施。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来看,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 基层腐

败一方面是资源输入提供了机会或干部个体道德败坏所致,另一方面与权力监督机制及监督方

式有关。 基层腐败的发案率仍然偏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针对基层腐败的现有监督机制在实际

运行中面临着特定难题,因而必须深入观察现有权力监督机制在基层反腐中的实际运用,才能

通过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有效防治基层腐败。 根据列宁关于人民监督的重要论述可知,在无产阶

级政权中建立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重视人民群众对于权力的监督[15]145-146;要保证党和政府的权

力合理应用且始终是为人民谋福利的,那就必须将党和各级政府的实际工作摆在人民群众的监

督之下,加强人民群众对于各种权力的监督实际上就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最重要方法和措

施[16]795。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来看,民主制度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在于实现权力的有效制

约,因此应该从民主监督制度和机制设计层面筑牢基层干部拒腐防线。

　 　 2　 基层权力监督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动力不足双重难题

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托纪检监察系统的“自上而下”监督机制。 根据

实践情况来看,纪检监察系统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对县级以上层面的干部震慑效果明显,但对

于县域以下尤其是村(居)层面的干部往往存在“鞭长莫及”的困难。 为了加强对村(居)干部的

监督,2018 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简称《监察法》)时,把村(居)委会主任等基

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但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国家正式的纪检

监察体系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一级专职纪检人员的数量和精力有限,实践中的工作重点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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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级机关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对乡镇干部和村(居)干部难以全部顾及。 乡镇层面设有纪检监

察专员,乡镇的纪检监察力量主要依托乡镇纪委(监察室),其法律性质是县监委派出机构,但派

出机构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执法力度有限。 总之,尽管纪检监察系统有针对村(居)干部权力

监督的相应制度设计,但实践中反腐的工作人员数量和工作力度越到基层越容易消减。 具体而

言,作为当前权力监督的主要制度路径,纪检监察系统在监督基层权力的过程中容易面临信息

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两方面难题。
2. 1　 信息不对称难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鉴于中央政府无法单独履行全部政府职责,需要委托各层级的政府

部门和干部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共同行使公权力。 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中央政府和各

级政府及干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地理空间距离和科层制的层级距离,委托代理关系中一般

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且由于我国管辖区域的广袤及科层制的多层级现象,作为委托者的中

央政府对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干部的信息难以全部、实时掌握,因而在实践中会出现权

力的监督困难。
首先,就县级以及更高级别的纪检监察机制而言,对基层腐败存在“鞭长莫及”的困难。 我

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规模问题是包括纪检监察系统在内的公权力运行必须面临的现实情况,
纪检监察系统内部存在着从中央、省级、地市级到县级和乡镇等多个纵向层级。 多层级组织间

容易存在信息传递的模糊、不及时等问题,既包括上级公权力机关对下级干部的信息难以完全

掌握的情况,也包括一些下级干部瞒报信息以逃避问责的情况。 就纪检监察系统的多个纵向层

级而言,地市级以上的纪检监察系统针对村(居)干部腐败问题的监督由于空间距离和层级距离

等客观因素会存在“上级监督远”的问题。 在政府组织中信息通常是逐级传递,基层干部行为信

息的反馈一般也是按照由低到高的方向流动,因此基层反腐的主要体制性力量是县级反腐败监

督机构,即县纪委监委。 但现实中县级监察机构也难以完全掌握基层村(居)干部的行为信息,
县一级纪委和监察委的工作人员一般在 20~ 30 人左右,而要监督的地理范围则可能是方圆几百

公里内的几百个行政村,可能涉及上千名村干部,因此难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监督基

层腐败[17] 。
其次,乡镇纪委和监察机构作为县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派出机构,是最贴近基层村(居)干

部的一级纪检监督力量,也是对村(居)干部腐败信息掌握相对较多的部门,但在实践中这级机

构在查办村(居)干部腐败案件时也存在一些普遍问题。 一是乡镇的纪检监察人手往往不足以

覆盖所有村(居),部分村(居)距离乡镇较远,乡镇纪检干部难以实地接触每个村(居)社区公权

力运行的实际情况。 二是乡镇纪检干部对基层村(居)(尤其是那些偏远村)的监察监督也不是

实时的,很多信息是在接到村民举报之后才得以事后、片段式地掌握,此时距离村(居)干部腐败

行为的发生可能已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证据的取得难度加大。 三是一些乡镇纪检干部并未

受过正规司法训练,自身专业水平有限、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缺乏、办案能力有限。 因此,即便在

接到基层村(居)干部腐败信息线索之后,也可能会因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差而出现信息处理

不及时、不妥当等现象。
总之,尽管近年来国家纪检系统的反腐力量一直在向基层下沉,但是实践中上级纪检监察

部门受纵向层级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困,辐射基层反腐败的工作难度较大。 正是基于上级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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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实时掌握基层干部行为信息的困难,在实际发生的案例中敢于腐败的村(居)干部大多

抱有“上面无从知晓”的侥幸心理,以为国家反腐败的大政方针和监督体系离村级领域都比较遥

远。 可见,纪检监察系统自上而下的反腐工作力度在村(居)层面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存在难

以及时、全面监督的问题。
2. 2　 监督动力不足难题

除了难以实时、充分掌握广大村(居)干部的信息之外,一些地方的县级和乡镇政府在对村

(居)干部的权力监督中还存在动力不足问题。 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被有的学者称为“默契性

容忍” [18]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县乡政府需要借助村(居)干部的充分配合才能完成各项考核指标,个别县乡政府对村

(居)干部腐败问题可能不会主动发现甚至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 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往往需

要完成上级政府层层下达的绩效指标,而许多县政府的规划、乡镇政府的命令都要依靠村干部

“这条腿”才能在最基层的村(居)予以贯彻落实。 乡镇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村干部来

执行政策,以便完成各种各样繁杂的行政任务[19] 。 但问题是村干部并非正式的公务员身份,村
委会与乡镇政府也并非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县乡两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难以通

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下达村一级。 这就意味着村(居)干部的配合变得很重要,并可能导致乡

镇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居)干部存在一种潜在依赖心理,进而有可能造成个别乡镇干部对村

干部缺乏有力的监督。 在个别县乡领导干部的心里,可能更希望下级完成好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安全生产等指标,而对下级腐败问题可能不会主动发现甚至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这种容忍

行为间接导致基层腐败的发生[18] 。
二是个别县乡政府顾忌本地区所谓的“廉政形象”,因而查处县域内村(居)干部腐败问题的

积极性不够。 在实践中一些县级或乡镇领导不愿主动严查本地区的违纪案件,怕被认为本地区

廉政工作没有做到位,影响本地区廉政政绩,这样的心态也是反腐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如果

县乡主要党政领导顾忌本地区的“廉政形象”,对村(居)干部反腐败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

会直接影响乡镇纪检干部查案的积极性。
三是一些县乡干部有可能受到利益诱惑从而包庇村(居)干部腐败。 县乡政府及其纪检部

门是与村(居)干部接触的前沿,本来是最有可能掌握村(居)干部腐败信息的,但一些地方村

(居)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庞杂,个别村(居)干部可能会利用乡邻亲属关系等手段干扰纪检工作。
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影响下个别县乡纪检干部可能会包庇村(居)干部腐败行为,致使更高级别的

纪检监察部门不易跨越县乡层面得知基层腐败的真实情况。
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

何。 县级政府及乡镇(街道)是监督村(居)干部腐败的一线力量,也是最有可能掌握基层腐败信

息的层级,但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有可能存在监督动力不足问题。 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

共同造成“自上而下”的基层权力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效,形成基层腐败的防治难题。

　 　 3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基层腐败防治难题的实践路径

自上而下的纪检监察系统由于面临信息不对称和可能存在监督动力不足的双重局限,在基

层腐败的治理中面临难题。 如果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治理基层腐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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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将会产生“自上而下治腐”与“自下而上防腐”的叠加效果。 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在基层腐败治理领域大有可为,可通过切实加

强同人民的密切联系,解决基层反腐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3. 1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破解基层腐败防治难题中的适用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20]之所以让人民监督权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来自

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人民监督权力不仅具有广泛性和及时性,而且监督范围广、时效长、
成本小、信息真。 赵树凯指出,基层政府是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机构,从道理上讲,问责制度的

安排应该突显农民的参与监督。 但一些问责体系更多体现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约束和要

求,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中封闭运行,人民群众的参与不足[21] 。 因此,从基本原理来说,对基

层权力运行的问责过程应该增强社会参与度。
事实上,基层群众作为基层腐败的利益相关人,是更有动力监督基层权力的,也是更有可能

掌握村(居)干部腐败信息的群体。 一方面,基层干部腐败直接侵蚀的就是基层群众的切身利

益,如惠农补贴款项、征地补偿款流向、村改居土地收入等,村干部不当侵占的利益越多,村民受

到的损失就越大。 所以,基层群众是监督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有力力量,群众利益与村干部腐败

获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可见,基层群众作为监督主体天然可以克服监督动力不足问题。 另一

方面,基层群众也是更有可能掌握腐败线索的人群。 村(居)社区是人口流动性小的熟人社会,
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往往被各种亲属关系和熟人关系联系起来。 村(居)干部及其家属的日常

消费水平、挥霍浪费情况、非法积累财富情况、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情况都无法做到长期向同

村村民隐瞒。 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可能瞒得过上级权力监督部门的眼睛,但难以瞒过当地同村的

居民。 因此,只要基层群众积极参与权力监督,腐败分子将很难蒙混过关[22] 。 可以说,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是克服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的基层腐败防治难题的有效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

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23] 如果说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在基层政治生

活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驾马车”,那么 40 年来村民自治率先侧重从民主选举推进,而实

践中许多地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跟进相对来说不够充分。 同时,由于其他三个

环节缺乏力度,选举环节也容易走形,造成村(居)干部滥用权力[24] 。 可以说,一些地方的基层

民主实际运行并没有达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致使村民自治变成“村干部自治”。 这种现

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选举中的“贿选”现象。 部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往往是从贿选等不正当竞选行为开始

的。 城市发展、土地开发与转让、集体企业等提高了村干部职位的竞争性,成为一些人积极竞争

村干部岗位的原始动力。 贿选等不正当竞选行为的发生导致村民真实意愿的扭曲,一些地方村

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变成村里能人、富人的“政治表演”。 而一些能人、富人通过贿选登上村政

舞台后又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进一步主导村庄利益分配权,腐蚀基层民主[25] 。 二是决

策中的“一言堂”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

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但从很多村干部腐败的实际案例中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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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个别霸道的村(居)“一把手”在重大事项决策时无视民主,搞“一言堂” “一支笔”,有的村甚

至长期不召开村民会议,民主决策变成了村干部决策。 三是管理中的霸道作风问题。 在民主管

理上,有些地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公开不够,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机会有限。 从基

层腐败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村干部在当地长期占据重要岗位,在处理村公共事务时方法简单

粗暴,村务信息不透明,有的甚至依靠家族势力来维持村里秩序,打击不服从管理的群众,使得

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四是监督中的报复行为。 腐败的村干部普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

总是想办法逃避监督。 为了使村民不敢监督,一些腐败的村干部对村民的监督举报实施报复行

为,包括堵家门、毁门窗、砸财物甚至打人等[6] 。
3. 2　 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防治基层腐败的着力点

基层腐败亟需新思路予以防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腐败的防治中大有可为。 从根本上

来说,基层腐败问题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基层政治生态中民主运行链条不完整,下一步应通过

在基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有效防治基层腐败。
一是通过提高村(居)干部的任职资格,健全民主选举机制。 当前一些地方基层民主选举环

节存在贿选、霸选、家族控选、黑势力强选等情形,而且一些人不惜通过贿选收买人心,这类人一

旦赢得选举,就忙于大肆贪腐以“收回成本”。 防止出现上述现象应从两个角度着手。 一方面,
通过对民意的明察暗访杜绝村干部“带病上岗”,保证乡村政治生态源头清澈。 具体来说,就是

要提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门槛。 例如,在竞选村干部时对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严格执行一票否

决;从严规定候选人与村民的往来关系,一旦超过正常的往来关系经查实便取消候选资格。 通

过这类门槛设置,杜绝那些潜在的“村霸”参选。 另一方面,村(居)干部在任期间一旦有村民举

报其涉嫌违法犯罪、违纪贪腐等行为,纪检监察部门查实后应率先启动党内职务罢免程序。 《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要罢免村委会主任须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

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出,并有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投票,且须经投

票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现实中农民即便明知本村干部明显违法违纪,也难以达到法定罢免的条

件。 在任期内如果村(居)干部涉嫌违纪违法,可以考虑率先启动党内的责令辞职或撤职程序,
降低其被罢免的门槛。

二是通过加强重大决策向村民开放的力度,健全民主决策机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基
层公权力只有在群众的视野中运行,才能有效防止权力腐败。 201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务公开制度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对村务公开的原则、范围、时间、程序等

都作了详尽规定。 但在村务公开运行中遇到不少障碍,主要原因在于村务公开的启动主要依靠

村委会和村干部,往往存在村干部想公开什么内容就公开什么内容的现象,依村民个人申请而

公开村务在现实中遭遇一些障碍。 同时,村务公开还可能会存在漏洞,村务公开内容不真实、不
全面。 基层腐败的现实案例显示,腐败的村干部往往采用传统的主观决策、个人决策、“一言堂”
等封闭独断的决策方式,与民主决策精神相背离。 村务公开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才能有效预防

基层腐败。 一方面,规定重大决策必须以听证会形式对村民开放,在听证会记录的基础上形成

决策意见,并在公开听证记录和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完成决策;另一方面,无论是重大决策还是其

他决策都要建立透明的决策程序,程序透明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有效手段。 通过“基层决策在

阳光下运行”,让村民知晓村务决策的步骤和决策内容,从而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 基层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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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第一时间知晓村(居)干部近期都做了哪些公共决策,才能有效监督公权力的使用。
三是通过在全国普遍建立村(居)干部“微权力”清单制度,健全民主管理机制。 实践中很多

村民并不清楚基层干部法定的权力事项和边界。 例如,无论是土地征用还是惠农款发放,个别

村干部进行“暗箱操作”,故意隐瞒国家政策的一些关键内容。 村民无法知道真实的土地征用数

量和补偿款数额,腐败行为由此滋生。 因此,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村干部“微权力”清单,明确列

举村干部的权力事项以及每个事项的具体内容及法定程序,减少村干部“微权力”寻租与腐败的

空间。 可以考虑将村干部“微权力”清单制度公布在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
让更多的村民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出务工村民及时了解本村事务,真正能够行使当家作主

的权利。
四是发挥村民作为反腐主力军的作用,健全民主监督机制。 根据上文分析,针对基层干部

的权力监督存在“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可能软”的问题,来自村民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是抑制

村干部腐败的重要措施。 因为村民的民主监督是建立在利益关心和知情基础上的监督,村民监

督的动力充足且充分了解村干部的情况。 在一些地方,来自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遭遇阻力,一
些腐败村干部甚至打击报复举报线索的村民,村民上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意见反馈渠道受

堵。 因此,应强化“互联网+”的民主监督机制,使得村民的意见可以跨过乡镇、县、市等层级,通
畅到达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渠道。 村民的监督能力和反腐能力是增强乡村廉洁文化氛围

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基层治腐举措。

　 　 4　 结语

基层反腐是反腐败征程的“最后一公里”,是决定反腐败能否赢得民心的“最后一公里”,也
是老百姓评价反腐败最终胜利的“最后一公里”。 有研究表明,腐败感知与公民的政治信任呈显

著负相关,因而需要在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中削弱公众的腐败感知[26] 。 针对村(居)干部腐败现

象,纪检监察“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机制面临机构人员不足以全覆盖、信息不对称、难以及时监

督等一系列难题。 这启示我们,国家的宏观治理机制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基层治理并非机械

整合,国家在制度输入、组织建设等方面实现一致性贯彻的同时,也需要结合村民自治的实际运

行赋予基层一些具体治理实践策略[27] 。 如贺雪峰所言,城市管理有“城市的办法”,农村管理有

“农村的办法”,虽然城市的办法显得高大上,却可能因为不理解绝大多数农村的内在逻辑而成

为形式主义[28] 。
在基层腐败治理领域,以纪检监察系统为主要依托“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机制如同治理腐

败的“城市办法”,但面对广大农村基层的腐败现象容易遭遇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动力不足的双重

难题。 如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指引下,依靠广大群众自下而上进行监督,发展和完善建

立在群众利益关切和知情基础上的权力监督机制,将形成有效防治基层腐败的“农村办法”。 从

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对村(居)干部的权力运行构成完整的权力监督

链条和制约路径。 通过更加健全的民主选举机制选出能代表真实民意的基层干部,然后真正根

据基层群众意志决策重大事项,再以民主的管理方式治理村民事务,并且畅通村民对村干部行

使公权力的行为予以真实有效监督的渠道。 总之,在党中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背

景下,只有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使基层干部行使权力的行为不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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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最终形成防治基层腐败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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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has
 

been
 

continu-

ously
 

promoted,
 

but
 

the
 

incidence
 

rate
 

of
 

grassroots
 

corruption
 

is
 

still
 

relatively
 

high.
 

China’s
 

current
 

su-

pervision
 

system
 

for
 

primary-level
 

power
 

mainly
 

relies
 

on
 

the“up-down”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

sion
 

system,
 

but
 

the“up-down”
  

supervision
 

system
 

is
 

faced
 

with
 

the
 

dual
 

problems
 

of
 

“ information
 

asym-

metry”
 

and
 

“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when
 

dealing
 

with
 

primary -level
 

corruption.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can
 

surely
 

be
 

appli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rimary-level
 

corruption.
 

As
 

a
 

“down-up”
 

way
 

of
 

power
 

supervision,
 

the
 

masses’
 

supervision
 

of
 

primary-level
 

cadres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concern
 

an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hich
 

can
 

overcome
 

the
 

dual
 

problems
 

of
 

“ information
 

a-

symmetry”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Fundamentally
 

speaking,
 

primary-level
 

corruption
 

exposes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democratic
 

operation
 

chain
 

in
 

the
 

current
 

primary-level
 

political
 

ecology.
 

Over
 

the
 

years,
 

the
 

practice
 

of
 

primary-level
 

democracy
 

in
 

China
 

has
 

been
 

relied
 

on
 

election
 

first,
 

but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power
 

supervision
 

have
 

not
 

fully
 

followed
 

up.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ness
 

in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the
 

election
 

aspect
 

has
 

also
 

been
 

weakened,
 

resulting
 

in
 

the
 

abuse
 

of
 

the
 

power
 

of
  

village
 

cadres.
 

By
 

develop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

ple’s
 

democracy
 

can
 

the
 

“up-down”
 

power
 

supervision
 

be
 

combined
 

with
 

the
 

“down-up”
 

power
 

supervi-

sion
 

from
 

local
 

people,
 

then
 

finally
 

effectively
 

prevent
 

primary-level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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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level
 

corruption,
 

power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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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与治理优势

孙　 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需要融合价值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即在价值溯源的基础上归纳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征,进而分析其治理优势。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坚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 人民民主对“人民”科学、现实的理解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民至

上价值的具体内涵。 作为根本的价值规范,人民至上理念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具体的制度形态实现民主与善治的

统一:通过打造多渠道延展、多环节衔接的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塑造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的“多数决”;

在构建全领域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权利全覆盖,以整体治理的方式提升协调发展水平;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

家作主结合起来,为高效治理提供有力保证;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夯实有序民主,为治理造就良法,最终为世界提供一

种更为优质的民主治理方案。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内核;治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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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49-10

　 　 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创造性地概括了人类民主发展历史规律以及我国人民

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为更新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视域[1] 。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

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进入“成熟和定型”新阶段[2] 。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

中国国家治理共进、互济的新经验,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优势。 党中央提出全过程人

民民主理念后,学界掀起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热潮。 目前,在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中,
价值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是两个重要的向度,在二者共同构成的研究坐标中排列着从价值判断

到经验归因的诸多具体议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价值性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从“人民性”特质出发,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 这

类研究主要涉及民主价值理性的回归、人民至上的价值意蕴,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相比于西方

民主体现出的超越性内涵。 有学者基于国家性质的转换和国家建构的机理阐释了人民当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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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3] ;有学者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价值理性与

工具理性的统一,价值与实践既互相渗透又充满张力[4] ;有学者以权力监督为视角,指出权力来

源于人民与人民监督权力互为因果,是人民性价值内核的两个侧面及建构民主的规范性原

则[5] ;有学者立足基层民主实践的场域,在协商链条、公意机制、合作关系的情境中框定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6] ;还有学者基于对民主演变的政治史回溯,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新确

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兼顾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克服和超越西

方选举民主的治理困境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7] 。
在解释性研究中,学界通常在解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及特征基础上,分析其制度体系、

运作机制、形成逻辑,进而深入探究其发挥治理效能的根源。 相关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在民主

概念的流变和比较中呈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功能”的视角中分

析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能够体现“人民性”并实现“全过程”,进而塑造民主与善治的关系。 一是

追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将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民主政治基本问

题结合起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和理论创造中发掘其初始条件和形成逻辑[8] 。 二是概括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特征,以人民性与全过程性、程序与实质、直接与间接来框定其主要特

点[9] 。 三是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态、运作机制等实践面相。 例如,秦德君分析了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支撑[10] ;佟德志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11] ;王红艳突出党

的领导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12] 。 此外,也有学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责任政治逻辑[13] 、实现层次[14] 、法治基础[15] 、话语体系建构[16] 、话语流变[17] 等层面进行了系统

性阐释。 四是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优势,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大的制度、实践和话语

优势,为国家治理提供内在价值,在维护人民权利、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凝聚社会共识、平衡社会

稳定与活力等方面效能显著[18] 。
价值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并非两个孤立的研究范畴,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分析全过程人

民民主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特别是解释性研究需要建基于价值性研究才能恰当分

析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之治”何以可能? 也就是说,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

能的归因研究,离不开对其内在价值特质的定位和剖析。 也只有通过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

值内核,才能厘清其治理优势被制度体系形塑的过程。 价值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可以

形成一个从价值追溯、内涵解析、制度特征归纳到治理优势归因的完整链条,由表及里揭示“中

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但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价值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中的单个面相,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价值与解释分裂的现象,难以全链条、整体性地阐释民主与治理的关系。 一些研

究虽然从宏观上概括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善治效应,但较少将治理效能与具体制度要素匹

配,未能细化制度与功能的耦合关系;虽然有学者提出了价值的引领作用,但相对忽略从“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等上位概念或相关概念的分析中辨析价值理性的具体内核;在揭示全过

程人民民主制度面相所具有的治理意蕴的同时,还未全面、完整地追溯其价值根基,在某种程度

上虚置了“人民至上”的科学内涵,相对忽视了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内核的评价,难以完全

呈现民主价值理性的根本规范作用。
因此,本文以价值性研究为前提,立足价值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衔接与融合,通过对全过

程人民民主价值内核的辨析,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征和治理效能。 具体来说,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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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国家意志贯连相通的人民民主中呈现民主价值理性的真实面貌;在何为“人民”的讨论中

赋予人民至上价值以科学的内涵。 与此同时,沿着“价值—制度—治理”的理路,分析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治理优势,揭示其世界意义。

　 　 2　 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

马克思指出:“民主是什么呢?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 [19]315 “民主”
在不断嬗变中兼跨学术与政治领域,其间积累起来的张力使其成为一个含义模糊的复杂概念。
只有回答“民主为了谁”这一核心问题,辨析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民主作为全人类重要的共

同价值的真面貌,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只有回答何为“民”,才能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内核

的科学含义;只有解析与民主相关的“概念集”,才能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是“好民主”及

“有效民主”的前置问题。
2. 1　 人民民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作为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民主特质。 社会主义民主在兼容民主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坚持人民至上的

价值理性,彰显出相较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不
仅是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也是创新民主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般认为,民主缘起于古

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其含义就是由全体人民来掌握权力。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赋予民

主以多数人统治的含义。 马克思也指出: “‘ 民主的’ 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 ‘ 人民当权

的’。” [20]443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讲,民主要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意味要以“人本身

作为目的”为价值依归。 这种价值依归反映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就是要保证共同体的公权力与

民众集体意志相适应。 人民在政治生活及公共权力运作中是否居于中心地位,是判断民主的性

质和成色以及真实抑或虚假的首要标志。
然而,纵观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民主几乎都是与特定的阶级统治相联系,其具体实现

形式又总是由国家建构过程来框定,由此带来民主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 “在古希腊,
民主的价值意义并没有得到彰显,否则柏拉图不会强调哲学家治国、精英治国,亚里士多德也不

会把民主视为坏政体之一。” [4]资产阶级选举民主通常将民主窄化为选举程序,将其视为“选举

做出政治决定的人” [21]396。 囿于资产阶级的本质,民主作为“选主”的工具性与特定的资产阶级

法权相统一,真正意图是助推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的关

键问题就是追问“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 [22]593。
民主在西方的实践中从未完全打破工具性、程序性民主的窠臼,而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

革命争得民主和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确保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是实

现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经阶段。 特别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国家建构解放生产

力、提升治理能力,创造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通过选择民主建设路径整合人民利益

诉求,在政党领导下造就国家、社会和个体发展有机融合的政治过程,最终将人民至上、人民本

位的理念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位置,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家意志与“大多数人”统治之间

的紧张和对立,实现了民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 正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政

权的结合,人民民主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实质是以人民构建国家、以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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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服务,以政党凝聚人民整体、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把“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解放出来,形
成“人民的国家制度” [23]39-40。

2. 2　 从何为“人民”中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

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性,意味着民主的价值必须与人民的权利和利

益相统一。 人民民主对人民的理解则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民权利、利益具有全向度特征,从而具

体规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根本价值的内涵。 恩格斯指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

化而变化” [24]514。 西方某些学者或者强调抽象的公民观念,并以这种抽象的“人民崇拜”赋予议

会制和普选制合法性;或者认为人民的概念含混不清,甚至有成为集体暴政的嫌疑,同时认为人

民的权利空洞无物,有必要在民主理论中被替换掉。 与此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人民以

清晰可辨的内核。 马克思强调:“国家是抽象的东西。 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 [23]38 马克思

主义通过在哲学上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将人民视为在质上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起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进步力量,在量上体现为在历史中担当社会和生产职能的群体大多

数。 人民群众作为由个体劳动者形成的集体,在改造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确立了自身作为历史创

造者的主体地位,人民实践和交往方式的总和规定了人民具有广泛的权利和多样性的利益实现

方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崭新形态,也必然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向人

民全面赋权,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重内核。 在人类对自由、平等、正义、公平诉求的价值链

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异化或缺位,都会导致其他重要价值的病变及流失。 现代西方民主因应资

本主权的逻辑,其结果是“民主的重心由注重平等转向注重自由” [7] 。 “即使是几个相当激进的、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组合,也只能部分地扭转不平等复苏的影响,更温和的政策

产生的好处更小。” [25]365 与之相伴随的正是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的泛滥,公平作为道德规制被虚

无化,以及正义服膺于标榜“权利主义”的公共伦理。 与之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满足人

民生存、发展、幸福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为根本价值,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类自由

解放的追求,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2. 3　 人民至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根本规范作用

人民至上体现出民主的真正意义,赋予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以巨大的生命力。 当然,规范

层次上的人民至上理念难以直接转化为民主政治实践。 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在治国理政中采

取一系列富有开创性、战略性的重大举措,人民至上理念才能体现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

规范作用。
首先,实现和维护人民权利是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出发点。 真正的人民权利涵盖影

响人的“身”“心”“物”的活动总体,不仅包括生存需要,也包括获得尊重、享受和进行创造的需

要,因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领域。 相比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为“单向度”
的存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关注“全向度”的人。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最大限度地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难题,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根本依据,成为评价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
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分析人民在民主、公平、发展、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基础上提出的新

理念和新实践,其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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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依靠人民,体现人民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6]1031 在人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坚持以民为师、以民为镜,回应

人民政治参与的新企盼和新要求,将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和发展诉求作为制度和规范设计的根

本依据,不断扩大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域和范围,共建民治民享的共同体。
为了突出人民群众作为制度设计者、渠道开拓者和政策创新者的主体作用,特别需要充分发挥

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 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

反映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人民群众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积极主动地进行丰富生动的历史创造活动。
再次,彰显人民主体地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目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民主制中,

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

容。” [23]41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以制度建设作为人民至上的价值载体,以“全链条、全方位、
全覆盖”的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以人民为主体的善治价值贯彻落实到国家及

社会事务的各领域各环节,化解民主政治可能堕入形式主义而出现的失效和价值空心化风险。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能满足人的利益诉求,也避免人对物的依赖导致的异化问题,克服物本、官
本、资本、权本等扭曲割裂的价值取向,全面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物”的因素成为

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因素,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要求,需

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需要拜人民群众为师、与人民群众商量。 全

过程人民民主因此是具体、发展和有效的民主,也是“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

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

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27] 。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与治理优势

人民至上必然要求实现人民的权利及利益,从而体现出治理的人民性,但只有通过具体的

制度形式,价值与治理才能在新时代的中国场景中实现统一。 许诺善治曾是所谓“民主化”趋于

普遍的重要动因,但是西方之乱的出现预示着西方的民主实践与善治相悖。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坚持人民性立场与治理相统一的原则,在因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基

本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实现价值、制度与治理的高度统一,彰
显出中国之治的内在机理。

3. 1　 广泛参与: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形成治理共同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本位,要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制度设计上要为人民全面参与国家治理打造多元多层次的平台和渠道。 正是为了实现人民

全面、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权利,我国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构建了包括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的政治架构。 与此同时,为了在利益多样化以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背景下更好凝聚共识,我
国不断探索构建民主议事会、民主对话会、民主恳谈会等多种多样的民主参与制度,确保党和国

家的公共政策制定充分集成公共理性,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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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主为重要的实践路径,协商民主作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显著特点的民主政治

形式,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七

种协商渠道。 作为最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民主,协商民主是一种高质量的真实民主,尤其是许

多地方开展的基层协商实践有力推动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28] 。 协商民主能够广泛收集民意、
汇集民智,将人民本位的价值理念转化为保证人民权利的正式制度,构建人民性与实效性相统

一的“治理共同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为主要的程序和

机制。 不同于人民在投票时才被“唤醒”的西方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权利在“全

链条”的制度载体中得到完整展现。 单一向度的选举民主不仅遗漏了人民权利的重要内涵,也
无法真正实现选举“择优”的本来价值。 因为在协商不足和监督不力的条件下,选举和决策都难

以真正体现公意。 民主权利在任何重要的制度环节上出现残缺,都会阻碍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

实现。 只有人民权利全面地嵌入决策输入、输出和反馈的全过程,既通过“选举—回应”实现间

接民主,也通过“监督—决策”实现某种程度的直接民主,才能在主体、程序和客体的全面协调中

实现民主形式和实质的高度统一。
由此可见,中国的协商民主在治理范式上不同于西方的精英民主治理。 西式选举民主的结

果是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一结果向治理过程延伸必将导致固化利益互斥、分歧扩大的结

果。 全过程人民民主反映了合作的治理逻辑,其通过形成利益交集,进而求解人民利益的最大

“公约数”,把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3. 2　 整体推进:保证民主权利全覆盖,推进整体治理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覆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能够全向度实现人民的

民主权利,摆脱了西方选举民主将人民权利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窠臼。 现代西方的选举民主不仅

将人民的民主权利限制在投票箱这一狭窄的场域内,而且受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约束,强调政治

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 与西方民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实现理想状态上的

人民主权,其目的是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将民主治理广泛

覆盖和延伸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
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实现基层自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实现自下而上的

服务、管理和监督,以广泛、真实、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实现人民幸福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与此

同时,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保证全社会的经济机会平等及共享发展总成果,全过程人民民

主需要实现经济层面的民主。 需要围绕劳动配置和劳动分配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培育、提高和

依法保障人民大众劳动生存与获利的权利能力;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29] ;以法治和共治的方式破解劳方对资方的过度依赖。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保证了国家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有助于全方面实现人

民权利,体现出全向度的整体治理优势。 “整体性治理并不是一组协调一致的理念和方法,而是

一个‘伞概念’,是希望解决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以及加强协调的一系

列相关措施。” [30]从治理效能的角度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国家治理的超越表现为,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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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民民主并不仅仅是从治理理念、机制和机构的改造入手,而是通过全面实现人的权利、满足

人的需求,造就不同社会群体间共赢互补的良性发展状态。 在总体和谐的政治大生态中协调整

合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打破不均衡、不协调的发展格局,实现政治、经
济、社会的综合治理。

3. 3　 高效管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引领高效治理

邓小平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
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31]35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西方选

举民主常常陷入党同伐异、议而不决的困境,其重要原因就是政党理念、组织和功能的衰败。 西

方某些政党沦为选举组织,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限制,选举的择优逻辑也因为政

治家素质的衰颓无从展现。 为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应然与实然、形式与本质的统一,政党的

力量不应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缺场。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既

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和理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践行者和重要参

与者,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视域下“政党推动”的内涵[32] 。
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和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33] ,党
的领导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本位具有根本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发展,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位中党始终发挥着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形成“全方位”的重要保证。
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

等各项制度,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不断臻于完

善开辟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时代规律中准确把握民主制度革新的方向,在新的实践要求

中维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过程中为

中国民主治理的迭代进步积蓄制度动能,不断推动民主制度革新,实现自我超越。
再次,党内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条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民

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

要场域,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样板和激励。 健康的党内民主淬炼并提升党的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为人民民主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内民主实践昭示出民主价值

在政治生活的根本导向作用,调动全党践行民主规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民主素养的提高

也对社会民主风尚形成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通过激发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能量为人民民主的

发育提供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显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进程,提高了治理效能。 为了充分激发

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治理效能,特别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持续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

计,破除制度梗阻。 通过厘清不同民主规则在各个治理领域的作用边界,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打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之间的壁垒,全方位、全领

域吸纳和整合资源要素禀赋;通过标定民主各主体的作用方位,理顺各主体的交互作用关系,精
确定位制度激励的重要环节,提升治理的规模、容量和效率;通过协调民主各环节增强合力效

应,促进治理工具的耦合协同,形成治理效能的持续累加;通过发挥党在民主决策过程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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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和中枢控制作用,从全局的高度厘清各项目标和任务之间的轻重缓急,以强大的政治势能

保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 4　 稳定有序:法治化夯实有序民主,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1]146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

求。 不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很可能沦为失序政治,进而损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破坏实

现民主价值的基本前提。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已成为社会共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 民意既依赖于法治来形成,法治也体现为民意的统治。 现行宪法

及法律体系构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和运转的基本规范,为其实际发挥作用提供了根本依

据。 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机制就是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制定法律,推动民意与法治实现

良性互动,不断造就良法与良规。
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法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成熟和定型的重要环节。 从

实践中开始发育而来的民主制度通常清晰性、稳定性不足,其主体、边界、权责、程序、方式还缺

乏足够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在法治化过程中,民主形态才会从不连贯甚至碎片化的实践形式转

化为价值、规范及功能相得益彰的制度形态。 因此,需要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推动法治与民主的

融合互构。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通过否定任何主体的特权地位,从结构上抑制特定政治、社会力

量的寻租空间,体现出民主的人民性,保证民主在“底线”和“红线”的约束下自我丰富和完善。
法治化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化运作水平,极大增强了依法治理效能。 一是以立法

和法律的形式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长期性、系统性和挑战性问题的解决提供

法律依据,有利于实现系统治理和长效治理。 二是规范政府与其他经济、社会主体的关系。 在

法治框架下,民主将在更大程度上限制公共机构的权力滥用行为,防止在人民缺场的情况下公

权力背离人民的意愿。 三是在关注“少数人”利益的同时求得“共识决”,防止“少数人”因为无

法直接参与治理决策而使得自身利益受到多数人的不公正对待,为“多数人”的治理划定边界。
四是法治约束的民主也将规范民主治理的限度。 以法治的方式将民主治理限定在某种具体的

实践场域内,同样是法治增强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体现。

　 　 4　 结语

当代西方国家的竞争性选举放大“金钱政治”、加剧政党间争斗、激化社会矛盾、刺激民粹主

义高涨,导致政治冲突、社会动荡。 民主价值的异化揭示了西式民主面临的深层困境,证明西方

民主并不具备普遍价值。 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讲,如果仅仅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过程,民主就异

化为“选主”,很容易带来“民”与“主”的疏离和对立。 民主依附于选举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绑架

民主打开了方便之门。 或者可以说,受其阶级本质的局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组织机制将

民主工具化,从而为阶级统治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批判虚伪、有限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把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作

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首要目标。 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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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7] 。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以契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制度体系为保障,
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具体、现实地保证人民充分实现其自身权利和利益。 正是因为全过程人

民民主对于人民权利的理解是全面和真实的,蕴含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发展等各项重要

价值,中国的民主进程超越了西方选举至上的窠臼,覆盖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各个环节,为
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整体协调、稳定高效的治理共同体创造了可能,也为处于变局之中的当

今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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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与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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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廉政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如何。 以零容忍为导向的廉政文化,

就是要让腐败零容忍成为一种精神自觉、行为导向和社会风尚。 “零容忍”廉政文化是党和政府零容忍惩治贪腐的

决心和信念,也是社会成员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观念和态度。 从结构上看,“零容忍”廉政文化可以划分为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次;从内涵上看,“零容忍”廉政文化是以零容忍廉政理念为核心、以零容忍廉政规范为

保障、以零容忍廉洁形象为载体的文化体系。 目前来看,“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还受到个体主观认知偏差、消极传统

文化观念尚存、零容忍廉政规范缺失、文化传播环境建设不足等因素的制约。 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提出以认知纠偏为

基础培育腐败零容忍的精神文化、以机会控制为要点强化腐败零容忍的制度文化和以强力扩散为关键打造腐败零容

忍的环境文化三个破解之道。

关键词:腐败零容忍;廉政文化;腐败容忍度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59-12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的基本方略和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腐败。” [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对腐败零容忍的要求,“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2] 。 不管腐败分子

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零容忍反腐的原则立场,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

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3] 。 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

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4]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

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

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
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 [5] 在腐败零容忍的战略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以不可逆转

之势深入推进:反腐对象上不封顶、下不轻纵,涉及领域全面覆盖、没有禁区,惩治数量不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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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除恶务尽。 中国共产党凭借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行动,击碎了所谓“刑不上大夫” “法不责

众”“反腐是权力斗争的纸牌屋”等质疑妄测,铸就了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实现了不敢腐的阶段

性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反腐信心。
零容忍惩治腐败的成效和意义之重大,多年来已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证明。 而值得进

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依靠重拳出击、强力震慑,通过“打虎” “拍蝇” “猎狐”形成的腐败零容

忍态势如何能够长久持续,零容忍反腐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何得以巩固? 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

关注到了“破窗理论”与腐败问题的关系,提出了我国实行零容忍反腐的必要性和路径。 如廖晓

明、罗文剑在研究“零容忍”反腐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法制—执行—参与—教育”的角度提

出了“零容忍”反腐的逻辑进路[6] 。 随着零容忍反腐战略在我国的确立和推进,学者们围绕“零

容忍”的政策定位、价值、内涵、实现方式等展开了广泛探讨。 有学者认为,零容忍战略是理念、
制度与行为的统一体,实现腐败零容忍要强化零容忍的理念、构建零容忍的制度和确保零容忍

在行为层面的落实[7] 。 有学者提出,反腐视域下的“零容忍”应作为社会治理政策来理解,实现

“零容忍”政策应当健全制度建设、加强文化引导以及强化腐败惩治机制[8] 。 有学者认为,零容

忍应分为立法上的零容忍和司法上的零容忍,实现零容忍政策应在立法上采取立法定性和“严

而不厉”的模式,在司法上贯彻最低限度的容忍[9] 。
总体来看,关于“零容忍反腐”的研究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视角,强调制度安排和

权力约束,虽然涉及公众参与和社会氛围的内容,但鲜有基于文化视角的系统性研究。 作为拥

有复杂思维的个体,反腐制度的执行主体和对象在言行上深受伦理道德、价值理念、风俗习惯等

因素影响,如果缺乏腐败零容忍的观念和氛围,铁的纪律也可能会形同虚设。 因此,建设腐败零

容忍的文化环境,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激发全社会惩治腐败的决心、信心与勇

气,消除“宽容腐败”“包容腐败”的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让反腐举措发挥出最佳效能,为反腐注

入持久的活力。 “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有利于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的战略部署。 因此,“零容忍”反腐战略的确

立为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既有廉政文化研究基础上,本文着力于将零容忍反腐的

内涵纳入廉政文化建设的视野,将零容忍反腐的原则升华为对腐败零容忍的文化,深入探讨“零

容忍”廉政文化建设问题。

　 　 1　 “零容忍”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

从基本概念来看,廉政文化是指支撑廉洁政府、廉洁社会有效运行的一切文化形态的总和,
它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廉洁自律的价值观念、社会范围内形成的廉荣贪耻的文化风尚、群众监督

官员廉洁从政的意识以及培育和支撑这些理念氛围的制度规范和物质载体。 零容忍原则是基

于“破窗理论”提出的应对策略。 “破窗理论”认为,完好的东西一旦受到破坏,如果不及时加以

修补和处理,就会向人们传达出“无序”的心理暗示,从而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 腐败难题也是

从廉洁的第一扇窗被打破开始的,如果缺乏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就会在容忍麻木的环境中滋长。
以零容忍原则应对腐败破窗效应,就是对一切腐败问题零容忍,防微杜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震慑和心理预警。

廉政文化本身就蕴含了腐败的容忍度问题,倡导廉荣贪耻的价值导向,意味着要降低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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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对腐败的容忍度。 而将零容忍原则贯彻到廉政文化之中,实际上意味着对廉政文化设

置了更高的价值观念的评价标杆:只要超过“零”标准就绝不妥协、坚决打击。 “零容忍”廉政文

化拓宽了人们对腐败范围的认知,对廉洁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文化氛围提出了更高的建设要

求,设置了更严格的衡量标准。 结合廉政文化的内涵及相关理论,我们认为,“零容忍”廉政文化

就是指在“违规无小事”“凡腐必究、惩腐务尽”的原则导向下,公职人员形成的腐败预警心理和

廉洁自律意识,公共部门内部形成的公开、公正、透明、廉洁行政的组织文化氛围,社会公众深植

于心的廉荣贪耻观和抵制腐败的自觉意识,社会对腐败“绝不宽容、绝不合作、绝不支持”的廉洁

氛围以及培育支撑“零容忍”心理、意识、氛围的一切制度规范和物质载体。 结合既有研究,利用

同心圆模型对抽象的文化概念进行直观形象的描述,可将“零容忍”廉政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
在形式结构上,“零容忍”廉政文化体现为精神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环境文化层的有机统一,构
成“零容忍”廉政文化的要素则包括零容忍廉政理念、零容忍廉政规范和零容忍廉洁形象(如图

1 所示)。

图 1　 “零容忍”廉政文化的同心圆模型

1. 1　 位于精神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政理念

理念是“零容忍”廉政文化的精神核心和价值之魂,是形成腐败零容忍规范和形象的基础,
指明了培育零容忍文化的根本方向。 零容忍廉政理念是人们对腐败零容忍的心理、意识和价值

观,包括廉荣贪耻的是非价值观判断、对行贿受贿的预防性警觉与坚决排斥、社会成员参与反腐

的自觉共识等。 具体来说,构成零容忍廉政理念的心理意识和价值观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法治

意识,即坚持规则至上、坚持权利本位,公职人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意

识,依法办事、严格执法;社会公众依法维护自身权利,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是责任意识,即公职人员为民用权的服务意识,认真负责、敢于作为

的担当意识;社会公众自觉维护公平正义、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是忧患意识,
即谨防自满、安逸、懈怠的倾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慎防“蚁穴溃堤”,牢记“反腐永远在路上”。
四是自律精神,即慎独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有不放纵、不越轨、不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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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的强烈自我反省与自我约束。 五是敬畏心理,即敬畏民众,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

忍”、对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事“零懈怠”;敬畏法纪、手握戒尺、守住底线,党纪国法的红线

不能逾越。 六是平等观念,即追求人格平等,排斥特权主义和特权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纪
律面前没有特权,在反腐标尺上一视同仁,不分“大贪”“小腐”。

1. 2　 位于制度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政规范

规范是实现“零容忍”廉政文化的保障,体现了精神层对腐败的认知、态度和要求。 零容忍

廉政规范通过明确人们的行为界限、增强人们对法治的敬畏感、激发自觉维护秩序建设的正义

感,把腐败零容忍内化为心理自觉、外化为参与反腐的行为习惯,主要包括体现腐败零容忍的廉

政法规、制度体系和行为规范,三者的强制力依次递减。 廉政法规是国家层面的强制性规定,法
规层面的腐败零容忍是指法律制度上明确规定的对于一切腐败行为的禁止和惩罚办法;反之,
如果存在没有规定或禁止某种腐败行为的情形,就意味着在法规上对腐败的有限容忍。 一般腐

败行为和腐败犯罪的区别在于贪污数额的不同,对数额标准的不同界定形成了腐败零容忍的不

同格局[10] 。 芬兰就是建立零容忍廉政法规的国家,其刑法中没有对公务员行贿或受贿最低数额

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即使接受少量的“好处”也有可能构成犯罪[11]27。
当然,法规层面的零容忍并不是要求任何突破“零”的额度都在法律上有对应的、明确的处

罚,而是强调对行为本身的约束上不留死角和余地。 如果说反腐上的“严刑峻法”是发挥了“零

容忍”廉政文化的心理预防和强制约束功能,那么零容忍的廉政制度体系就是承担了文化的价

值规范和激励引导功能。 零容忍廉政制度体系是在腐败零容忍的理念下形成的组织体制和各

种制度机制:一方面,以考核、薪酬、问责等奖惩激励机制在公共组织内引导个体树立健康上进、
勤政廉政、自觉抵腐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以信息公开、监督、举报等制度工具在社会中营造鼓励

反腐、引导反腐的文化氛围。 零容忍廉政行为规范包含行业行为准则、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包括

官德、公德、家庭美德)、团体规章等内容。 这种行为规范具有广泛性和细致性,其约束力虽然相

对较弱,但最易发挥文化的辐射和教化功能,将腐败零容忍的理念融入人们日常遵循的行为规

范中,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比如在丹麦,零容忍原则已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规则中,为社会成员面

对腐败和参与反腐提供了行为指南[12] 。
1. 3　 位于环境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洁形象

形象是“零容忍”廉政文化的承接载体和表现形式,它是能够真实可见、可触、可感知的文化

形态。 在“零容忍”廉政文化的“外环”中,零容忍的廉洁形象一方面表现为物质上的环境文化要

素,包括承载零容忍廉政精神的各种文化标识、文化活动、文化作品、文化景观、基础设施、传播

媒体等。 零容忍的廉洁形象不仅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更是“零容忍”廉政文化得以生成、传
播、延续和推广的重要手段。 塑造廉洁形象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行为习

惯、价值追求,使“廉荣贪耻”内化为从政价值观、外化为行为自觉,有助于铸牢公职人员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 四川省纪委创作的兼具传统廉政典型意义和四川地域文化特色的卡通人物包

公仔,通过包公刚直不阿、清正廉明、两袖清风的艺术形象,寓意令行禁止,不能越红线、逾法纪。
另一方面,零容忍的廉洁形象也表现为腐败零容忍的廉洁环境氛围,包括社会各阶层对一切贪

腐行为的同仇敌忾、积极参与反腐的行动、腐败零容忍的舆情氛围、高度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环

境、清正廉洁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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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将“廉荣贪耻”的价值理念外化为人们积极参与反腐斗争的

行动,能够消弭腐败动机、降低腐败机会,从而巩固“不敢腐”的阶段性反腐成果,涵养“不想腐”
的内在自觉。 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根据“零容

忍”廉政文化在精神层、制度层、环境层的基本内涵,结合廉政实践,现阶段制约“零容忍”廉政文

化建设的因素可以总结为如下方面。
2. 1　 精神文化层面的制约

零容忍廉政精神文化是个体对腐败、廉洁、零容忍原则等概念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心理价

值判断。 个体对腐败的主观认知偏差及不当评价不利于“零容忍”廉政文化的形成。 首先,个体

对腐败范围的模糊认定或狭隘认定会提高个体对腐败行为的接受程度。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公众对腐败行为的认知判断同腐败容忍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13] 。 对于腐败行为的具体情

形,尤其是隐蔽性较高的微腐败,公众的认知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比如相较于公职

人员,人们对难以辨认的非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通常会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14] 。 从情节上看,
人们对于“吃拿请送”和数额较小的贪腐往往也倾向于持高容忍态度。 其次,人们对腐败不当的

正向评价会提升腐败的心理容忍度。 这种正向评价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些人持有的“腐败有益

论”,他们错误地认为腐败能够创造价值、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改革进程。 这种不当认知会消除

贪腐者的道德耻感和负罪心理,造成廉洁者的价值迷惑,在这种认知导向下前者会自认为是“改

革先锋”,而后者会被视为“假意清高”,这就阻碍了零容忍廉政观的形成。 对腐败的正向评价还

存在于所谓“好贪官”的情形中,在一些群众的认知中宁要“能干的贪吏”,也不要“无为的清

官”,这种不当认知客观上提升了腐败容忍度。
同时,部分消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亦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零容忍廉政精神文化的形成空

间。 一是一些人没有正确理解“和为贵”的思想,“一味讲‘宽容’、讲‘和气’,当老好人,对政治

原则问题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士’,对不良现象听之任之,还有的八面玲珑、左
右逢源,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 [15] 。 这些不坚持党性原则、不敢斗争的行为

表现都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 二是在血缘宗法观念影响下,一些人将“关系” “圈子” “熟人”
“人情”“面子”等作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面对腐败,尤其是“微腐败”时碍于关

系或人情,容易出现容忍、默许或“合谋”的现象。 三是等级观念和“官本位”心态既容易滋生特

权思想,同时也会使人们因“为尊者讳”而选择容忍,即使发现了官员或上级的腐败行径也可能

会视而不见,能忍则忍。 四是所谓的明哲保身之道阻碍了责任意识的形成,容易使官员和普通

民众在问题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助长了腐败。 这无疑与积极抵制腐败的责任意识背道

而驰。
2. 2　 制度文化层面的制约

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制度反腐是最有效、最持久的方式[16] 。 只有完善制度、健全规章,把权力

关进制度牢笼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

党,补齐党内法规制度短板,不断扎紧织密制度笼子,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 3
 

615 部[17] 。 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反腐倡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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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严治党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是反腐制度对个体道德产生影响的关

键因素[18] 。 要更好地让这些制度在预防、惩治腐败的零容忍反腐实践中发挥出最大的治理效

能,就必须在制度建设及执行过程中彰显出零容忍的原则导向,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不足。 一

是“制度笼子”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比如,个别法律法规、党规党纪等存在着交叉

重复的现象;部分制度规范过于原则性或模糊,缺乏细节支撑,可操作性不强;在应对和解决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时,还存在制度空白或滞后的情形。 二是公职人员职业伦理的法制化建设在一

些方面依然滞后。 公职人员职业伦理的法制化意味着将公共事务管理中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

制定成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的法律法规。 这就需要对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提出更加严格的要

求,从而更加系统完整地规范和指导公职人员的行为。 三是现有制度体系在激励公职人员及公

众面对腐败现象敢于斗争、作出负责任的行为选择方面亦有不足。 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不够完

善,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检举人 / 证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缺失,难以为那些敢

于挺身而出的“道德英雄”提供更有力的权益保障和法律支持;公民参与反腐的有效渠道和路径

亦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 这些限制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使公民形成“反腐个人成本高、风险大于

收益”的认知,从而可能提高腐败耐受度,不利于促成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四是从制度执行的层

面来看,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出现执法决心不足、力度不够、效果不佳时,如执法受到人

情干扰、执法流于形式、不当的“运动式执法”等,会使法律、制度或政策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被反

噬,继而助长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潜在腐败者的投机心理以及普通民众的漠视或观望心理,使
制度文化偏离零容忍的要求。

2. 3　 环境文化层面的制约

“零容忍”廉政文化最后要作为一种形象通过物质载体和社会风尚体现出来,同时又依靠二

者得到传播和巩固,从而形成稳定的支持零容忍反腐的环境文化。 当前社会对腐败零容忍还存

在着不和谐的论调,对于腐败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为痛感与麻木感的矛盾并存:一些人一方面鄙

视他人的贪腐之行,又暗自希望自己能够从中获益;一方面对权力腐败深恶痛绝,又对披着“人

情外衣”的“微腐败”行为习以为常;一方面对于“抽象腐败”坚定批评和排斥,又对具体情境下

尤其是涉及自身利益的腐败行为不以为然;一方面赞成和支持检举揭发行为,又把举报者描绘

成“叛徒”和“异类”。 这些都表明我们距离真正的零容忍廉政环境文化还有着一定程度的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支撑零容忍反腐文化的舆论环境并非是自发形成的,它依赖于新闻媒体文化传

播功能的发挥。
媒体提供了廉政文化产品和作品的展示平台,担负着传播廉政文化信息、开展舆论监督和

引导社会舆情的重要使命。 人们对于腐败和反腐败信息的关注大多来自大众媒体,媒体释放的

信号可能会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进而影响他们对腐败的容忍度,甚至影响其参与反腐的决心。
文化多元的互联网时代各类信息纷至沓来,信息传播速度快,但信息内容鱼龙混杂,不乏有媒体

为博求关注而选择性地、偏向性地发布信息。 比如,个别媒体把舆论焦点集中在“举报者被打击

报复”“举报者被人为孤立”等类似报道,就可能让公众产生“举报腐败风险高”的想法,提高人

们参与反腐的心理成本。 文化传播环境能否降低腐败容忍度,还与公共部门的信息公开度有

关。 政府信息高度公开透明,舆论就能够有效发挥监督功能,公众掌握了腐败相关信息,其腐败

容忍度也会随之降低。 目前,我国对于干部的个人信息和腐败的查处过程还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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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密性,这就可能造成信息不对称甚至信息资源缺失,腐败难以“被发现”、舆论难以监督,公
众也会容易倾向于提高腐败容忍度。

　 　 3　 “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困境的破解之道

“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猛药去疴、除贪

务尽、重典治乱的零容忍反腐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践中,党中央也一直重视廉洁文

化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既要靠治标,也要靠治本。 而只有正心修身、涵养文化,才能守住为政之本。 因此,巩固反腐实

践的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亟需将零容忍从治理领域的惩贪原则转化为反腐的

价值理念和主流文化。
3. 1　 以认知纠偏为基础培育腐败零容忍的精神文化

认知社会学从过程出发,强调认知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偏好、价值认同并影响人们的行为,以
及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模式[19] 。 个体认知内嵌于文化的核心层,对廉政观念发挥着基

础性作用。 因此,只有建立起对腐败零容忍的准确认知和价值认同,才能真正培育出腐败零容

忍的精神文化。
一是以持续的零容忍反腐实践为零容忍廉政精神文化供给认知来源和发展动力。 在反腐

实践中要继续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和反腐败较

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

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
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 [4] 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说

明,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既是复杂艰巨的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向全社会展示和传递坚

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对于潜在腐败者来说,这将有力地打击其铤而走险的侥

幸心理和法不责众的错误认知,在动机上涤除腐败意愿,消除其对腐败行为可能的任何期待;对
于执法者来说,这将起到提振信心和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节奏不变、力度不减”的严格执法才

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对公众来说,这将回应和满足人们对反腐成效的主观期待,从而激发公

众的知法守法、理性监督的公民意识。 公众的积极参与是保障腐败治理可持续进行的动力因

素,公众只有真正视腐败为必须铲除之恶疾,能够参与到权力监督中,所有制度的设计才能落到

实处[20] 。
二是以深入的思想教育为零容忍廉政精神文化认知奠定思想根基。 思想问题是一切问题

的根源,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形成零容忍廉政价值观与文化共识,从而产生思想行为习惯上的自

觉,反腐倡廉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开展思想教育、理论学习、组织整顿和实践活动等,是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成功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陆续开展了多次

集中教育,包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 每次教育活动虽然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
都力透着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指向,“注重在全党上下营造和增强不敢腐、不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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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腐的良好氛围,对完善党的纪律建设产生了长期化、制度化、稳定化的作用和效果” [21] 。 通

过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让广大党员干部更深切地体会到党的性质宗旨与腐败水火不相

容,切实提高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增强拒腐防变意识,紧守廉洁自律底线,让“零容

忍”的认知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 同时,以零容忍为内涵的思想教育既要具有面向党员干部“关

键少数”的精准性,也要做到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广泛性和全覆盖。 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零容

忍反腐教育的重点应当在于:观念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矫正腐败认知和评价误

区;知识上,普及新型腐败形式,传播零容忍反腐知识体系;行动上,宣传反腐参与渠道,增强主

体责任观念,引导公众正确参与反腐举报。 除此之外,为保障廉洁教育真正起到影响认知、改变

思想的深度效果,要创新教育方式,提高“零容忍”廉政知识从“教学”到“习得”的转化率,注意

调动受教者的内在学习动力。 与此同时,也要在党政机关建立推进廉洁教育稳定发挥作用的长

效机制,比如目标考核机制、检查管理机制及激励保障机制,使每一次教育学习的过程都真正成

为激发人们廉洁意识、坚定腐败零容忍理念的过程。
3. 2　 以机会控制为要点强化腐败零容忍的制度文化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自利性动机不易根除,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只要公权力的所有者和

实际的行使者还存在着分离,就可能会有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发生。 这既是“反腐败斗争永远

在路上”的道理所在,亦凸显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如果在具体的制度设计

与执行过程中腐败行为未被制度及时发现和得到惩戒,在破窗效应下“潜规则”代替正式规则的

现象被认同,个人的机会行为就会成为群体的腐败逐利,从而消减制度权威。 破解这一困境需

要打破制度路径依赖,填补规则设计上的漏洞,彰显制度执行的权威,系统构建“腐败零机会”的

廉政制度文化。
一是健全零容忍廉政规范,实现制度功能的协调互补。 只有兼具惩防与激励功能的零容忍

廉政规范,才能真正起到影响观念和促使人们实质参与反腐的作用。 一方面,增强廉政法纪的

惩防功能。 以严格法律规范提升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腐败成本,使人们形成对腐败的预警性排

斥。 虽然不宜采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轻罪从重”的治腐路径[22] ,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必须

坚决贯彻“零容忍”的基本原则,不能让“金额标准”反倒成了腐败分子的“护身符”。 在刑事司

法上可适当降低腐败犯罪的数额认定标准,压缩腐败空间;在法规中细化腐败行为的认定情形,
使微腐败、隐性腐败无处遁形。 同时,应及时梳理内容交叉重复的法律法规,对于部分原则性的

规定应出台执行细则,以提高制度执行的可操作性。 可考虑出台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法,明确

“公开”的刚性要求和可操作细节,消除腐败侥幸心理,让权力“零机会”寻租。 可考虑推进公务

员道德法案的立法进程,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提出更高更严格的标准,以法律的力量促进职

业道德建设。 另一方面,提升零容忍廉政制度的激励引导功能。 一般而言,制度不仅仅是限制

性的规定,更应该蕴含积极的道德因素,以发挥其行为引导功能。 比如,干部激励制度的设计既

要体现“赏善罚恶”的道德标准,也要反映“不让老实人吃亏”的公平正义,更要彰显“廉”“能”者

上、“贪”“庸”者下的用人导向,从而对公职人员形成更强有力的价值引领。 具体到如何激励公

职人员降低腐败容忍度,可以尝试探索一套廉政评价体系,还可以设立廉政勤政奖励金,形成

“鼓励勤廉”的制度文化氛围。 在引导公众积极采取反腐行为上,要提高其参与权力监督的积极

性,畅通权力监督的多样化路径。 尤为重要的是要降低反腐风险成本,通过完善对检举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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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揭弊者的保护制度,保障举报腐败的个体能够得到“安全的激励”。
二是强化对法治的信仰和敬畏,保障执法的“零容忍”权威。 “徒法不足以自行”,零容忍廉

政制度文化意味着强化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和敬畏,执法人员能够严格执法、公正执法,通过加大

腐败打击力度,向社会传递不徇私情、有贪必肃的信号。 只有真正让铁的纪律发威、让制度发

力,实现对已有腐败的惩处,才能对潜在腐败造成威慑,形成腐败心理警示,降低腐败容忍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高压反腐态势,一些干部依然我行我素、顶风违纪。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纪律规矩,而是根本没有敬畏之心” [15] 。 而敬畏之心不仅来自严格的制

度本身,更重要的是来自制度的严格执行。 首先,要破除执法“潜规则”,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力

度。 强化内部监督,通过分权运行机制保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监督;推进外部监督,
完善执法公开制度和方式,做到执法过程和执法信息的全方位、实质性公开,让“潜规则”无处可

潜。 以强有力的执法问责保障执法权威、保证执法的严肃性,既不摆样子、走形式,也不搞“一哄

而起、一哄而散”的运动式执法,切实保障执法成效。 其次,加大查处力度,着力破解查人找物

难、财产变现难等问题。 全力推进制度执行信息化建设,建成覆盖全国基本财产形式的网络执

行查控体系,积极推进网络司法拍卖制度等[23] ,以提高处罚力度来增加动机控制砝码,提升威慑

力。 最后,探索建立科学的反腐执行力考评机制,将反腐制度执行状况纳入领导干部的问责范

围,督促各级执法机构各尽其责。
3. 3　 以强力扩散为关键打造腐败零容忍的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是培育社会成员“腐败零容忍”观念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廉洁风尚的

体现。 有实践经验表明,腐败零容忍文化环境是有效控制腐败的必要条件[24] 。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打造腐败零容忍的环境文化,需要充分发挥物质文化产品和社会舆情的共同作用,充
分利用文化传播的风尚引导、行为规范功能,促进零容忍反腐观念的社会化,筑牢腐败零容忍的

社会基础。
一是拓宽文化传播路径,创新文化产品内容。 “零容忍”廉政文化只有依托一定的物质媒介

和文化产品才能进行社会化扩散。 在传统新闻媒介传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

模式创新[25] ,提升高质量廉政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方式上,发挥“两微一端”、抖音、知
乎等新媒体平台的优势,打通不同平台管理屏障,通过跨部门合作整合信息资源,形成交叉互动

的廉政文化传播框架,将廉政文化以图文、小视频、音频等传播符号渗透到社会生活中。 在创新

传播载体的同时,廉政文化在内容维度也应突破创新,将腐败零容忍的精神导向融入文化作品

中。 2022 年,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零容忍》展示

了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腐败的真实案例,全方位刻画了“打虎拍蝇”的过程。 该作品以通俗直观的

方式将零容忍反腐的成果转换成警示教育资源,引起了受众的强烈共鸣。 在传播日益分众化、
对象化的时代,如何产出更多强化腐败零容忍认同感的高质量作品,是未来廉政文化传播研究

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是有效发挥舆论功能,助推零容忍反腐社会氛围的形成。 在“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过程

中媒体对于舆论起着重大导向作用,而舆论直接影响着腐败零容忍社会氛围的形成。 打造腐败

零容忍的环境文化,首先要正确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着重提高公众的反腐信心。 未来反腐败

信心对于公众的反腐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6] ,即公众对未来反腐败越有信心,公众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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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容忍度就越低,参与反腐的意愿也就越高。 其一,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展现党和国家在

零容忍反腐方面的坚定信心、决心和努力,积极展示腐败零容忍战略下全国取得的反腐成果及

典型案例,宣传好廉政人物的廉洁故事,提高公众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其二,政府应

监督媒体行为,使之在信息发布中保持理性,使其能够做到客观陈述,防止严肃的“反腐新闻”被

媒体演化成博人眼球的“八卦新闻”。 针对反腐工作的极端负面言论要做到及时疏导、有效处

理、快速回应,防止舆论导向偏差。 其次,实现信息公开,有效发挥舆论的监督功能。 有些国家

在廉政建设方面的主要特点就是以有力的舆论监督为基础,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公开透明的政务

系统。 在丹麦,所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每月都要对其公务消费和接受礼品或宴请款待等情况进

行公布;瑞典的公民则有权随时申请审阅有关官员的消费和支出清单,这些国家都通过立法确

立了公众对行政行为等信息的获取权[27]12-13。 只有当权力充分暴露在阳光下,让舆论监督发挥

最大化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反腐参与意识。

　 　 4　 结语

在腐败治理中贯彻零容忍原则就是对一切形式的腐败行为,不论涉及人员、腐败程度、贪腐

规模如何,一律给予严惩。 目前,零容忍反腐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
以零容忍的态度治理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求,是适应反腐倡廉形势的客观需要,也是

关乎人心向背的大事。 持续推进腐败零容忍战略,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和权力监督是

难以达到理想反腐效果的,腐败治理及其研究还应该有自下而上的视角[28] 。 应该将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反腐相结合,既要发挥国家制度的强力震慑作用,也应当积极培育腐败零容忍的社会

文化。 “零容忍”廉政文化不仅是国家层面零容忍惩治贪腐的坚定意志和战略理念,更体现为社

会成员对一切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坚决抵制的行为。
从文化同心圆模型来看,“零容忍”廉政文化可分解成精神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政理念、制度

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政规范和环境文化层的零容忍廉洁形象。 文化的构成内涵决定了文化的实

现方式,也为探究廉政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指向。 基于文化三个层次的分析,本文归纳了认知、
观念、制度、执行、传播等方面制约“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的因素,这些方面互相作用,形成循环

的链条。 认知观念处于文化结构的核心,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制度及其执行力影响个人认知观

念,并引导个体行为;文化的内部各要素在环境层以可被感知的符号显现,借由“传播”工具扩散

成社会文化,形塑社会成员的廉洁观。 针对制约因素,按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要求,从培育精神文化、强化制度文化、打造环境文化三个层面提出了“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的

进路。 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零容忍为

基础形塑廉政文化,才能真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随着零容忍反腐实践的持续推进,未来对“零容忍”廉政文化的深化研究,还应利用多学

科视角对腐败零容忍形成多方位了解,还需创新研究方法、强化理论建构,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地

方“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经验进行情景化描绘,使研究更好地回应实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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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机制话语的演进过程、内涵意蕴与实践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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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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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容错机制承载着激励干部队伍担当作为的使命。 容错机制开始是以政策话语的形式呈现,并逐渐成为

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继而带动形成新的学术议题。 从话语的演进过程来看,容错机制经历了从“宽容失误”到“容

错纠错”的话语更替过程。 隐藏于这些话语表达背后的目的,是试图寻求问责与激励的合理均衡,为干部创造“既要

干净干事又要担当作为”的制度环境。 在容错机制话语不断累进的过程中,人们对其实践应用给予了关注,期待容错

机制发挥应有的效能。 然而,现实中存在的要素缺失、结构失衡、程序不足、有意避责等问题,使其实践应用遭受掣

肘。 解决这些问题,要对容错机制政策文本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并从学理分析层面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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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问责制度的日益健全,廉政建设的效能进一步凸现,但一些干部的心态及行为

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及时调整。 相反,在有些领域或地区甚至出现了从“积极求功”向

“消极避责”的转变,一些干部不愿为、不敢为、不能为的情形显现。 显然,这同廉政建设的初衷

是背道而驰的。 众所周知,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体现为权力的肆意妄为,而
且也表现在权力的不作为、不善为等方面。 因此,从廉政建设的本质意蕴来讲,“廉洁+有为”是

其内在要求。
 

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谋划廉政建设过程中,主张一体推进“问责+激励”机制。 在

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下,容错机制自 2013 年开始以政策话语的方式呈现,承载着激励干部队伍担

当作为的使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宽容改革失误”的要求,随后容错机制逐渐成为

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从话语体系类型看,它逐渐形成了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两种表达方式:
作为政策话语,它主要是发挥党风廉政建设的宣传引导作用,努力扩散党的政策文本的知晓范

围并促进其有效应用;作为学术话语,它旨在为现代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提供分析工具,激发产

生新的讨论议题。 从现有学术研究的总体情况看,当前大部分研究者都基于对“为官不为”现象

及其背后的心态的观察来进行解答,认为构建容错机制是应对某些干部“为官不为”的关键举

措[1] 。 显然,这彰显出容错机制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向。 实际上,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现有研究关

注了容错机制的诸多重要议题,拓展了容错机制的研究视野,从不同层面为容错机制研究奠定

了基础。 而作为一种政策话语,容错机制话语的重点是侧重实践应用。 有研究者基于容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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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之后被予以容错免责干部的数量和所激发的改革精神,判断容错机制取得了初步的成

效[2] 。 不过,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表达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 基于此,本文试图梳

理容错机制话语的演进脉络、主要关切点、基本取向和实践景观等基础性议题,以期对容错机制

话语作出深入分析。

　 　 1　 容错机制话语的演进过程:从“宽容失误”到“容错纠错”
 

从词义看,“容错”原本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意指计算机系统在某个硬件或软

件出现问题时能够自行恢复,而不影响系统的整体运行。 虽然这个概念出现在信息技术领域,
但是对政治系统同样适用。 因为,如同计算机系统,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也需要保持一定的

容错功能。 正因如此,近年来人们日渐重视政治系统的容错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话语发挥了先行一步的作用。 在政策文本中,最早提出这一话题的是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

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3] 也就是

说,容错机制话语最初是以“宽容失误”的表述呈现出来的。 回顾历史发现,这种话语表达延续

了一段时间。 2014 年 6 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科技创新问题时强调:“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
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

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4] 2015 年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强调,“要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个性、尊重创造的

氛围” [5] 。 虽然从内涵意指看,这两次会议主要是针对科技创新问题,但在容错机制话语的形成

过程中它依然是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 10 月 13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七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

出:“要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
谋改革、善改革的浓郁氛围。” [6]同日,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

总理强调,“用合理的‘容错机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创业创新者的活力不断涌现” [7] 。 这是

国家领导人较早用“容错机制”一词来表达容错问题。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密集强调容

错问题,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容错问题高度重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激发了容错机制话

语的快速形成。
2016 年 2 月 23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为进一步有效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

败” [8] 。 同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

者撑腰鼓劲” [9] 。 这不仅是在政策文本的话语表达中再次强调容错机制,而且将容错与纠错一

起表述,为后续的容错机制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6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

确提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10] 显然,这次全会

沿用了前期的话语表达,继续从机制层面阐述容错问题。
对容错机制话语表达有着更大推进作用的是党的十九大。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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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容错机制建设问题:“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

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

劲。” [11]64 这对容错机制话语建设发挥了进一步推进的作用。 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12]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

时再次强调,“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 [13] 。 实践证明,容错纠错机制既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也是有力支撑。 为此,2019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强调,“要宽容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中出现的失误,最大限度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 [14] 。

实际上,宽容失误、容错纠错不仅是干部队伍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科技创新和市场主

体亟需重视的问题。 比如,在 2020 年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尊重规律、宽容失

败” [15]的问题被反复提及。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形成

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16] 。 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容错机制问题,他指出:“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

制,允许失败、宽容失败,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 [17] 这说明容错机制话语已走向更加宽

广的领域。
中央层面有关容错机制话语的不断阐述对地方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2015 年 11 月,浙江

省委印发《关于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治理为官不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推进改革容错免责

机制,通过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责任豁免的机制给勇于担当者撑腰鼓劲。 随后,诸多

地方相继制定了容错机制政策文本并展开相应的实践探索。 初步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全国各地

至少有 600 份容错机制政策文本。 这些文本从容错的标准范围、启动程序、调查研判、结果认

定、跟踪措施等方面,对容错机制作出不同角度的探索。 这说明,容错机制的话语表达得到进一

步拓展。
与这些政策话语表达相呼应,围绕容错机制的学术话语表达随之跟进。 文献梳理初步发

现,自 2013 年至今学界对容错机制话语表现出明显兴趣,使容错机制成为基层治理和干部队伍

建设领域的显学。 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党史党建等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

了容错机制的生成背景、内在逻辑、实践应用、政策文本等议题。 这进一步表明,容错机制话语

并不仅仅存在于政策文本之中,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透过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不断演进,可以简要概括容错机制话语的三个显著特征。 其

一,循序渐进。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话语都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都有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比

如,政策话语早期并不称为“容错机制”,而以“宽容失误”来表述。 学术话语表达亦是如此,初期

主要是围绕容错来展开研讨,并没有上升到机制层面。 随着相关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才逐渐

规范称为“容错机制”。 从语义演进看,这符合语义学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 其二,上下互动。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保持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形态,中央对地方具有较强的规制权,地
方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作出符合上级要求的行动举措。 这在容错机制话语构建的过程中得

到了清晰呈现。 比如,在中央反复强调宽容失误、容错免责等话语以后,地方层面随之积极跟

进。 这体现出地方对中央权威的服从与承接,同时各地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自主探索。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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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鲜明的个体主观自觉。 其三,政学耦合。 一个清晰的理路是在容错机制话语形成过程

中,其政策话语表达与学术话语表达呈现出耦合共进、交相辉映的特征。 虽然在初期主要是政

策话语发挥引领作用,但随着实践的不断进展,学术话语也随之跟进并起到了较好的补充和证

成作用。

　 　 2　 容错机制的主要关切点:为什么容错、容什么错、何以容错

政策话语的累进对容错机制学术话语释放了较强的激发作用。 在中国知网以“容错”为篇

名进行检索发现,自 2013 年 12 月至今共有 488 篇成果。 其中学位论文 40 篇、期刊论文 448 篇。
与此同时,中央及地方围绕容错机制作出多层级多角度的探索。 由此可见,容错机制话语成为

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总体上看,当前容错机制话语的主要关切点集中在三

个方面。
其一,为什么要容错。 这是容错机制话语形成之后,大多数研究者在认真思考的基础问题。

为此,研究者从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两大层面作出解析。 就现实依据而言,人们大多认为无论

是将容错机制作为政策话语还是作为学术表达,其背后蕴含的都是对近年来干部队伍中出现的

“为官不为”现象及其心态的正视与应对。 也就是说,之所以强调容错机制,是因为它被人们用

作医治担心出错被问责进而不敢为、不愿为的“心病”。 可以说,容错机制话语的出场,就是试图

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一些基层干部顾虑改革创新而畏首畏脚的问题,从而达到旗帜鲜明保护干

事创业积极性的目的。 不容否认,对为官不为现象以及隐藏在严厉问责之下不敢为、不愿为等

消极行为的正视,蕴含着容错机制话语出场的直接依据。 但实际上,容错机制话语的不断铺开

还与中国共产党试图将改革开放以来零散出现的容错探索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分不开。 “对创

新者容错和免责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常用做法,但是这些容错实践都还处于非制度化或者

前制度化的状态,相当依赖于上级领导对犯错干部的了解和信任。 因此必须从容错的做法上升

为容错的制度,规避容错的人治色彩,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18] 一定程度上讲,这正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容错机制在政策话语表达上不断累进的重要原因。
容错机制话语的形成不仅是现实需要的推动,而且有理论依据。 一方面与人的认识有限性

密切相关。 人的理性认识总是有限的,在实践中出现判断或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容错机制“正

是在宽容这一核心品德和理念的主导下所生成的一种具象化的政治运行机制,并藉此充分回应

宽容理念在政治层面的适用和延展,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类秩序的协调吻合” [19] 。
另一方面是回应政党治理理论的内在诉求。 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论表明,现代政党治理往往需要

内驱力和外部力这两个驱动力。 内驱力毫无疑问主要是依靠组织成员的自我奋进、自我约束和

自我革新。 “作为外部力,主要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促进组织成员规范履职。 这就意味

着,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政党既要实施严厉问责又要容错激励。” [20] 作为一种激励形态,容
错机制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向人们表明,出于公心的无意过失会得到体谅。 一定程度上讲,这些

都是激发生成容错机制话语的重要理论渊源。
其二,容什么错。 既然现实依据和理论渊源都表明容错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

支撑力量,那么就需要明确到底何错可容,也就是容什么错的问题。 因此,人们在研究容错机制

问题时发现,容错机制话语中的另一个关切点就是可容之错的范畴和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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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普遍认识到容错机制话语所讲的容错免责,显然是有边界范围和尺度标准的,而不是什么

错都可以容、什么失误都可以免于责任追究。 对此,政策话语起到了引领学术话语的作用。 比

如,2016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三个区分开来”作为判断何错可容之后,学术界从不同角度

作出进一步思考。
其突出表现是,在政策话语的引领下学术话语从可容之错的类型和尺度两个层面作出的分

析不断增多。 就可容之错的类型而言,比较一致性的意见是循着“三个区分开来”的思路,认为

可容之错主要是指行政之错,不包含政治之错和道德之错。 “行政容错也只涵括三种情形,即错

误不是由官员主观意愿造成的、错误是集体决策失误造成的、犯错的人是否能及时纠正错

误。” [21]当然,从现实来看,也可以从是否出于公心、是否维护公共利益、是否大胆创新、是否经

过集体决策等方面判断能否纳入可容之错的范畴。 就可容之错的尺度而言,主要是将错误造成

后果的严重程度作为判断是否纳入范畴的主要标准。 比如,要看是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

失,以及造成的后果是否可以补救。 也就是说,要将干部行为目的、行为条件和行为方式结合在

一起来研判可否将错误纳入容错的范畴。 总之,对于何错可容、何错不可容的区分,是容错机制

话语中的核心问题。
其三,如何容错。 规范完整的操作程序是充分发挥容错机制效能的重要基础,只有合理设

置健全完善的操作程序,才能打通容错机制效能发挥的“最后一公里”。 因此,在讨论容错机制

问题时,其实施过程及操作程序一直是政策话语表达的重点问题之一。 因为,相对于侧重学理

分析的学术话语而言,政策文本的实践应用情况更加受到关注。 梳理一些地方实践探索可以发

现,“容错机制实施程序一般分为申请、核实、认定、报备四个环节” [22] 。 有的地方则作了进一步

细化,增加了实施、跟踪等步骤。 如果将这些环节分类,实际上可将其划为“前端” “中端” “末

端”:“前端”程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错误的类型、范围与尺度;“中端”主要是启动调查、核
实材料、作出认定意见等;“末端”则是认定意见反馈、澄清对容错者“污名化”判断以及消除容错

免责后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等。

　 　 3　 容错机制的基本取向:寻求问责与激励的均衡
 

如前所述,容错机制话语的形成同一定时期内严苛问责下形成的不作为、不敢为等问题具

有一定关联。 正是如此,可以看出容错机制话语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寻求问责与激励合理均衡的

基本取向。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责任政治彰显出一个成熟型政党的鲜明特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

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建构负责任的政权作为重要追求,并努力践行这一诉求。 因此,在
实践中着力构建党内问责、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的复合型问责体系。 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

严密规范的问责体系来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有效作为。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一

直以来高度重视问责制度的重要原因。 但从深层次看,问责的本源乃在于权力的双重属性。 对

于权力,尽管人们似乎看不到它的实际面貌,但无时无刻不在感知它的客观存在。 所以,人们常

说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关键词。 对于这个核心关键词,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控制力,也有人认为它

是一种能力的彰显。 当然,更有说服力的定义是马克斯·韦伯的能动意志说:“权力意味着一种

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

上。” [23]81 虽然各种界说不尽一致,但大多认为权力是一个组织或一个行动主体能对其他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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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者施加富有影响力的权能。
 

作为一种影响力,权力具有双重属性。 权力的起源已经清晰表明,它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交由一个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统一行使,以对公共事务进行

有效治理。 由此可见,权力的首要属性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公共性,但权力也具有自利性及

随之而来的扩张性。 事实上,这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代理人接受委托后,
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个体自利动机的引诱,运用原本是用来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来谋

取个体私利,并且不断扩张这种行为。 于是,公共性的权力便附带上了扩张性。 正如孟德斯鸠

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

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24]66 权力的扩张性必然产生异化,并滋生腐败。 因此,人们便要

想办法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在众多的监督制约方式中,问责是重要一维。 客观而言,问责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流行

话语,而且是现代公共管理领域的常见现象。 以至于有人认为,问责是现代政治的“黄金概念”,
甚至是医治各种政治顽疾的优选方案。 梳理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实践可以看出,问责是嵌入一

个政治系统中的常规元素。 问责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戒的方式倒逼公共权力规范履行职责、维
护公共利益,这也是实现权责一致的内在要求。 权责一致的基本内涵很朴素:有权即有责,失职

要担责;权力的行使要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准确界定权力行使主体应

该担当的职责,防止出现“有权的不担责”情况;另一方面要确保权力行使主体有足够的权能履

行职责,防止出现“有责的却无权”的情况。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都需要承担被问责的风险。
鉴于问责所具有的强大震慑作用,它被看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治理规则,因而一直以来受到广

泛重视。 最早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对问责作出规定的是 2004 年 2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当时问责是以“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话语表达来呈现。 随后,《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关于实行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政策文本

都从政策话语表达层面作出日渐规范的阐述。 显然,这些政策文本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强调通

过问责的方式来促进干部认真履职,推动权力规范运行。
然而,推动权力规范运行的方式不只是问责,还包括容错。 这正是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提出

并不断构建容错机制话语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要通过问责机制与容错机制话语的同步构造

并寻求二者之间的合理均衡,为干部创造“既要干净干事,又要敢于作为”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要

着力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为那些“敢作为”的担当者兜底。 之所以说容错机制话语背后掩映的是

着力寻求问责与激励的合理均衡,主要是源于以下两点。
其一,对现实问题的正视及矫治。 任何话语的产生从根本上讲都源于现实的需要,现实问

题往往蕴含着某一话语之所以生成的土壤。 容错机制话语的形成,直观上与过去一段时间里问

责的滥用及异化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引导、规范权力运行的机制,问责本身不仅客观需要也无

过错。 但问题是,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有些领域出现了问责异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损害的不

仅是问责机制的精准度和科学性,而且直接诱发干部群体的心理挫败感,进而导致产生不敢为、
不愿为的现象。 因而需要从优化体制机制的角度作出回应和矫正,容错机制正承担着这一重要

功能。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容错机制话语。 容错机制话语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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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明对干事创业者释放出激励信号,而且意味着对问责走偏现象的矫治,试图构建容错与问

责合理均衡机制,以从多层面推动权力规范运行。 事实证明,容错话语的提出及相应机制的日

益健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基层干部的“问责焦虑”。
其二,问责与容错本身是辩证统一的。 尽管从词义看,问责与容错各不相同,但二者是辩证

统一的。 从区别看,二者有不同的侧重点。 问责主要是侧重约束,于行为方式和心理震慑等方

面督促、倒逼权力行使者规范用权。 也就是说,问责主要是一种负向激励。 相比而言,容错意在

鼓励,它通过免于责任追究、允许试错的方式给当事者给予正向激励。 从一致性看,二者的出发

点是一致的,都着眼于推动权力规范运行。 只不过容错是从正向激励的角度,而问责是从负向

激励的角度进行干预,但归根结底都是推动权力的规范有效运行。 同时,二者也互为补充,容错

的出场在于防止片面问责所滋生的不敢为、不愿为问题,问责的在场则防止容错过程自由裁量

权的“野蛮生长”。 总之,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

　 　 4　 容错机制的现实遭遇:“局部空转”
 

任何一种话语形成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营造某种话语表达的氛围,而是推

动实践应用,让这种话语表达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作为一种激励担当作为的制度设计,制定

容错机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推动其实践应用。 这是容错机制话语构建的重要目标导向。
因此,在容错机制话语不断累进的过程中,人们对其实践应用给予了充分关注。 人们总是期待

容错机制能发挥应有的实践效能,以此作为对其话语表达的回应及承接。 然而,诸多方面的数

据表明一些地方容错机制实践应用效度并不高。 比如,以各地申请容错的案例数量、容错案例

申请成功的情况、因容错成功而释放激励效能的情况为参照指标,可以发现目前容错机制尚未

呈现出明显的应用特质。 对此,有人认为容错机制在政策文本与实践应用之间出现了脱嵌,或
者说出现了“局部空转”。 这种“局部空转”意指容错机制出现了制度建构与运行效能的脱节,未
能充分发挥激励担当作为、引导权力规范运行的应有作用,处于低效运转或者空转状态[25] 。 这

种“局部”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地区层面的局部,即在全国范围内有的地区容错机制运行

效能不彰;二是内容层面的局部,即容错机制某些内容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落实。 不管是何种

层面的“局部空转”,都消解了容错机制的实践应用效能。 总体上看,对于现实应用中的这些难

题,当前的学术话语作出了积极讨论。 于深层次看,可以从四个方面对容错机制“局部空转”问

题作出解释。
其一,要素缺失。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表明,任何一个制度体系或组织要想发挥应有的功能,

首先必须确保其要素是完整、周全的,否则就难以发挥应有效用。 容错机制本身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从其话语演进过程即可看出它的成熟及实践应用对自身要素的完整性有较强的依

赖。 事实确实如此,在诱发容错机制出现“局部空转”问题时,人们发现要素缺失是突出障碍,比
如容错主体不明、容错标准模糊、容错程序缺失。 特别是在判断属于可容之错还是不可容之错

的标准方面存在模糊。 “有的地方提出以是否出于公心、是否积极作为、是否担当尽责为标准来

判断是否纳入容错范畴。 但是,到底哪些行为属于公心、如何判断担当作为并没有作出细化说

明。” [26]其结果是人们似乎都明白要从动机态度、错误性质、方法程序、后果程度等方面划定明

确标准,但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易清晰界定,也不好拿捏。 这些都是导致容错机制实践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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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的重要原因。
其二,结构失衡。 如前所述,问责与容错本身是辩证统一体,它们分别从防止权力出现懈

怠、激发权力活力,以及规范权力运行、提高权力运行效能等方面引导权力发挥正能量。 因此,
容错机制蕴含着寻求问责与激励合理均衡的内在诉求。 其理想状态就是问责与容错之间能达

成相对均衡态势,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问责与容错之间不时会出现结构性张力甚至矛盾。 一些

受访者提出:“从问责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错,归根结底终究是错。 要对其予以容错免责,则面

临很多难题。 而一旦面临难题,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所在单位‘一把手’都不太愿意去申请容错。
可以说,这是导致目前容错机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容错机制话语试图寻求问责与

容错合理均衡的内在诉求,在实践应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其三,操作困境。 容错机制话语的最终指向显然在于实践应用,但这种实践应用的实现必

须建立在规范完整的操作程序基础之上。 “目前各地制定出台的容错政策,虽然对容错的适用

范围、条件情形、认定程序和纠错机制等内容都作出了规定说明,但是普遍存在较为笼统、缺乏

可操作性等突出问题。” [27] 比如,一些地方对容错机制的启动、调查、研判、认定、反馈等环节虽

然作了规定,但并未就到底如何启动、如何调查、什么时候调查、如何与上级部门进行沟通进而

拿出一致认可的意见等极具操作性的问题作出详细说明,从而导致容错机制的具体操作应用出

现阻滞。
其四,有意避责。 在行为动机理论看来,行动主体有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内生动力。 从该

理论来说,自利是人固有的本能,基层干部同样可能会像市场主体一样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行为。
因此,避责便成为一些干部基于成本与利益权衡之后的选择。 容错机制话语主张对有为者给予

激励,从其本意看显然是科学合理的。 但问题是一些容错者心存不安:给别人容错了,谁来给自

己担当? 从表面来说,这是一些人缺乏担当精神的表现,但深层次来看,它映射出避责行为在容

错机制应用过程中的显现。 客观而言,容错机制在实践应用中的这些症结,已有学术研究给予

了积极关注并展开了多层面探讨。 这既是对政策话语现实应用情况的回应,也是对容错机制话

语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5　 结论与讨论
  

不容否认,容错机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自容错机制话语提出伊始,它就承载着

多方期待。 但如同其他类型的话语一样,容错机制话语的形成及应用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策话语还是学术话语,都表现出了积极态度,它们分别从政策

文本的设计、实践应用、内在逻辑、基本内涵、价值导向等方面,对容错机制作出多角度阐释。 这

对容错机制话语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容错机制话语在传递出激励担当作为的鲜明信号的同时,也存在

被误用的可能和风险。 为了给容错机制的应用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主

张给基层预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其本意来讲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然而,囿于信息不

对称,这种自由裁量权容易成为一些人“夹带私货”、徇私舞弊的借口。 比如,本来某个案例并不

完全适合容错免责,但是有些人便以激励鼓励为由,将其纳入容错免责的范畴。 因此,在积极构

建容错机制话语的过程中要对这种情形保持足够警醒,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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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机制政策文本作出科学合理的设计和表述。
此外,目前对于容错机制的讨论总体上呈现出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并进的局面。 前者侧重

政治性,后者侧重学术性,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在政界与学界之间搭建

合作对话的桥梁。 但从当前情况看,明显存在学术话语滞后于政策话语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当

下亟需从多方面推进相关学术研究的进程。 比如,在学科上,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党建、社
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容错机制话语的研究;在内容上,应重点关注容

错机制的核心要旨、政治意涵、理论内涵、研究趋势等重要问题;在方法上,应告别单一的规范性

研究,着力推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还可以尝试运用扎根理论、
政策文献计量方法等工具进行分析。 这些都有助于容错机制话语研究的拓展和补充。

参考文献:

[1]　 梅立润,吴世坤. 如何推进容错机制研究? ———基于既有核心议题及其疏漏的评价及展望[ J]. 湖北行政学院

学报,2019(4):90-96.

[2]　 郎佩娟. 容错机制法治化要立法先行[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8):17-19.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

[4]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6-

10.

[5]　 李克强.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1-10.

[6]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强调
 

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
 

推动改革落地生

根造福群众[N]. 人民日报,2015-10-14.

[7]　 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 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EB / OL]. ( 2015 - 10 - 15). http: / / www. gov. cn /

guowuyuan / 2015-10 / 15 / content_2947497. htm.

[8]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
 

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
 

盯着抓反复抓

直到抓出成效[N]. 人民日报,2016-02-24.

[9]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2016-03-18.

[10]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6-10-28.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8-05-21.

[13] 习近平.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J]. 求是,2019(2):4-13.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动改

革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N]. 人民日报,2019-07-25.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N]. 人民日报,2020-01-11.

[16]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7-22.

[17]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2021(24):4-15.

[18] 成为杰,马晓黎. 干部容错:制度机理、掣肘因素与优化路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97-101.

[19] 胡杰. 容错纠错机制的法理意蕴[J]. 法学,2017(3):165-172.

[20] 陈朋. 容错机制的建构逻辑及其效能提升[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29-37.

[21] 竹立家. 问责与容错[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8):10-13.

[22] 薛瑞汉. 建立健全干部改革创新工作中的容错纠错机制[J]. 中州学刊,2017(2):13-17.

·97·



　 2022 年第 4 期 政治学研究

[23]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4]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燕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5] 吴春宝. 基层治理中容错机制低效运转的生成逻辑与化解路径———基于避责的分析视角[ J]. 探索,2021(6):

80-92.

[26] 陈朋. 容错机制建设: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基于 3987 份问卷的实证分析[J]. 理论视野,2021(8):74-79.

[27] 陈朋. 容错机制执行力的难点及破解[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8):50-52.

The
 

Evolution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Landscape
 

of
 

the
 

Discourse
 

of
 

Fault-tolerance
 

Mechanism

CHEN
 

Peng
(Center

 

for
 

Research
 

on
 

Integrity
 

and
 

Governance,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jing
 

210004,China)

Abstract: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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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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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tolera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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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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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统合”: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
治理的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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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突发事件展示了基层党组织面对风险冲击时能引领社区在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应急治理之间进

行适应性变迁。 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践考查,发现可以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引入“政治”与“智治”,

从而搭建起基层党组织引领的“五治统合”框架。 在此框架中,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凝聚社区应急治理合力、法

治保障增强社区应急治理定力、德治教化促进社区应急治理内力、自治强基激发社区应急治理活力、智治支撑打造社

区应急治理动力,有效统合了“五治”与“五力”,塑造出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 “五治统合”的社区应急治理

体系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范式的有效性,展现了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范式从脆弱性向韧性变迁的过程,揭示出

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过程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社区应急治理;统合治理;五治统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81-11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国家应急体系、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 。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

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2] 。 基层党组织能推进社

区网络重构、社会资本培育与协商共治,推动社区耦合式发展与社区治理效能提升[3] 。 因而,在
全面加强党对应急管理的统一要求下[4] ,基层党组织是社区应急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5] ,尤其

是“一岗双责”使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担当着统合角色。 这种统合角色有助于基层党

组织有效健全应急网络、整合应急资源、强化社区抗逆力,提升以政府为主体的正规应急管理体

系的韧性,这也是我国应急管理特色优势的具体体现。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人类社会遭遇的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

速度之快、传染范围之广挑战各国应急治理体系与应急治理能力。 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人民观”,领导人民群众制定“以城乡社区为微控单元,以居住地为空间范围,布局源头治

理”的疫情防控战略[5] ,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当前有必要对“中国之治”经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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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总结,向世界展示“中国经验”。 对此,要科学解码基层党组织如何富有韧性地引领社区应

急治理,这正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以进一步理解中国制度优势何以转变为治理效能

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理。
现有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分析基层党组织应急治理的独特优势和效

能,提炼出基层党组织应急治理具有“中介”特征[6] ,该特征有助于提高理性化、规范化和科层化

的正规应急治理体系的韧性。 其二,考察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作用路径,重在关注

基层党组织如何整合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元组织的“自组织化”与“被组织化” [5] ,使基层党组织

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 其三,强调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组织能力,提出基

层党组织通过圈定共治策略能在突发性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整合社区中的各种主体和资源,不
仅改善了组织间的协同关系[7] ,而且优化了突发事件中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还提升了党应

急治理的现实与潜在能力[8]以及党的公信力[9] 。
已有文献的回溯是探讨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建构逻辑的重要基础,但较少有

研究成果系统、具体阐释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机结合行动治理与科层治理,塑造出规范性和弹性

兼具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应急治理体系能在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灵活转换并实现新常

态下的适应性变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10]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11] 。 事实上,基层党组织在领导社区应急治理的过程中

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发挥“政治引领”与“智治支撑”的优势与作用,有效引

领社区统筹多元主体与多方资源以保持对变化环境的韧性,在复杂风险的干扰冲击下能迅速恢

复,并在不断适应变化环境的同时实现创新[12] 。 对此,本研究以“五治统合”为分析框架探索基

层党组织如何塑造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

　 　 2　 “五治统合”: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建构的理论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逐渐从宏观治理模式论述转向微观分析路径,着力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机理与地方治理特色,国家治理研究重心由此向基层治理研究转移。
近年来,受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基层治理研究开始关注国家党政体制设置与基层治理

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出现“统合治理”概念[13] 。
对“统合治理”内涵的阐释因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基于政党关系与国家-市场

关系框架的研究,有学者提出“统合治理”是地方在城镇化进程中依托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运作

的治理模式[14] ,以及基于党政关系与条块关系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统合治理”是指在地方党

委领导下对科层制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合与功能重组的治理模式[15] 。 这些研究达成的一个共

识是,“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为中心主体,通过资源整合、结构重塑等以克服科层制的缺陷与惰

性,完成那些具有综合性和紧迫性工作的政治机制[15] 。 换言之,基层党组织不仅可在正式应急

治理网络中有效践行政治义务、发挥结构化功能,确保基层应急治理的政治方向与政治原则,也
能将其融合到群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建构的非正式应急治理网络之中,从而有效整合多元

主体与多方资源,增强基层应急治理网络体系的灵活性与弹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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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即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

新要求,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和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16] 。 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是贯彻落实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样需要以

“五治”作为治理方式。 事实上,“五治”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础上的新提法,其核

心逻辑是通过“政治”引领和“智治”支撑进一步强化“自治” “法治” “德治”的作用及其“三治”
融合。 当然,“五治”与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结合还需要一个“统合点”,由该统合点来贯彻实施与

落实新的社区应急治理方式。
这就指明了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五治”中的统合角色。 从实践上看,社区应急治理是一个涉

及协调多元主体、整合多方资源的集体行动,基层党组织能通过宏观上的政治引领、中观上的组

织动员与微观上的党员参与,将政党因素有机嵌入社区应急治理之中,从而得以贯通正式的与

非正式的应急管理网络,这不仅有助于化解集体行动困境,还可以在常态化状况时不断增进社

区抗逆力,在非常态化状况时推进社区快速响应与有效恢复。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可最大

限度发挥出“自治”的核心功能、“法治”的保障功能和“德治”的基础功能[17] 。 同时,基层党组织

借助于虚拟沟通、实时在线与掌上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治”作用,可进一步促进社区“自

治”“法治”“德治”的融合。 由此,本文提出“五治统合”分析框架,即由基层党组织引领的“政

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理论框架。
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灾害越来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极强的连锁性、态势的紧迫性

与社会价值的冲突性,挑战和冲击了现代规范化、理性化、组织化与科层化的风险治理体系,更
是挑战基层党组织该如何建构具有适应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来应对系统性、结构性与连锁性

的风险灾害。 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凝聚社区应急治理合力、法治保障增强社区应急治理定

力、德治教化促进社区应急治理内力、自治强基激发社区应急治理活力、智治支撑打造社区应急

治理动力的“五治统合”形式,引领社区有效建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 本文试图阐释基层党组织

引领社区构建应急治理体系的逻辑机理,其内在逻辑关系为:外部环境的冲击扰动要求社区应

急治理体系对变化的环境保持韧性、回应与行动有效性,而这要通过基层党组织引领的“五治统

合”来实现社区应急治理结构与行动的优化与整合。

　 　 3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五治统合”应急治理体系建构的逻辑进路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以及社会脆弱性风险日益彰显,基层党组织需提高社区应急治

理的韧性能力。 基层党组织通过“五治统合”形式可实现社区常态化治理和非常态化应急治理

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提高基层执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这也是基层有效应对

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即基层党组织在动态统筹做好社区应急治理和管

理服务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顺利寻找到一条党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中国路径。
3. 1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凝聚社区应急治理合力

凝聚离散化力量,赋予分散的个体趋同的行为能力,使其重组与整合为统一的压力集团,才
能获得公平争取机会、资源与利益的资格[18] 。 政党借助其自身组织网络及制度体系来重塑社群

团体的组织模式[19]21,推动多元组织“被组织化”和“自组织化”有机融合模式的达成[20] ,实现多

元组织的功能维度在时空上有序地向结构化方向演进,破解组织内部聚力过强而造成的阻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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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间集体行动的协作困境,实现组织间的凝聚力和共识保持的整合目标[21] 。 在基层社区治理过

程中,基层党组织可通过组织动员形式在组织层面实现空间的社会化聚集、资源的多元化整合

与信息的技术化关联[22] ,以此吸纳不同规模与性质的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的治理[23] 。 非常

态化应急治理是常态化治理的一种拓展,其结构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常态化治理的影响。
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组织化社会与社会组织化[24] ,横向构建起社区应急共治“同心圆”,纵向打

造社区应急“指挥链”,提高了社区应急治理的灵活性和弹韧性。
内嵌于基层社区、基层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可靠性、抗

逆力、弹力和适应性[6] ,其中中国共产党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党政结构的主导性作用[25]73。 当然,
基层党组织的主导性并不意味着对社区事务的包揽。 基层党组织主要以“大党委”形式,通过健

全“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多方联动工作机制,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社会组织、
党员群众、志愿队伍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利益互嵌合作的社区应急治理网络,推进社区应急共

治。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网格,都是一个微型战场、战疫的最后一公里。 对

此,截至 2020 年 3 月,内蒙古通辽 25 个街道、22 个社区党组织依托网格成立疫情防控小组 181
个,湖北黄冈、襄阳建立“支部+网格+居民”的防控模式[26] 。 当然,为避免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

的无序化现象,防止多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利益冲突,基层党组织通过圈定共治策略引导社区多

元组织遵从集体行动准则,推动社区应急治理共同体恪守职责,并通过“大党委”制快速吸纳与

下沉社会力量。
上述嵌套结构是一种具有核心的辐射型、发散型的组织网络,即基层党组织的“主动脉”既

能覆盖到基层党政组织,其“毛细血管”又延伸到基层社会空间的各个角落,形成纵向联动、横向

覆盖及多元共治的无缝隙应急治理网络,这也为吸纳整合应急治理所需资源提供了组织网络载

体。 常态化背景下储备最高峰值的人力资源是任何社会难以承受的,但非常态化应急治理在短

时间内对人力资源需求往往达到最高峰值。 截至 2020 年 3 月份,湖北省有 58 万余名党员干部

下沉基层,将下沉党员全部编入 45
 

469 个网格、86
 

738 个村组,筑牢社区(村)第一道防线[26]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省各地基层党组织通过机关干部下沉社区,协调与调度民警、社
区物业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开展全员排查、环境消杀、生活品代购、买米送油等服务工作[26] 。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具有韧性,在常态化背景下可充当

巨量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在非常态化情境下可在短时间内紧急动员大量人力资源参与社区应急

治理。
3. 2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增强社区应急治理定力

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 法治不仅可以规范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行为,
还可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弥补自治与德治软性约束的缺陷。 按照党内法规和《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法》规定,基层党组织在党政结构中听从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并承担具体执行工作,
因地制宜地为基层多元主体提供必要、及时的信息与资源服务。 从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中组部

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属地防控的重要责任,对此,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社区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属地职责予以明确[28] 。 因而,
在灾害发生而外部救援物资与力量尚未及时抵达时,基层党组织可通过结构性赋权,发挥其政

治权威整合各类资源迅速开展自救与互救,同时通过日常工作中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以及凭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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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资源禀赋与社会结构的熟悉优势,可运用属地管理原则快速制定出应急救援行动计划,
并通过其在结构上的嵌入,引导社区多元组织在资源可及的系统内部开展应急资源配置与应急

救援行动。
在外部应急救援力量与救援资源到达后,基层党组织可及时为统筹应急救援行动与应急物

资分配提供适宜的信息与建议。 当然,基层党组织结构性优势不仅体现在各类设施、装备与工

具上,还体现在统筹整合各类主体与物资的智力技巧与方法上。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

旨在调动社区的自主意识与自治意识,基层党组织通过群众路线积累了丰富的民心资源与社会

声望,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公共精神,使其既将社区中分散化、原子化的社会资源

聚拢起来,又将社区居民中蕴藏的朴素知识与专业技能汇总储备起来,还能拥有代表人民群众

在危急关头做出决策的能力与合法性[27] 。 事实上,基层党组织通过引领共治实现社区应急治理

从依靠程序转变为依靠公共精神驱动,而这正是基层党组织能够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核心原因

所在。
基层党组织依托组织优势可实现法治资源的可及性,为社区应急治理建构法治基础与设置

秩序底线,从而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社区法治化应急有效结合。 基层党组织从教育群

众崇法尚法、遇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理念出发,通过请乡镇公安派出所等人员进行治安

调解,请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行政调解,请乡村权威人士来进行人民调解,请有公信力的人

员处理村民纠纷,将法治嵌入基层治理之中,而这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

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28]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

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28] 。 对此,基层党组织通

过利用法治方面的资源推进法律下基层,为群众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提供行为准则,也为社

区干部依法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法律红线,推动社区应急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法治化。
3. 3　 发挥德治教化作用,提升社区应急治理内力

我国传统社会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传统与德治逻辑,在此传统与逻辑下

基于地缘、血缘等关系形成的风俗习惯、道德文化、伦理道德等成为调节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

间、群众之间的重要非正式规范,使基层社区既是道德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基层社区

也就成为居民共同生活、有共同文化信仰的熟人社会[29] 。 但由于社会流动性随着城镇化发展逐

步增强,“地缘社会”渐渐取代“熟人社会”,弱化了基层社区居民集体应对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

行动能力,此时迫切需要一种具有黏合效应的组织,使离心化的分散力量整合为社区应急治理

共同体。 基层党组织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领导与组织资源,其中民心性资源在应

对处置重大突发性事件过程中往往是决定社区应急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
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德治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情感支撑作用,将德治融合到社区居民生活

的各个角落,为基层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关键基础。 具体而言,基层党

组织通过“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和“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30] ,以制

度安排与社会网络密切党群关系,实现价值引领与行为塑造[31] ,从而培育与夯实社区群众的认

同意识、归属意识、责任意识等社区共同体意识,促进社区居民自发达成利益共识与合作对话,
引导社区居民自觉配合、积极支持,激发社区应急治理的内源动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

·58·



　 2022 年第 4 期 政党治理

急治理绩效。 截至 2020 年 3 月,湖北全省 1. 1 万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包保联系 2. 7 万个城乡社

区,北京 7 万多名干部奔赴社区,天津 137 个部委办局带领 1. 3 万多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

线[26] ,实现社区关键部位有党组织把着、关键时刻有党员顶着、关键岗位有党徽亮着[26] ,极大地

凝聚了社区居民在应急治理实践中的公共精神。
受社会分工专业化观点的影响,个体主义被认为容易弱化社会公共精神,但涂尔干提出,

“分工绝对不会引致社会的分裂与崩溃,它不同部分的功能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达

到一种平衡状态,并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32]16。 社会分工具有内在的粘合性与团结性,身处

其中的个体能嵌入更宽广的社会组织网络之中。 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通过引导

多组织之间的专业技术与能力的沟通,潜移默化地孕育了同甘共苦的集体记忆和合作情谊,巩
固了由关系密切、结构类同与文化认知等因素共同构筑的组织场域[33]191-197,触发并形成多组织

间自觉性的公共意识与集体行动的默契和规约,更是日益内化为社区的一种社会习惯。 通过塑

造蕴含公共精神激励的契约关系,基层党组织整合社区多元组织进行柔性协作,推进治理状态

有机衔接与顺利转换。
此外,在社会常识中,应急管理更多被理解为一项偏技术与实操的工作,较少甚至不涉及价

值与意识形态问题[34] ,但任何一项决策与行动都是价值选择下的反映。 重大突发事件触发治理

模式在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之间紧急转换过程中,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会因时间、资源等客观性约

束条件而面临价值选择问题,存在价值紧张甚至价值冲突问题,此时的价值选择与意识形态是

应急管理的核心性问题与关键性变量。 但基层党组织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

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导着基层党组织的一切决策与

行动。 “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价值观既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又强调一切依靠人民[34] ,也唯有这

种以共同价值而非权力为基础的领导,才能激发人民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调动社会参与

风险治理、解决共同问题、维护共同利益的自觉能动性。
3. 4　 发挥自治强基作用,激发社区应急治理活力

社区自治组织带有松散性特征,需要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重新整合主体、资源和行动。 基

层党组织可通过群众路线实现有效的基层自治[6] ,也可通过群众路线整合社区内外多方应急资

源、协调多元主体应急行动,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扰动。 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一种基本领导方

式[35] ,还是一种组织方法[5] ,在于其将党的领导建构在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之上,实现党的领导

与群众参与的有机结合[36] 。 对此,基层党组织通过“察民情、聚民心、集民智、汇民力”的群众路

线调动群众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实践[5] ,增强社区应急治理的自主性与弹韧性。 具体而言,“察民

情”即基层党员通过深入社区居民倾听民声、汇总民意、把脉民生,及时缓解突发事件所带来的

脆弱性风险;“聚民心”即基层党员通过在社区居民中积累的社会声望与政治信任,具备带领群

众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可有效缓解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焦虑与信任缺失问题;“集民智”
即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通过“入户走访、结对子”形式将蕴藏在社区居民中的朴素知识、专业知识

与信息资源进行汇总,从而压缩了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过程中汇聚信息的时空距离;“汇民力”即

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引领群众参与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公共精神,聚拢

整合分散在社区居民中的社会资源,并将其有效嵌入社区应急治理之中。
社区应急治理重视韧性建构与恢复能力塑造,而基层党组织可通过走群众路线实现社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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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基层党组织能通过统筹社区内的党员资源以撬

动与整合多方主体与多方资源,这也是统合治理的一个核心特征。 党员作为党组织有机体的细

胞而具有响应党组织号召的政治责任与政治义务,可依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召唤与工作重点及

时调整工作的强度与范围,既可以承担诸如社区志愿服务等常态化治理工作任务,又可以在上

级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社区非常态化应急治理工作之中。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山东共有 113
万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用党员的“辛苦指数”换取居民的“安全指数” [26] 。 由

于党员是党组织权威的人格化具现,具有强烈的引领示范性效应,党员可凭借身份引导,带动社

区居民、辖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等基础性工作,而且由于党员担负着

社区网格员的角色,可因其“在地化”贴近群众的优势[37]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社区居民,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群众基础。 党员身份是一

种制度化的政治身份,有助于一以贯之地做好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应急治理工作。
社区内的党员得以统筹整合的关键在于有“大党委”。 “大党委”是以社区党组织、社区辖区

内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为基础,通过贯通联动不同领域单位协同合作,实现党员的共同管理与服

务的一种制度化统筹整合方式,可及时将“共建共治共享”常态化治理状态转为“联动联防联控”
非常态化应急治理状态。 受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影响,社区与其辖区企事业单位形成双向的

“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这构成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套嵌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基础[5] ,党员

个体在社会关系与生活空间方面的重叠则是基层党组织统筹整合社区内不同单位党员的社会

基础。 社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负责本组织党员的组织管理与思想教育,强化对其人生价值实现

的持续关注,社区党组织则负责服务党员的日常生活文化,既实现对在职党员的齐抓共管,又有

助于其融入双重党组织生活之中,如此为社区内党员构建起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保障网

络。 因而,“大党委”能促进社区服务辖区单位、辖区单位积极参与社区应急治理、辖区党员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的多重互动机制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吸纳资源

支撑。
3. 5　 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打造社区应急治理动力

2020 年 2 月 19 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员作用筑牢疫情

防控第一道防线的通知》,提出要充分运用“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体系服务疫情防控工

作[38] 。 这也要求基层党组织将社区应急治理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不仅要学会收集信息与资源,
还要对各种信息的变化保持敏锐性,将信息技术优势转成基层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的优势,将
群众转为应对处置灾害风险的有效力量。 当前智慧技术在传染源确定、传播预测、远程诊断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至于信息技术引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时代已经到来[39] 。 在健康码

技术的应用中,技术公司通过健康码追踪人口流动轨迹,能够增强对人口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40] 。 例如,天津市基层网格员利用“津治通”疫情快报系统 App 精

准开展入户排查、防疫宣传、消毒防控等工作,充分发挥智慧技术在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方面的

作用[41] 。 基层党组织将现代智慧技术嵌入社区应急治理之中,有助于构建精细化与精准化的治

理手段与形式,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在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之间有机衔接与顺利转换。
现代数字技术不仅是基层党组织对政治系统中的各主体、各因素进行整合的一种治理图

式[42] ,实现数字技术平台与社区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信息整合,又可以将群众联接到社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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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治理网络之中,形成群防群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还能在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基础上更快

帮助基层党组织获取民众的诉求,通过大数据技术调配各项物资来满足民众的需求,从而极大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区应急治理能力。 智慧技术运用的背后是不断的反思学习,使基层党组织

得以不断对接动态的复杂性社会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社会信任与政治认同。
当组织内有具体明确且可衡量的目标,学习向外部环境扩散,涉及更多组织部门时,就形成了多

环交互学习模式,从而提升组织整体学习效果。
正是因为善于总结学习,面对深度不确定的灾害情况,基层党组织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策

略,不断收集前期实践的反馈信息,适当运用新方式、新方法进行决策调适,不断取得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事实上,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止,面对疫情带来的新情景与

新问题,基层党组织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策略,通过“摸”与“过”,既依据前期实践的反馈信息

动态分析疫情防控形势,又依据疫情变化形势灵活果断决策,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状态在常态与

非常态之间调适性转换。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社会脆弱性风险呈现迅速扩散蔓延的总体趋势,如何有效应对各种“黑天鹅”和“灰犀

牛”事件是对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的考验。 伴随社会治理重心的不断下沉,后疫

情时代基层社区适应性治理复杂性风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3] 。 尽管当前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愈

发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和合作治理,重视协同应急治理网络的建构与运营,注重整合与联动多元

主体和各种资源,形成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与居民个体共同应对的互通关联、快速响应的整合式

应急网络,但这种多样性的协同应急治理网络也导致了应急响应的集体行动困境。 缺乏良性的

集体行动协调机制来降低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势必制约应急响应中的协调关系、协同行动,导
致应急网络出现碎片化、孤岛化问题,难以增进社区抗逆力,进而削弱了社区在常态化治理与非

常态化应急治理之间的弹性转换能力。
处在国家治理网络末端的基层党组织的接点统合功能的积极意义此时就不断彰显。 基层

社区应急治理是一个涉及协调多元主体与整合多方资源的集体行动,富有合法性、权威性与强

大动员能力的基层党组织不仅有助于化解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还可以贯通正式与非正式应急

管理网络,在常态化治理时不断增进基层社区抗逆力,在非常态化治理时推进基层社区快速响

应与有效恢复。 对此,本研究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引入“政治”与“智治”,搭
建由基层党组织引领的“五治统合”分析框架。 基于此框架,发现基层党组织可通过政治引领凝

聚社区应急治理合力、法治保障增强社区应急治理定力、德治教化促进社区应急治理内力、自治

强基激发社区应急治理活力、智治支撑打造社区应急治理动力的“五治统合”形式,建构基层党

组织引领的、富有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
基层党组织通过其在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维度上的统合治理优势,跨越科层制的纵

横边界、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机黏合,在不同情景下有侧重地发挥不同治理角色的功能,在常态化

治理中不断增进社区韧性,在非常态化应急治理中推动社区快速响应、消解冲击与重建恢复,并
在社区治理状态转换中实现社区适应性治理变革创新。

面对超过常规性、复杂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专业化、单向度与科层制的治理体系容易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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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困境、预案困境、响应困境和价值困境[34] ,难以实现治理状态的快速转换与有效响应。 尤其

是多种风险因素交织叠加、间歇性突发事件极大考验了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也
全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有别于政府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范式,我国是

典型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范式[34] 。 在我国,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居于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通过综合运用具有先进性、民心性、制度性与物质性特征的

执政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支持、最大范围地统筹各种资源与有机协同多元主体,进而统筹

疫情防控、民生保障与经济社会秩序,而这在我国基层也只有基层党组织拥有这种综合性权威

能力,这从侧面自下而上地论证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范式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

的制度优势。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与各类突发性事件引致的灾害性后果,迫使基层不断探寻新的

治理模式。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实质反映了我国基层治理范式发生了明显转变,正从

脆弱性治理范式向韧性治理范式转变。 脆弱性治理往往秉持的是规避、抵御与控制的治理策

略,致力于化解易于观察和发现的常态性治理问题。 面对复杂性风险治理情景,韧性治理则强

调通过反思学习、变革创新与适应性治理,通过“发展-安全”同构的治理理念,运用更具包容性、
冗余度、感知力与应变力的治理手段,将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治理结合起来,对常态与非常态

问题进行适应性治理,及时改善应急治理体系以提高应急治理能力。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是一个基于价值导向、兼顾技术革新的适应性治理创新过

程。 新阶段,基层治理的对象不是单独一个或一种风险,而是彼此嵌套、相互杂糅的多种过程性

与结构性风险,更强调“公众参与”与“民主协商”。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应急治理注重内生性资

源的挖掘,强调激发社区居民的志愿性精神与自发性参与,由此整合统筹社区可兹利用的现实

与潜在资源,以响应不同的治理状态。 基层党组织通过走群众路线,充分利用以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推动“公众参与”与“民主协商”,有效察民情、齐民心、
聚民智、汇民力,充分调动社区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实现了党的领导下的群众广泛参与[36] ,
构建社区应急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

理性的兼顾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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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w,
 

promote
 

the
 

internal
 

force
 

of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through
 

moral
 

education,
 

stimulate
 

the
 

vital-
ity

 

of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through
 

strong
 

self-governance,
 

and
 

build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power
 

through
 

intellectual
 

governance
 

support,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five
 

governance”
 

and
 

“five
 

forces”,
 

and
 

shaping
 

a
 

resilient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system.
 

In
 

essence,
 

it
 

is
 

a
 

bottom
-up

 

demonstr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 centered
 

state
 

governance
 

paradigm,
 

showing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vulnerability
 

to
 

resilience
 

in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
ance

 

paradigm,
 

and
 

revealing
 

that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y
 

emergency
 

governance
 

process
 

emphasizes
 

the
 

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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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逻辑理路
———基于三个历史决议的考察

 

杨蕾歆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分析历史,辩证处理理论与实践、主流与支流以及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三个历史决议是光辉典范,彰显党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包括根本动

因、核心内容、鲜明特征等主要内容,凸显了为什么要总结历史经验、总结哪些方面的历史经验、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并

升华成为一般规律从而回到现实指导实践的逻辑理路。 三个历史决议具有共同性和继承性。 就共同性而言,三个历

史决议都在关键历史时期研判了党情、国情和世情,体现统一全党思想、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对话外部世界等价值取

向。 就继承性而言,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纠正了错误倾向、确立与维护了党的领导核心、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四个方面一以贯之于决议稿中,形成历时性、共时性、规律性相统一的有机

整体。 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在于:以自我革命精神审慎对待党的历史、立足人民立场总结历史经验、在

总结历史经验中开创未来、着眼国际格局总结历史经验、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历史经验;逻辑理路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092-14

　 　 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1]

全面、客观、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用决议稿的形式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体现了党总结历史经

验的自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

议》)彰显了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自信。 三个决议稿既是历史阶段性与历史连续性的统一,也是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开辟新的局面的光辉典范。 虽然三个历史决议

制定的时间以及它们总结的内容、解决的问题、提出的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依据的原则和拟

达到的目标具有共同性和继承性。 三个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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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遵循,总结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阐释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并把其作为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是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正确党史观的深刻凝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历史经验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 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后,学术界聚焦三个历史决议的一般

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继承性,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 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关于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论研究。 这类研究旨在

对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展开价值评判,即为什么要通过三个历史决议来总结历史经验。 现有研

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通过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实事求是地看待党

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例如,石仲泉认为,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

二个《历史决议》“对成就党的百年辉煌起了定海神针作用” [2]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2] ;吴德刚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自觉”和“历史远见” [3] ,自党

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3] ,特别是“对党的各个重大历史关头历史经验的总

结” [3] ,从而“保证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3] ;刘建军等学者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坚定理想信

念” [4]这一角度展开了论述。
二是关于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本体论研究。 这类研究旨在

对三个历史决议的核心内容展开分析,即通过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哪些方面的历史经验。 现有

研究多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和第三个《历史决议》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

方面,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 “总结历史教训” “澄清历史是非” [5] ;另一方面,
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此外,石仲泉[2] 、周良书[6] 、肖贵清[7] 、沈传宝[8] 、
高中华[9] 、汪青松[10]等学者认为,三个历史决议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新的

飞跃。
三是关于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论研究。 这类研究重在

阐明总结历史经验应该遵循的原则、正确处理的关系等问题,即三个历史决议如何总结历史经

验。 学者们一致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遵循。
杨新宾认为,三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阶段性总结与整体性思考”“正视历史与深挖根源”“总结

历史经验与推动理论创新”“促成历史共识与加强党内团结” [11] 相互统一的基本方法;骆郁廷等

学者认为,包括坚持“局部与全局相结合”“经常与集中相结合”“反思与前瞻相结合” [12]的特点;
吴德刚认为,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还包括在“应对风险挑战”“开拓创新实践”“把握

历史大势”“发扬民主”“集体学习” [3] 中展开总结;朱佳木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对待历史

问题上“更多地采用正面分析的方式” [13]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整体把握百年来三大重要历史关头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以及

对于认识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奠定一定理论基

础,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某一时间点或者某一时间段

的分析探讨,较少立足于百年党史整体视阈来开展研究。 新近研究也有涉及百年党史这一时间

维度,比如宋学勤认为,中共党史研究既要“遵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 [14] ,也要“在历史决议的

基础上前进” [14] 。 但是总体来看,有关研究成果缺乏把三个历史决议、党的百年历史、党总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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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的规律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使得现有研究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的特征。
二是在研究范式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理论阐释,缺乏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经验的路径探索、历史

梳理,使得现有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探索上不足。 三是在研究指向方面,
现有研究侧重于历史意义的探讨,缺乏三个历史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时代价值

研究,使得现有研究尚未体现回顾与前瞻的统一。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下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从

共同性来看,三个历史决议如何在关键历史时期恰逢其时地正面回应了党情、国情和世情? 二

是从继承性来看,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总结了哪些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又如何与其

他方面历史实践辩证统一于文本当中形成有机整体? 三是从规律特征来看,总结历史经验作为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如何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加完备,三个历史决议提供了哪些规律性的认

识?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本文力求梳理出三个历史决议制定的历史脉络、理论逻辑和

实践图景,把握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三个阶段,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

的规律性认识,以助力党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开拓创新。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

经验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动因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通过决议稿来总结历史经验,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指导之下,对关键历史时期党情、国情、世情的把握和回应,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

国共产党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与黑格尔历史观“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 [15]291 这一前提不同,
马克思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16]172,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16]172,而是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16]172。 同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 [16]152 相反,马克

思主义哲学强调“从人间升到天国” [16]152。 基于与唯心主义哲学完全相反的方向,马克思认为,
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16]158 这一第一个历史活动,作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16]158,给予它应有的重视。 那么,就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而言,它
的基本前提和根本条件就是站在全人类历史发展、全民族历史发展的向度,对党的历史进行正

确评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

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 [17]

2. 1　 统一全党思想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辩证法展现的形式是逻辑概念,使得辩证法神秘莫测且脱离实际。
马克思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倒了过来,让辩证法具有批判现实矛盾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创新,构建了以矛盾分析法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为无产阶级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运用矛盾分析

法来认识党内矛盾、统一全党思想。 第一个《历史决议》诞生的基础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应使干

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 [18]937,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 [18]937,另一

方面“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18]937-938。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论述清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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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问题的是与非,统一了全党思想,开创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分析历史问

题的先河。 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诞生于非常复杂的党内环境。 这一时期党内环境复杂的根

本在于两大难题: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二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功过是

非的评价问题。 这两大难题的本质都落脚于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上。 邓小平同

志从“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19]299 出发,认为“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296,确保

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指导方向。 与前两个历史决议有所不同,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制定之

际,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有别于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阶段。
因此,历经百年沧桑,第三个《历史决议》着重于深刻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凝练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而在党的本质、历史使命、行动价值上实现全党

思想的统一。 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

方法。
2. 2　 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有关国家与革命的学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打碎旧的官僚军事机器,建立真正的工

人自己的国家。 1881 年 1 月 6 日,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致信马克

思,请教“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

法措施应当是什么” [20]762 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回信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国家与革命的

学说,认为这一问题“提得不正确” [20]541,并且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

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20]541。 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掌
握历史主动。 第一个《历史决议》澄清了“左”、右倾错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强
调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规律,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重要文献的形式肯

定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大贡献,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深入分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

伟大转折,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21] 这一思想,并对适合我国情

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了总结,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初步阐释了在中国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第三个《历史决议》诞生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求全体党员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3　 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外在必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解放的实现需要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共产党是国际性的

政党。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我们党在

各个时期高度重视与外部世界其他政党、进步团体、友好人士的对话和交往。 因此,中国共产党

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政党。 最初,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和

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诞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 但是,如何正确处理

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内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是对外的一次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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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特殊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

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事实上确立了新的时代主题。 国际社会误读党内、国内主题的变

化,出现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第二个《历史

决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向外部世界表达了中国

共产党坚持真理、总结经验、修正错误的大无畏气概和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气魄。 第三个《历史

决议》诞生于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虽然中国共产党已历经百年,但是外部世界往往囿于意

识形态之困,难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贡献、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华文明

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做到了总结历史,还展望了未来,实际上向外部世

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认识以及对于开创未来的愿景。 同时,第三

个《历史决议》也作了坚持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和平发展的承诺。 可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格局、趋势和进程。

　 　 3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该书的发生学路径予以说明,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 [22]93

以及“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 [22]93,采取的是与发展过程“相反的道路” [22]93,思索和分析的起

点是“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 [22]93。 这种研究方式是把现实当作逻辑起点,从现实出发回到过

去探讨历史,从而立足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更好地把握历史的核心,实现历史与现实、过程与结果

的统一。 三个历史决议具体地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 整体把握三个决议稿,党总结

历史经验的根本遵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鲜明主线是党的历史的主流本质,具体

对象是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根本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地看待重大问题。 这是三个历史

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的共同性。 分别来看,每一个决议对内容的总结又具有差异性。 毛泽东同志

强调“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 [23]283。 邓小平同志要求最核心的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

想” [19]29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 ‘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
‘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 [24] 总之,三个决议稿对历史内容

的总结体现在凝练了不同历史时期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实践,纠正了党内的

错误倾向,确立与维护了党的领导核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四个方面。
3. 1　 凝练了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际,就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为己任,先后创造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伟大成就”,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这四大重要历史时期的鲜明主线是党的奋斗实践。
虽然前两个历史决议制定的初衷在于反思问题、汲取教训、继往开来,但辩证地看,这两个决议

稿历经反复修改最终通过的定稿都用了一定篇幅的内容肯定所处历史时期的正面经验。 第三

个《历史决议》相较而言更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总结和对执政规律的把握,本身就是

一篇气势磅礴的政治宣言。 首先,第一个《历史决议》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

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党的奋斗实践。 1944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提出了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即“不要否定一切” [25]89,甚至对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

会议这段历史,毛泽东同志认为“也不要一切否定” [25]89。 他所提出的“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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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25]89 这一思想,指导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 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第一

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

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实践。 该决议着重总结了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奋斗实践,认为“是我们

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21] ,并且从十个方面具体展开阐释,指出这一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

义制度成为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21] 。 再次,第三个《历史决议》记录了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尤其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该决议深刻总结了百年来党

在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奋斗实践和伟大成就,尤其是从十三个方面着重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用“实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

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推进了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26]这四个“伟大飞跃”高度概括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实践。
3. 2　 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

前两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上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基于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

错误倾向、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展开辩证分析,从而对历史错误予以定性和总结。 与前两个历史

决议不同,第三个《历史决议》举重若轻地带过了此前两个历史决议着重讨论的历史教训,以百

年大党的胸怀和气魄呈现继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 首先,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

到遵义会议期间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尤其深刻剖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与产

生的根本原因。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上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广大党员

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基于全党的

充足准备,第一个《历史决议》具备了总结历史教训、澄清路线是非的理论环境,因此作为整风运

动的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 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
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等问题。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进

行了客观评价,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科学评价了毛泽

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进了全党的团结。 再次,第
三个《历史决议》对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总结过的问题一笔带过,落脚于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

错误” [26]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 [26]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说明中

所言,“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

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

的” [17] 。 可见,第三个《历史决议》突破了此前党内党外对历史决议的传统认识,没有再专门评

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是在继承和坚持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

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
3. 3　 确立与维护了党的领导核心

百年来的三个历史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建设方面的鲜明特征和突

出优势。 首先,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 遵义会议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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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军事方面的主张作了肯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地

位确立的起点。 1938 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及 1943 年王稼祥撰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

想”这一概念,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

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27]73,对此前的客观事实作出原则上的确立,以党的重要文

献的形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全党的领导地位奠

定了基础。 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

伟大领袖,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领导地位,同时,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对苏

联模式的批判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凝聚全党继续发

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再次,第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党的

十九大提出“两个维护”,进一步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第三个

《历史决议》根据新时代的实践和发展,提出“两个确立”,再次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导核

心地位。
3. 4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历

史。 三个历史决议在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开创未来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不断发展。 首先,第一个《历史决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该决议在思想上清除了“左”、
右倾的错误影响,在事实上否定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指示神圣化的做法,在战略上作出了

革命彻底胜利和人民完全解放的期待,实际上正是基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对问题

的分析、对发展的前瞻,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为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

的指导思想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次,第二个《历史决议》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以及事实上创立了邓

小平理论。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强调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21] ,“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

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21]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1] ,要求“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

思想” [21] 。 这样一来,党内在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

凝聚了共识。 这个过程也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制
定和通过的时期正是邓小平理论初步发展的时期,为邓小平理论尔后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奠定

了重要基础。 再次,第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该决议明

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26]这一崭新论述形容党的指导思想,强调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新的飞跃” [26] ,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

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4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鲜明特征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绝对不相容的对立”思维在于“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28]539-540。 而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注重“是”,同时更注重“是”的成为过程和发展方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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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分析历史和发展历史的过

程,是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具体应用和不断发展的统一。 在三个决议稿中,中国共

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但在政治上、理论上、实
践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形成了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方法。

4. 1　 坚持总结历史与开创未来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是立足现在、分析过去、预判未来的结合,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

历时性统一。 三个历史决议分别对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作出时代注脚。 但三个历史决议都没

有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把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为开拓创新的重要借鉴,更是对革命、改革和

建设实践未来发展的殷切期待。 第一个《历史决议》引领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二

个《历史决议》引领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党在进

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有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制度和实践认识。 第三个《历史决议》重点论述以及着重要求全

党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这个目标在于党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效对接的理论道路和实

践之路[29] ,超越建立在资本逻辑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制度和文明。 可见,三个历史决议体现我们

党总结历史的持续性,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构建了党的历史的联系、积累和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性。
4. 2　 坚持发展理论与指导实践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有两重逻辑:一重是党的历史发展的逻辑,即事物逻辑;另一重是

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逻辑,即思维逻辑。 前一重逻辑表现出实践的发展,也就是现实的运动,后
一重逻辑表现出理论的发展,也就是思维的运动。 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思维运动不仅表现出历时

性特征,还体现出每一历史阶段对经验的总结都与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相互统一。 三个决

议稿分别再现了各自所形成的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为历史决议为什么会生成于特定历史关头作

出铺垫,表现出历史、理论、实践的统一。 尽管按照文本的制定时间,三个决议稿遵循历史发展

的次序性,但是中国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共时性结构也是三个历史决议所蕴含的内在特征,
其逻辑脉络呈现从感性到理性、从特殊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通过范畴的逻辑过程,达
到思想对现实的具体再现,即以三个决议稿为典范的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系列理论对中国社会各

个发展阶段现实的再现。 从第一个《历史决议》到第二个《历史决议》再到第三个《历史决议》,
既是党的历史发展事物逻辑的再现,也是党总结历史经验思维逻辑的体现,这个过程不断完成

“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从最初的历史实践出发,经过思维逻辑的辩证运动产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再回到历史实践中,而新的历史实践又是下一次“实践—理论—实践”循环的

新的开端,这个过程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 由此可见,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导了党的百年建

设历史当中第一个“伟大飞跃”和第二个“伟大飞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革命实践尤其是负

面教训的总结,凝练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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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导了第三个“伟大飞跃”,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建设实

践尤其是负面教训的总结,凝练成邓小平理论,指导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也

深刻影响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和第四个“伟大飞跃”。 同样地,第三个《历史决议》必将在下一个

历史决议制定之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新的理论力量。
4. 3　 坚持把握主流与厘清支流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以及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主流与支流的相互统一。 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主流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中的百年主线就是党历经了四

个历史阶段、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 但同时党的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我
们党对历史经验的认识总结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从最初神圣化共产国际决议到否定把共产国

际决议和苏联指示神圣化的教条做法,从以苏为鉴到打破苏联神话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提

出“两个凡是”到否定“两个凡是”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可以看到党的伟大事业既

有成就,也会出现失误,但关键在于不要禁锢于失误和错误中。 正因为如此,在对待党的历史

时,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纳入总结历史的研究范围,在理论、事件、人物的相互关系

和矛盾冲突当中,总结党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机制和科学规律,从而辩证地把握主流和

支流,历史地认识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成就。 具体而言,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待主流、支流的关

键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邓小平同志认为对待主流、支流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习
近平总书记认为对待主流、支流的关键在于让“失误”和“错误”与“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党

的“历史教材” [30]12。 三个历史决议也分别体现出这样对待主流和支流的思想及方法,从根本上

防范化解了党内党外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三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从探索到

自觉再到自信的全过程,既体现出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呈现百年来党主动认识历史、
评价历史、发展历史的主观能动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5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通过制定决议来总结历史经验,是党在各个时期对自身

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辩证思考,是党的宝贵经验,深刻影响未来的管党治党以及治国理政。 毛

泽东同志指出,“研究党的历史” “ 这个研究是必须的” [31]23。 邓小平同志指出, “ 要学点历

史” [19]30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 [32]7 整体掌握三个历史决议及其内在

联系,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树立大历史观,在历史长

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变幻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找到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策略。
5. 1　 以自我革命精神审慎对待党的历史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

还是得靠我们党自己” [33] 。 因此,党必须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推进自

我革命,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科学求实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 三个历史决议都体现了党毫不讳

疾忌医的勇气、自觉和自信。 这深刻启示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而我们主观上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客观对待党的失误、辩证汲取党的经验,是取得革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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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革和新时代胜利的关键。 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于革命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只是百年来

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开创阶段,却做到以大党气魄面对“左”、右倾错误曾经给全党带来的惨

痛教训,认为“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 [27]111,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

加坚强起来” [27]111。 这样一来,就为党的七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热潮奠定了较好的舆论基础,使党

的七大成为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对待历史问题的典范会议。 邓小平同志也开诚布公地承认“我们

党也犯过严重错误” [19]267,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 [19]26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34]516。 以自我革命精神审慎对待党的历

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最彻底、最先进的分子构成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利益不

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是最可靠的先进战士。
5. 2　 立足人民立场总结历史经验

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 [15]502,而新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 [15]502。 在“人类社

会”当中,劳动不仅是人类的生存手段,更是人的“类本质”的完全释放。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

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诸如“人民立场”这样的概念,却尽其一生探索了“人的解放”这一

本质问题,他们花费毕生心血探索人类的解放道路,其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从人出发,把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当作目的,价值旨归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

关人民立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百

年探索,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当作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的关键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人民

立场”在百年党史四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导向和实践指向既相互区别、又一脉相承。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在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于摆脱贫困、尽快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在于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个历史决议凝练了以上各个

历史时期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在对关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说明中强调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

机关内部的” [23]282,而且是“全党性质的” [23]282,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 [23]282,对“全党与全民负

责的” [23]282。 第二个《历史决议》诞生之前面临的思潮之多元、情况之复杂,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压力,以大党、大国的气魄拨乱反正,并且坚定“错误和挫折终究只

是一时的现象” [21] ,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锻炼” [21] ,只要全党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

地团结一致” [21] ,我们党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百年

党史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正是对百年来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深刻概括。 这

启示我们: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时刻站稳人民立

场、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标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把

尊重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统一,把实现党的崇高理想奋斗目标和为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相统一,把坚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相统一。
5. 3　 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开创未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表现出历史方向性。 唯物史观伟大之处在于马克

思、恩格斯突破了唯心主义把精神动力当作历史发展根本动因的谬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规律以及趋势,指明了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实现

路径。 列宁对此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局限于“解释过去” [35]441,而且“预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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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5]441,并且用实践来“实现未来” [35]441。 对于世界历史而言,现代化是发展方向;对于世界

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而言,实现现代化是共同目标。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三
个历史决议凝练了我们党在重大历史关头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

面教训,既有历史结论、也有历史结论推演的具体过程。 同时,三个历史决议都作出对中国未来

发展的前瞻,这种前瞻既有具体问题上的前瞻,也有思想方法上的前瞻。 例如,毛泽东同志在党

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还可能有错误” [23]296,但是“治病救人的方

针” [23]296 是不会错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要求“必须珍视一切积极成果” “在新的实践中

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21] 。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对于十条宝贵历史经验,要“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17] 。 由此可见,三个

历史决议都要求与时俱进地总结历史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发展经验、形成新的理论成

果,从而更好地对未来发展作出研判。 今后,我们党要继承和发展三个历史决议动态的、共时

的、发展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做法,既要在重大历史关头、重要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展开对历史经

验的总结以凝聚全党共识、统一全党思想、继续开拓创新,也要用新的理论指导历史实践,从而

凝练新的理论,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思维过程,不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

历史力量。
5. 4　 着眼国际格局总结历史经验

《共产党宣言》 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就给出了关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性” 的理论与逻

辑[36] ,马克思、恩格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备受压迫的现实状况以及全体人类追求解

放的内在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石,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设想和号召。 从此

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西方国际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推动建立以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国际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具有阶级性、革命性、世界性等鲜明特征,极大地推进了世

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解放。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亦深刻地影

响着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类进步与历史正确的维度,为全体人类的发展

进步贡献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制度财富和文明财富。 三个历史决议都在其各自制定的具体时

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范本,为现代化这

一目标的实现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成果,又展现了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时刻彰显大国担当。
可见,各个历史决议既有党内、国内使命,也有党际、国际使命。 当前,面对国内国际格局的深刻

变化,我们党要坚持战略自信,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以及

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准确把握国际

形势变化的规律,认清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做到在每个重大历史时期、重要历史关头,通过

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做到自力更生、发扬斗争精神、扩大对外交流,始终保持党与外部世

界直接的、良好的沟通。 更加重要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党一定能够凝

练新的奋斗实践、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完善,从而更加应该注重通

过历史决议的形式对各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作出时代注脚,向世界其他政党、国家、人民提供有别

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固有方案,引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
5. 5　 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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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一次又一次新的飞跃的

过程。 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的产生都遵循非常清晰的发生学逻辑。 就毛泽东思想而言,这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没有直接体现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文本当中,然而这一个决议稿

事实上在党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随后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以及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系统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从六个方面进一步总结了毛泽东思想,巩固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这一理论成果也没有直接体现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文本当

中,然而这一个决议稿事实上在党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首个重要理论形成的基础。 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一全新命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代主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决议的制定为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奠定重要基础。 与前两个历史决议有所区别,
虽然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制定之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党的十九大被

确立为指导思想,但是值此党成立百年之际,一份面向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的重要政治宣言,再
一次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问题中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进
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三个历史决议深刻启示我们:在未来的新征程中,
我们党要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百年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延续好、传承好党的精神财富,善
于通过历史决议对各个发展时期作出阶段性总结,着重回答好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时代怎

么办、人民怎么办等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新的赶考之路伟大实践

相互结合,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从而向人类社

会提供更加瑰丽的理论成果,让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成果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6　 结语

对历史作出总结并形成决议稿以统一全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宝贵财富。
三个历史决议整体性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历史经验、总结历史经

验、发展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行动自觉的统一。 三个历史决议继承性地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其理

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炼展示。 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适时总结党的实践经验以及不断推动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一条逻辑主线,在统一全党思想、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对话外部世界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为解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提供理论指引。 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只有牢牢把握党总结历史经验这条逻辑主线,坚持唯物史观

和正确党史观,不断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才能做到践行初心使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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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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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
———基于二元执行主体有效联动的分析

魏　 艳

(重庆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74)

摘　 要: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生命力都在于执行。 实现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关键在于通过执行将

静态的制度体系转化为动态的社会关系,在党规国法衔接基础上发挥两者相互联动、相互保障的功能,从而将国家法

律和党内法规形成法治合力,共同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格局。 从对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执行主体的调

查与访谈来看,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是其前提条件,应明确执规执法主

体职能联动的方式、优化职能联动制度;执规执法主体程序联动是其重要环节,应弥合程序缝隙,构建双向介入机制;

执规执法主体信息联动是其重要内容,应建立信息互认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执规执法主体责任联动是其重要保

障,应建构执规执法主体责任均衡互动与损害救济赔偿互抵机制。 通过这四个主要方面的有效联动,从而在实践上

推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进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关键词: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执行主体;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06-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

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
互保障的格局。” [1] 2021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

指出:“要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

成的格局。” [2]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强调的是“两者各有侧重、功能互补” [3] 。 国家法

律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党内法规则是在国家法律解决普遍性问题基础上,对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实施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予以特殊规范的基本依据。 两者规范对象

有重合、调整领域有交叉、实施结果有关联。 国家法律的严格执行是党内法规贯彻实施的必要

条件,而将严于国家法律的党规党纪挺在前面,并使之得到严格遵守执行,才能保障国家法律得

以有效实施。 “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要求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定与

实施两个层面上,将‘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基本要求落实到位” [3] 。 当前,大
部分地区加强探索实践,在制度制定与执行两个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步。 相对立规立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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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艳.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

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衔接协调的制度设置充分运行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共同发

挥在全面从严治党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的作用,还面临一些难题。 本文

基于制度执行过程中主体的职能、程序、信息、责任四要素联动理论,结合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

规二元执行主体的调查访谈,探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

　 　 1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相互关系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需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这是因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是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必然结论”,“依法执政这一重大命题的提

出进一步凸显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问题” [4] 。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注重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5] 之前,探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该问题的研究,并主要集中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

的衔接和协调的研究方面。 从实践来看,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立足于二者的衔接

和协调,而二者衔接和协调在实践中存在或面临的问题也是建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

格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1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研究回顾

研究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

的衔接和协调及其相关研究。 这是因为“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是充分发挥两者

互补作用的重要方式” [6] 。 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相辅相成以及党内法规同国

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两个问题进行梳理。
一是关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论证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

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围绕党内法规如何保障国家法律实施以及国家法律如何促进党内法规建

设与执行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学者们认为,“依法治国需要依规治党来保障”
 [3] ,“党内法规的

严格执行为相关国家法律的执行营造较好的法治氛围”,“国家法律的严格执行是党内法规得以

贯彻实施的必要条件” [7]42-43;党内法规“从领导体制、机制、方式等方面具体化、细致化宪法、法
律确立的党的领导,以有效落实宪法、法律确立的重大原则”,“通过严格的行为规则和要求,确
保全党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保障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国家法律可以以配套性规

定、转化性规定来支持、配合和保障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 [8] ;“党员领导干部在遵守、执行党内

法规过程中,树立法治思维、提升法治能力,增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备的法治素养”,“国家

法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法治氛围,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环境” [9] 。
二是关于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衔接协调的内涵与领域。 有学者认为,“‘衔接’指的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无缝对接,
‘协调’则是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同一事项作出各有侧重的规定时,内容保持一致”,“在党

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独立调整领域保持衔接,在交叉调整领域党内法规不得同国家法律冲突” [3] 。
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两者“在调整范围、制定主体、执行程序、执行标准、责任追究方面加强衔

接,在指导思想、遵循原则、规范内容、执法方式、执法信息等方面进行协同” [10] 。 其二是衔接协

调的路径。 学者们认为,应以“体系共存的相容性、价值追求的同向性、具体规范的无矛盾性和

行为指引的连贯性为基准” [11] ,做到“化解冲突的事前控制、立规立法的衔接机制、执规执法的

·701·



　 2022 年第 4 期 政党治理

联系与沟通、解决冲突的事后排除” [12] ,“实现党规自我优化,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规

自我发展、自我审查” [13] 。 其三是衔接协调的保障机制。 有学者提出,要“界分立法权限”,建立

“立法规划、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等机制” [14] ;也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冲突规避机制、
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党内法规‘先行先试’与立法转化机制” [15] 予以保障。 其四是衔接协调

的主体。 学者们认为,“党政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主体,法制工作机构承担立规立法环节衔接协调

的主要工作,党委政法委承担执规执法衔接协调的牵头责任,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协调配

合完成督规与司法环节衔接协调工作,各种协调小组发挥示范作用” [16] 。
1. 2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面临的实践难题

为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党中央逐步健全党规清理机制、完善党规制

定前置性审查机制、强化党规备案审查机制、建立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推进立规

立法衔接协调;改革纪检监察体制,纪检监察机构“合署办公、合体运行、合力监督,以党的治理

带动国家治理,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职权功能互补互促” [17] ;建立执纪执法案件移送制度、
纪检监察和司法机构的协同机制,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

领,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 [18]106,加强党政机构融合。
随着中央顶层设计的完善及落实,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定方面的冲突性、重复性逐渐减

少,基本上实现了制度层面的衔接协调。 有效执行党规国法,使抽象静态的制度体系转化为具

体动态的现实关系,是树立党规国法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

辅相成格局的关键所在。 但通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在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执行衔接协调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执规执法两种思维、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影响联动执行效能。 党政机构合署和合设

后,合署或合设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不能准确把握执规逻辑与执法逻辑的差异,以党规思维执

法或以国法思维执规,降低执规执法效能,影响协同执行的客观效能。 二是党政机构改革后的

运行依据不足增加了执纪执法成本。 党政机构融合后,一些地方和基层党的工作机关随着从事

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增多,忽略了与时俱进改进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 此外,一些地方

在合署、合设职能相近的党政机构后,这些合署、合设机构面对来自上级党政部门以及本级党委

政府等领导主体的要求时无所适从,增加了外部协调成本。 三是以纪代法或以法代纪问题仍然

存在。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拥有检举控告处理、线索处置、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审理处分、移送起诉等一整套执纪执法权力,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可能会出现以纪律处分代替法

律制裁的消极后果。 四是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权责失衡。 在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处分方面,
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事影响非党组织和党外群众利益的执规活动,造成非党组织和党外群

众权利损害的,非党组织和党外群众无法通过制度化方式获得救济。
1. 3　 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提出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这两个问题

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对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以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

相辅相成格局已达成共识。 相较而言,学界更重视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研究,这也

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只

有通过执行,才能使衔接协调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发挥相辅相成的功能,使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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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规国法执行主体是党规国法执行中的重要元素,
其行为方式和步骤不仅决定党规国法执行效果,还影响党规国法功能发挥。 在执行环节加强执

规执法主体联动,不仅可以使党规国法执行达到事半功倍效果,还能加速形成党规国法相辅相

成的实践格局。 因而从执行主体联动的维度来研究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也就十

分必要。
而从实践调查访谈来看,一些地方在贯彻落实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顶层设计中

面临一些难题,出现党规国法执行不力、以纪代法或以法代纪的问题。 究其实质,是由于执规执

法主体联动过程中职能界限不清、程序衔接不畅、信息共享延迟、权责不相匹配造成的。 但学界

目前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和延展。
因此,本文分析执规执法主体职能、程序、信息、责任四个要素的联动对于构建国家法律和

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各要素联动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
期进一步拓展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深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

研究内容,为构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格局提供理论支撑。

　 　 2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二元执行主体的职能联动

执规执法主体职能来自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赋予,均要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

必须为的原则。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各有侧重,执规执法主体相互独立,但一致的价值目

标以及中国政党政治结构为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提供了政治保证、奠定了组织基础。
2. 1　 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的主要形式

中国政党政治结构为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奠定了政治的和组织的基础。 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担负着遵守党内法规、维护党内法规权威以及执行党内法规规定的政治责任。 广义上

的国家法律执行指的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以及法律授权或委托的其他机关及公

职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国家法律的活动。 因此,各级党组织构成党内法规执

行的重要主体,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以及法律授权或委托机关则组成了广义上的执

法主体。 由各级党内法规执行主体和国家法律执行主体组织起来的组织体系相互独立并依规

依法开展执规执法工作。 然而,这两大组织体系又并非截然分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逐

步确立起了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形成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政关系之间的复合

结构” [19] ,这为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奠定了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加强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

动即执规执法主体基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规定,通过整合相近、相关职能,协同执规执法,
推动两者行动一体贯通,提高执规执法效率,避免令出多门、各行其是等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

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保障作用以及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促进功能。
党政合署是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的典型形式。 党政合署即工作性质相近或密切相关的

党政机构被整合到同一办公处所,保留党政机构的名称,设置两套领导班子,统筹党政机构人

事、后勤、党务、机关等综合事务,但对外履规履法工作则视情况共同或单独开展,对内统一指挥

调度。 党政合署不等同于宽泛的“‘一个机关,两块牌子’组织形态”,“其目的是充分发挥两种

职责作用,使其相互配合补充” [20]
 

。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是

党政合署的典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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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合设是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的又一重要形式。 党政合设即执规机构和执法机构合

并为一个机构,使用一块牌子。 党政合设又存在三种情况:第一,党的机构吸收国家机构的名称

和职能;第二,国家机构吸收党的机构名称和职能;第三,成立新的机构,履行合并前党政机构职

能。 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是党的机构吸收国家机构职能的体现,而退役军人事务部吸

收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的部分职责则是国家机构吸收党的机构部分职责的体现。
此外,也有学者将“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等党的议事协调办公

室或秘书处设在国家机构中的情况纳入党政合设中一类特殊情况” [21]
 

。 在实践中,党政合设

后,仍然对外加挂被吸收机构的牌子,如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后,对外保留国家公务员

局的牌子。
党政专项工作组是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的常用形式。 党政专项工作组是以问题为导向,

由相关执规执法机构组成,联合开展执规执法的组织形式。 党政专项工作组因其设置灵活、运
行效率高而被广泛采用,成为推进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的常用方式。 1996 年,为加强对大案

要案查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中央和地方设立了由各级党委领导,由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
察、审计等执规执法部门组成的反腐败协调小组,就是党政专项工作组的典型体现。

2. 2　 执规执法主体职能依法联动的实践优化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使“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 [22]112、相互促进,是正

确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基本遵循。 执规执法两套系统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领导活动方式、
行为活动依据、责任承担方式。 为避免出现执规执法活动混淆,党政合署、合设后的机构运行和

人员行为规则、规范依据、责任承担方式乃至问责监督形式都应有党规国法的具体规定,但是现

有党规国法大部分是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可能会造成党政合署、党政合设整体性支

撑制度匮乏问题。 实践中执规执法机构虽然实现了“人员转隶、机构挂牌等物理重组”,但是距

离产生
 

“人员融合、业务融合和职能优化的化学反应” [23] 这一党政机构融合改革愿景还有一定

差距。 因此,做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确保党政合署、党政合设以及党政

专项工作组于“法”有据,对于推进执规执法主体职能联动、协同配合,提高执规执法效能,促进

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成格局尤为重要。
首先,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应在国务院组织法、人大组织法等国家机关组织法外,制定党政机

构组织法,明确规定党政合署、党政合设以及党政专项工作组的区别、适用范围、组织形态、内部

分工、运行程序、责任制度等,保证党政合署、党政合设机构和党政专项工作组设置和运行的法

律供给。 党中央可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或制定专门党内机构组织法,进
一步明确党政合署、合设机构以及党政专项工作组内部党组织领导活动和管理工作的领域与范

围、监督问责机制等。 地方立法机关应根据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党政机构组织法,结合地方实

际,因地制宜确定地方各个层级党政合署、党政合设以及党政专项工作组的组织基本原则和适

用范围等具体事宜。 地方党委也应制定地方性党内法规,确定党政合署、党政合设和党政专项

工作组中党组织运行规则。
其次,分工合理、权责清晰,提升党政合署、合设机构运行效率。 制定的党政机构组织法和

党内机构组织法,要合理界分党政合署、合设内部机构职责权限;要确保执规执法任务的全覆

盖,避免出现无人认领的职责空白地带;要依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对象的性质,确定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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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执规执法的领域、适当分离的执规执法领域以及完全分离的执规执法领域;要始终坚持党在

党政合设、党政合署以及党政专项工作组中的领导地位,完善政治建设制度、组织人事制度,发
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依法通过国家机构实现对国家社会的治理;要
建立人员培训制度,突出政治标准,注重实践导向,采用“结对帮扶” “办案培训一体化”等形式,
加强执规执法人员学习培训、日常教育,提升执规执法人员党规国法观念,丰富党规国法知识,
增强党规国法衔接意识;针对地方探索党政合署、党政合设改革出现的多头领导问题,要确定本

级党委为领导、上级业务部门为指导的工作原则,对外根据权力和职能性质使用不同机构名称。
再次,规范党政专项工作组内部运行机制。 要制定党规国法规定党政专项工作组内部成员

单位权责分工、组织领导、交流协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成员联席会议是党政专项工作组成

员单位之间的主要交流机制;规定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应包括通报执规执法情况、交流执规执

法信息、分析执规执法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执规执法工作的宏观环境、讨论执规执法过

程中遇到的党规国法和政策问题、部署执规执法中需要成员机构协作完成的工作。

　 　 3　 推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二元执行主体的程序联动

程序是按时间先后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 执规执法程序是执规执法主体为达到一定目标,
遵循党规国法预先设定的方式或步骤,以获得确定党规国法后果的系列行为活动。 形成国家法

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的关键是要在党规国法实施层面落实衔接协调规定。 贯通执规执

法程序是党规国法实施层面有效衔接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格局

的重要环节。
3. 1　 弥合执规执法程序缝隙

“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是党内法规保障国家法律的前提,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基

本要求。 只有加强执纪执法衔接,有效贯通执纪执法程序,才能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进而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保障功能。

在实践中,执规执法衔接的制度化程序性不足为落实“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原则埋下了隐

忧。 调研发现,虽然当前通过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推进执纪执法一体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贯

通了执纪和执法过程,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阻碍执纪执法有效贯通的制度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组织可以依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处分决定和依据作出违纪决定,
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企事业单位规章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应向

党员所在单位党委或纪委抄送处分决定以及处分依据的相关材料。 在实践中,执纪机构难以从

制度化渠道获得党员违法、违规或违章处分决定,并依据相应处分决定、处分依据及时对相关党

员作出违纪处分。 此外,在缺乏明确规定以及时限要求的情况下,违法处分和违纪处分之间的

时间差扩大,容易出现违法处分已执行而违纪处分决定久久没有作出的情况。
这就需要健全执规执法结果抄送机制,弥合执规执法程序缝隙。 针对执纪执法过程中结果

抄送的制度性缝隙,需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党政机关联合发文、完善内部规章制度等形

式,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对具备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进行处分后,
需要在规定时限内向党员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构抄送处分决定及依据,由单位党

委(党组)或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内法规规定对其进行党纪处分,并将处分结果书面反馈抄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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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处分抄送机制便于执纪机构第一时间了解执法机关处理结果,掌握事实情节,及时作出党

纪处分决定,推动实现全面从严治党。 此外,处分抄送机制也有利于执纪机构依据执法机构认

定的事实,作出与政务处分、行政处分相匹配的纪律处分决定,保障纪法协调。
3. 2　 构建双向介入机制促进执纪执法精准贯通

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是贯彻落实“纪严于法”原则、用严格的党规党纪保障国家法律

的关键。 调查显示,在党员违纪违法案件调查处理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通常能够通过巡视巡

察、派驻监督、信访接待等方式率先获取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线索,介入问题调查,作出违纪

处分决定,之后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将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涉嫌违法

证据材料移交有关国家机关进行违法调查与处理。 但在实践中基于各方面原因,在缺乏有效外

部监督和主动共享涉案信息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有些纪检监察机关可能只对违纪违法党员作出

纪律处分,不将涉嫌违法犯罪证据材料移交有关国家机关。 此外,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海关法等规定涉嫌犯罪之外的其他违法案件中,一些执法人员不能精准理解和把握党

纪党规,缺乏执纪思维,常常忽视涉案人员的政治面貌,不对涉案人员违纪问题予以判断,不将

违纪线索移送执纪机关。
针对上述实践问题,可以积极探索执规执法主体提前介入对方执行过程的双向介入机制。

在双向介入机制下,执规执法机关同步介入案件查处,既可以节约党政资源、增强执行力量,还
能实现执规执法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 这可以纪检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规执法衔

接为例。 2018 年 4 月,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

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专章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理阶段提前介入

职务犯罪案件调查的程序与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相关规定也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 在

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制度已经建立并平稳运行。 根据该制度,纪检监察机

关在办理党员领导干部涉嫌其他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等互涉案件过程中,可以在不干扰纪检监

察机关办案的前提下,开放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介入审理调查程序的空间。 该制度设计实现了

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充分发挥了提前介入机制的优势。 但是,纪检机关作为执纪主

体介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办理党员涉嫌违纪违法案件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为保

障执纪执法高效协同,需要打通纪检监察机关提前介入执法程序的通道。 当前,在执规执法人

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充分依托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探索远程介入等方式,激活提前介入

的程序机能,实现执纪执法之间的精准贯通。

　 　 4　 加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二元执行主体的信息联动

信息资源是执规执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规执法两套体系虽相互独立,但又需要互通

执行信息。 两套体系之间信息传递速度越快、准确性越高,执规执法行动就越统一、结论也就更

为一致,从而更接近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目标。
4. 1　 明确执规执法主体信息互认的范围及标准

建立信息互认机制是整合执规执法资源的重要举措。 执规执法资源不仅包括维持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执行主体组织体系得以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执行过程

中社会对制度执行体系的认同感、支持感、尊崇感以及制度执行体系在社会中的威望、号召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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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等无形资源。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过程就是执行主体依据党规国法对各种信息进

行搜集、整理、归纳、选择、利用和运转的过程。 执规执法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过程也是执规

执法有形无形资源的消耗过程。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主体独立设置,执行依据自成体系,
故理论上可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所需资源予以分开。 然而,中国政党政治实践以及中国

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使得执行党内法规和执行国家法律所依托的资源均

具有公共性。 为节约公共资源,全面提升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效能,有必要构建执规执法

信息互认机制,使得执规执法主体在党规国法衔接领域,可以互相认可对方获取信息的合法合

规性,并将之作为作出执行决定的有效依据。
纪检监察与司法领域的证据互认实践为构建执规执法信息互认机制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调查取证权,规定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和职权

获得的证据可以被检察院、法院直接运用。 《刑事诉讼法》随后也进行了修订,规定监察机关依

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在纪检监察一体化情况下,该规定破除

了执纪执法机构之间的部门壁垒,实现了执规执法主体之间的证据转化、共享,避免了执法机构

重新调查取证造成的国家资源浪费,达到两套体系之间信息共享目的,节约了执规执法资源。
建立执规执法信息互认机制,可以借鉴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证据互认相关规定,明确

执规执法主体信息资料收集筛选标准、形式、具体要求等,并基于对执规执法性质差异的清醒认

识,严格界定共享信息的范围。 在实践中,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具有差异化的证

据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取证要求。 相较于职务违法和违纪案件,职务犯罪的证据要求更

为严格,而前者只需要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需要对一些细枝末节的环节进行延伸取证。
因此,在共享证据材料时,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证据收集尺度,既要保证客观全面收集证据证明

违纪违法事实,又要避免“过度”取证,更不能逾越法定职权延伸取证。
4. 2　 搭建执规执法主体共享信息平台

信息共享是规避执规执法人员主观偏好或个人好恶,实现外部监督、保证严格执规、确保公

正执法的重要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健全执规机构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

机制。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立案查处涉及党的领导干部案件,
应当向同级党委、纪委通报。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打通

执规执法机构信息壁垒,实现执纪执法机构共享信息。 然而,在实践中执规执法机构之间常受

部门壁垒的制约,缺乏共享信息的主动性,导致执规执法结果失衡、以纪代法或以法代纪等问

题。 针对这些问题,除了通过前面提出的提高执法人员的党规意识和执规能力予以改进外,还
可以通过及时共享信息、加强执规执法机构的相互监督予以解决。 此外,党纪处分与政务(行

政)处分机构之间也常因信息交流共享不畅通、不及时,导致党纪处分、政务处分以及组织处分

之间不匹配,从而违背党纪国法衔接贯通、相辅相成的要求,损害党纪国法权威。
构建执规执法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是推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主体信息互通、保证党内

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结果公正匹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重要举措。 执规执法信息共享平

台应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优势,以实现执规执法信息畅通运转和交流共享为宗旨,以执规执

法流程、执规执法决定文书公开、执规执法决定执行等内容为模块予以统筹设计。 为确保信息

高效、安全运转,执规执法主体应在规定时间内将执规执法过程、获取的信息录入信息共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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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确保信息及时互通。 此外,还应加强信息共享系统的管理,严格设置和遵守共享信息的使用

权限,防止信息泄密,确保执规执法信息传递安全可靠。

　 　 5　 强化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二元执行主体的责任联动

责任是规范有效运行的必备环节。 鉴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属性不同,违规违法承担

的责任类别也有差异。 当前,随着党政机构改革普遍展开以及党的全面领导的加强,有必要进

一步明晰执规执法主体权责边界,形成执规执法主体责任联动格局,以保障国家法律和党内法

规相辅相成实践格局的形成。
5. 1　 形成执规执法主体责任互动格局

“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其承受的

合理的负担。” [24]237 执规执法主体责任即党内法规执行主体和国家法律执行主体在执规执法活

动中,因未履行党规国法规定、违反党规国法规定以及滥用党规国法赋予的权力而应受到惩罚

或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执规执法主体责任包括违反羁束型执规执法活动中的合法性义务、自由

型执规执法活动中的合理性义务以及违法或不当执规执法活动后的赔偿和纠正义务。 执规主

体违规或执规不力,视情况承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后果,而执法主体违法或执法不力则应承担

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执法主体承担的责任与执规主体承担的责任在义务性前提、责任类型、
评价机关等方面均不相同。 此外,鉴于党规严于国法、纪在法前原则,为确保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履职履责,执规主体承担的责任相较执法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具有一定的前置性。 党内法规

和国家法律共存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两者的制定主体、调整领域存在差异,这使得执规责任

与执法责任竞合概率增大,即违规违纪行为可能同时要承担党纪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原则只有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才能将纸面规范转变为行动规则,

发挥应有的功能。 为避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执行过程中出现“以纪代法”或“以法代纪”问题,
有必要通过党纪处分警醒党员干部。 只有建立并落实严格的违规责任追究制,才能确保党员干

部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从而保障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
形成执规执法主体责任互动格局,首先需要厘清公共事务领域党政机构、党员干部执规执

法活动责任边界,构建执规执法主体责任协同建设格局。 明确各级党委、党组、领导干部以及党

员干部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达到法律追究程度,则
只需承担公共事务治理失误的执规责任。 鉴于现有违法责任体系比较健全,应进一步完善违规

责任体系,即构建起主体责任、领导责任和党员干部责任三位一体的,批评教育、组织处理和纪

律处分为基本形态的执规责任体系,“实现执规责任内部衔接” [25] 。 其次要在国家法律框架下

分解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等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执法责任,使之与执规责任实现有效衔接,
打造执规执法主体“责任系统‘闭合链’” [26] ,用系统完备的责任链督促权力行使者更加勤勉履

行公共事务治理职能。 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党规国法责任的互动机制,构建起违纪责任成为

承担其他法律责任、免除其他法律权利的依据,真正发挥党规的治党作用。
5. 2　 构建执规执法主体损害救济赔偿互抵机制

权利保护和权利损害救济是法治的基本精神。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有法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情形,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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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立执规对象权益受损救济机制,使执规主体承担对违规或不当执规活动的侵权补偿机制

是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发挥国家法律示范引领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举措。 2020 年颁

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四十五条列举了七类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应依规

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也明确规定了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

确履行保障党员权利职责,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

予以问责。 该规定是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法治精神在党规中的

运用与体现。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22]30 这句话深刻反映了党的领导对象是全面

的。 广大“非党组织和党外群众成为党的领导关系的一方主体” [27]176,
 

党内法规可以对非党组

织和党外群众的权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依据党内法规做出的领导行

为和活动也会影响非党组织和党外群众的权益。 此外,在党政合设情况下,部分党的机构事实

上可以直接对外行使行政职权和公共管理职能,并做出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行为。
 

然而,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国家

法律规定,党的组织“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不能成为诉讼被告和赔偿义务人” [28] 。 因此,当
 

党政合署、合设机构以“党的机构履行政务职能时,该行为就会出现脱离行政诉讼轨道,产生司

法救济的规制漏洞” [29] ,从而产生相对人权利损害救济受阻等问题。 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就会损害党的群众基础。

以权力属性为依据,拓展公法主体范畴,实现权责对等,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有必要摆脱形

式主义的国家权力行为识别标准,遵循权力属性原则确定公法诉讼主体资格,将以党的机构名

义实施的政务行为纳入法律监督和法律救济体系,也可以将以党的具体机构名义实施的行政行

为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即“执政党的具体组织及其成员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时,可作为法律主体

进入司法过程,成为可诉主体” [30] 。 此外,还应建立执规损害救济赔偿制度,逐步解决执规主体

公法权责平衡及衍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执规执法主体赔偿救济互抵制度,对于因执规执

法侵害相对人权益的,相对人不能因同一损害结果获得两次赔偿。

　 　 6　 结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有侧重、互为保障、相互促进。 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并与国家法律相互衔接,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是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大法治”格局的典型体现。 实现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良性互动的法治格局,
关键是要通过制度的执行,使抽象的静态制度体系转化为具体动态的现实关系。 国家法律和党

内法规的执行就是执法执规主体依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确定的职权和程序,收集、处理、运用

各类信息,贯彻实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并负有贯彻不力承担相应责任的活动。 执规执

法主体职能、程序、信息以及责任是影响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推动

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需要加强执规执法主体职能、程序、信息与责任的有

效联动,其中职能联动是前提、程序联动是关键、信息联动是核心、责任联动是保障。 “立规立

法、执规执法、督规司法、守规守法” [16]构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运行的关键环节。 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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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需要立足于不同环节各要素深入思考和系统设计两者相辅

相成、良性互动的具体路径。 唯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依
法治国对依规治党的有力支撑功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4-10-29.

[2]　 习近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J]. 求是,2022(4):4-

9.

[3]　 宋功德. 坚持依规治党[J]. 中国法学,2018(2):5-27.

[4]　 张立伟. 法治视野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3):87-90.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4-10-29.

[6]　 张文显.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J]. 政治与法律,2021(5):2-12.

[7]　 欧爱民.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8]　 孙才华,方世荣.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J]. 湖北社会科学,2015(1):5-9.

[9]　 周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J]. 红旗文稿,2022(4):12-15.

[10] 潘高峰.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同的几个基本问题[J]. 南京社会科学,2018(8):104-108.

[11] 秦前红,苏绍龙.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J]. 法律科

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5):21-30.

[12] 操申斌.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路径探讨[J]. 探索,2010(2):32-35.

[13] 陈红梅,李娟.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93-100.

[14] 周望.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J]. 理论探索,2018(1):22-31.

[15] 侯嘉斌.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实现机制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18(1):97-103.

[16] 王立峰,李洪川.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主体定位及其职责完善[J]. 探索,2021(4):96-107.

[17] 王建国,谷耿耿. 宪制改革视域下监察委属性定位的法理逻辑[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3):64-71.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9] 王浦劬,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9(9):4-24.

[20] 张力. 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标准:功能、问题与重构[J]. 政治与法律,2018(8):72-82.

[21] 黄先雄. 党政合设合署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回应[J]. 中外法学,2020(2):303-318.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3] 马怀德,林华.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N]. 人民日报,2019-10-24.

[24] 付子堂. 法理学高阶(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5] 伍华军,赵晨阳. 论党内法规责任条款及其规范设置[J]. 河南社会科学,2020(8):20-31.

[26] 朱军,杜群. 党内法规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功能协同[J]. 理论月刊,2021(10):88-99.

[27] 宋功德. 党规之治:党内法规的一般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28] 沈亚平,范文宇. 党政机关合并设立:实践价值、法律隐忧与完善路径[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4):36-42.

[29] 张洪松. 党政机构改革背景下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124-129.

[30] 王若磊.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J]. 法学研究,2016(6):17-28.

·611·



魏艳.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实践路径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Path
 

of
 

Complementing
 

the
 

State
 

Laws
 

and
 

the
 

Internal
 

CPC
 

Law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
 

Linkage
 

of
 

Binary
 

Executors

WEI
 

Yan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74,China)

Abstract:The
 

vitality
 

of
 

state
 

laws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lies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The
 

key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ity
 

of
 

state
  

laws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to
 

transform
 

static
 

institu-
tional

 

system
 

into
 

dynamic
 

so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implementa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mutual
 

linkage
 

and
 

guarantee
 

on
 

the
 

basis
 

of
 

cohension
 

between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te
 

laws,
 

and
 

so
 

as
 

to
 

form
 

the
 

joint
 

force
 

of
 

state
 

laws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pattern
 

of
 

a
 

law-based
 

countr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governing
 

CPC.
 

From
 

the
 

in-
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of
 

the
 

executors
 

of
 

sate
 

laws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ollowing
 

paths
 

should
 

be
 

followed
 

to
 

form
 

a
 

pattern
 

in
 

which
 

state
 

laws
 

and
 

inner-Party
 

regulations
 

complement
 

each
 

oth-
er.

 

Firstly,
 

as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binary
 

executors
 

is
 

the
 

precondition,
 

the
 

linkage
 

modes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legal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ensure
 

the
 

linkage
 

according
 

to
 

law.
 

Second-
ly,

 

as
 

the
 

procedure
 

linkage
 

is
 

an
 

important
 

link,
 

the
 

gap
 

of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bridged
 

and
 

a
 

two-

way
 

interven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Thirdly,
 

as
 

information
 

linkag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for-
m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inally,
 

as
 

the
 

linkag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he
 

mechanism
 

of
 

balanced
 

interac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mutual
 

compensation
 

of
 

damage
 

relief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effective
 

link-
age

 

of
 

the
 

above
 

four
 

main
 

aspects,
 

state
 

laws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can
 

be
 

promoted
 

to
 

comple-
ment

 

each
 

other
 

in
 

pract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Key

 

words:state
 

law,
 

the
 

internal
 

CPC
 

laws
 

and
 

regulations,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executors,
practice

 

path

责任编辑:王　 慧

·711·



　 2022 年第 4 期 公共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 20 个城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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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69)

摘　 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清晰识别其核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

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至关重要。 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深入揭示城

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双重维度构成,即以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为代表的主体因素和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为代表

的条件因素。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双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网络结构显现多层次互

动特点,其中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基层党政对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 因此,应进一步

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等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有效统筹整合基

层党政之外其他多方主体的治理功能,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选择。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混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18-13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指对有关社区的公共事务,由党和政府、社区自治组织、辖区单位、营
利与非营利机构、社区居民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
调互动等共同进行有效参与,以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实践活动结果。 城市社区治理

效果不同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城市社区治理成效、城市社区治理效益、城市社区治理效率等概

念。 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是指设定一个明确的治理目标,比较城市社区治理相关工作的完成程

度;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是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中有益的部分;城市社区治理效益是以投入与产

出的差值大小来衡量城市社区治理的收益程度;城市社区治理效率是指城市社区治理任务工作

的完成速度,测量的是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快慢程度。 不同概念关注的核心内容不同,影
响因素内部互动机制差异大,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作用机制剖析。 尤其是社区治理效果作为检验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
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程度。 鉴于此,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核心影响因素及

其内部作用机制,对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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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社区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
社区可持续性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硬件设施改善项目,比如社区建筑、园林规划等,
从近几年的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重心逐步转向软件层面,比如社区成员期待对社区可持续发展

影响程度的测量等[1] ;其二,社区公共服务效果的影响因素,由于城市社区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承

接载体,因此该领域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子项目类群,尤其在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领域[2] ,社
区作为公共卫生预防与防疫服务站点,承担了众多公共卫生医疗预防与干预项目,对实施成效

影响要素的探析成为及时矫正与促进绩效提升的有效手段;其三,社区公共参与效果的影响因

素,密斯(Means
 

R)等学者认为公共参与至少在五个方面可以增强社区治理效果,即获得并增强

自我人格认知、提高公共生活参与能力、理解并且表达利益诉求、宣扬自我价值认同、提升社区

社会资本等,它们构成了社区公共参与效果的评估框架[3] ;其四,社区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有

学者认为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发展社区自组织,能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4] 。 因此,居民参

与率的高低是社区有效治理与否的关键因素[5] 。
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 2000 年以来民政部发起的一系列社区治理项目行动计划,比如和谐

社区示范单位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等。 国内学者为满足城市社区治理效

果测评工具开发的迫切需要,构建了不同主题的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来探究城市社区

治理效果差异水平的影响要素[6] ,主要涉及:其一,生态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从能源资源、低
碳建筑、紧凑空间和生活环境等核心维度探讨低碳社区发展规划理论框架,实现了对社区可持

续发展理论内容维度的拓展[7] ;其二,安全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从工程学角度思考安全社区

的核心要素,基本立足点是人的生命安全,更多聚焦于影响社区居民生命质量的关键因素,例如

安全投入、地理环境、生产场所、促进项目等[8] ;其三,和谐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包含硬件条

件与软件条件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社区布局、社区环境、土地利用等,后者包括管理规范、社区参

与、社区文化等[9] ;其四,社区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多从社区治理能力结构的角度出发

来探究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10] ,包括主体要素、互动能力和社区动力,它们共同决定了社区

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11] 。
总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项目开发测评工具,缺乏从整体上考量城市社区治理

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难以全面把握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一般规律;而国内相关研究或基

于质性方法进行理论探索,或基于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无法完成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的密

切关联与交互推进。 鉴于此,本文力求突破以往理论构建或单纯依靠哲学思辨的研究方式,或
依托有限经验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导致理论构建研究深度以及代表性不足等问题,采用定性与

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力求识别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作用方向、
强度以及互动关系,清晰呈现其内在运行机理。 由此确定研究思路为:首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

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应用三级编码分析技术提炼并范畴化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子;其次,基
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研究发现,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设立影响因素

模型的相关理论假说;再次,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分析方法,探测不同影响因子对城市社区治

理效果的影响效应,包括方向、强度等,进而验证理论假设;最后,根据质性和量化分析结果提炼

基本命题,得出系统性机理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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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质性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系统由于其构成要素之间关系联结纷繁复杂,难以简洁而准确地厘清城市社

区治理效果核心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因此,设计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质性研究方案,将概念

类属、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通过细密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

对理论构建进行清晰陈述。
2. 1　 质性研究设计:扎根理论的运用

第一,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

果影响因素的核心内容与维度结构。 理论探索过程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自然浮现蕴含

在访谈文本中的意义单元,对零散存在的意义单元进行更高层次的提取,最终探索性地构建出

核心主题的理论框架。
第二,在研究样本的获取上,本研究选取理论性抽样作为主要方法,遵循强度抽样的基本原

则,抽取信息密度和强度较大的个案[12]93-97,以此满足扎根理论分析对于样本代表性的严苛要

求,确保理论构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较强的解释力。 因此,首先考虑社区治理主体覆盖的广

泛性;其次考虑社区类型的丰富性,包括老旧型社区、商业住宅型社区、单位型社区、混合型社

区;最后考虑研究样本地区分布特点,尽量兼顾不同行政区划样本,增强研究样本的总体代表

性。 从北京、天津、沈阳、吉林、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郑州、武汉、重庆等 12 个城市中,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分别抽取 2 个、2 个、8 个、3 个、2 个、2 个、3 个、2 个、2 个、2 个、2 个、2 个,共
计 32 个社区样本,其中老旧型社区 13 个、商业住宅型社区 9 个、单位型社区 4 个、混合型社区 6
个。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从四种类型社区中抽取街道党政领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共 101 人,其中对 20 人进行一对一面访,对 81 人进行 5 次焦点小组访

谈,共获得 25 个样本,满足扎根理论达到信息饱和的样本要求。
第三,在质性数据的采集上,事先跟受访者商定现场进行录音,便于访谈结束后输出文本,

直接运用 NVivo
 

12
 

Plu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形成 1
 

035 分钟的访谈录音和 10. 2
 

万字的访谈

文本,为数据分析做准备。
2. 2　 质性研究过程

理论探索阶段采用典型的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分析流程,深度挖掘访谈资料所蕴含的意义单

元,使其逐步涌现开放性编码。 在此基础上提取高层次的概念范畴,将其凝练而成主轴编码,随之

系统分析概念范畴之间潜在联结的机理脉络,进而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要素。
2. 2. 1　 开放性编码

首先,运用 NVivo
 

12
 

Plus 软件完成备用访谈资料的序号编码,用于区分不同访谈对象的资

料匹配,便于对不同访谈对象群体的分析比较。 其次,采取开放的态度阅读访谈资料。 避免事

先预设的理论假设,严格循序资料文本所呈现的言语表达,力求自然浮现访谈文本所蕴含的意

义单元。 最后,遵循“逐步编码原则”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 编码过程中围绕“城市社区

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主题,对访谈资料进行逐词逐句的意义单元深度挖掘,对自动浮现的意

义单元进行开放性编码,构成后续类属分析(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基本单元,形成 178 个

开放性编码(见表 1)。

·021·



吴子靖,张平.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表 1　 开放性编码(节选)

序号 原始资料 开放性编码

1

像我们小区,400 多户业主能达到一半参与就不错了,原因就是认为主张成立

业委会的业主有私心,担心业委会成立后把物业换成和他们有利益关联的其

他公司

社区居民参与

2

小区没有经过业主的允许引入一些商业项目,占用了小区公共空间,比如哪家

宽带接入小区,对我们业主来讲是没有选择权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进行集

体维权

小区业主维权

3
我们社区很重视党建宣传,有两位老优秀共产党员定期来讲党课,老人们很积

极,每次备课老认真了,说话精气神也足,非常有感染力
社区党建宣传

4

社区治安这块应该是综合治理这里面最重要的,真是危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社区得协助派出所来做,我们社区这几年治安这块很少出问题,小区治安状况

还是比较不错的

社区治安管理

5
我们自己就组织活动了,我是广场舞的领队,组织老年人一起跳跳广场舞,有

益身心放松,周围的广场也多,各种活动大家都挺愿意参加
社区活动开展

2. 2.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所呈现的意义单元进一步提取,对零散的意义单元进行不断的分

析比较,探索不同概念类属之间的亲疏关系,形成更高层次相关概念范畴的性质和维度[13] 。 重

新审视并且比较分析零散化的 178 个意义单元,使散落的意义单元自然呈现更高层次的 25 个概

念范畴(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

序号 主轴编码
开放性

编码数
序号 主轴编码

开放性

编码数

1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 5 14 公共财政投入水平 9

2 社区政治发展水平 23 15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

3 社区文化发展水平 3 16 社区便民服务设施 7

4 社区生态发展水平 4 17 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 4

5 社区综合治理水平 20 18 社区文化感知评价 2

6 社区居民代表状况 3 19 社区邻里和谐感知评价 4

7 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能力 15 20 社区价值认同感知评价 4

8 社区居民政治参与能力 5 21 社区服务水平感知评价 3

9 社区工作者队伍组成 16 22 政治参与水平感知评价 2

10 社区工作者专业技能资质 10 23 社区生活质量感知评价 3

11 社区书记工作能力 16 24 当前社区治理水平整体感知评价 2

12 驻区单位社区共建共治 4 25 未来社区治理水平整体期许程度 2

13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10

总计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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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系统处理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厘清核心范畴与次要范

畴之间的从属地位,为建立在范畴之上的理论构建打下基础。 在 25 个主轴编码的基础上反复

比较分析,浮现出 8 个不同概念范畴所构成的联结脉络,分别是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

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

治理居民满意度、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等 8 个树状节点(见表 3),探索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联

系,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 其中,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
区居民自治、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因素;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资源

投入、社区居民满意度是社区治理的条件因素;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是社区治理结果变量;作用

机理是社区治理主体因素与社区治理条件因素相结合得出社区治理结果变量。

表 3　 选择性编码

序号 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序号 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1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

社区经济发展水平

社区政治发展水平

社区文化发展水平

社区生态发展水平

社区综合治理水平

5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公共财政投入水平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社区便民服务设施

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

2 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居民代表状况

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能力

社区居民政治参与能力

6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社区文化感知评价

社区邻里和谐感知评价

社区价值认同感知评价

3
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

社区工作者队伍组成

社区工作者专业资质

社区书记工作能力

7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

社区服务水平感知评价

政治参与水平感知评价

社区生活质量感知评价

4
社会力量协同

社区治理

驻区单位社区共建共治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8 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

当前社区治理水平

整体感知评价

未来社区治理水平

整体期许程度

　 　 3　 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双因素假说

在质性研究阶段建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双因素(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模型,但是双

因素模型仅能够说明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可能会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究竟对城市社

区治理效果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方向和强度大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都需

要引入量化研究设计加以验证。 因此,在质性研究所构建的双因素模型基础上提出城市社区治

理效果的双因素理论假说。 在双因素理论假说中,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因素包含两个基本

维度,即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前一个因素包含 4 个影响变量,后一个因素包含 3 个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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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模型,提出包含 7 个自变量和 1 个因变量的 13 条研究假设,以验

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双因素模型是否成立。
3. 1　 假设因素 1:主体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 1:党政引领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指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14] ,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全

面健康发展。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主要是通过分配治理资源、领导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建设,
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党政引领社区治理间接正向影响城市

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 2: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居民自治是指居民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社区居民委

员会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形式的自治活动[15]8-12。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能力还较弱[16] ,
居民个体不足以直接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较大作用,往往通过加入社会组织来对社区治理产生

一定的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社区居民自治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 3: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指为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满足社

区居民服务需求,打造以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为主体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其队伍打造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高低,故提出如下假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主体因素 4: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 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是指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

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层次特有的优势,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

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场域为社会组织提供较为常态化的运作载体,社会组织在城市

社区场域内集聚共同价值认同、整合专业治理技术知识、无限激发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的

能量,故提出如下假设: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 2　 假设因素 2:条件因素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 1: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是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党和政府为推

动社区治理发展所投入财力和物力的总和,包括公共财政投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社区便民服

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以上资源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社区治理效果,故提出如下假

设:社区治理资源投入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 2: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持有的稳定心理

认同与行为倾向,较高的社区凝聚力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社区认同,能够以理性方式商讨问题的

解决方案。 为此,良好的社区治理氛围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故提出如下假设:社
区治理整体氛围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条件因素 3: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是指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对社区服

务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以及社区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满意度。 基于质性分析和已有文献,笔者认

为居民对社区生活体验的个体评价直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故提出如下假设:社区

治理居民满意度直接正向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3. 3　 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假说

为进一步探讨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内部作用机制,需要探讨核心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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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研究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以下 6 条关系假设,具体为:
互动关系 1: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从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样态来看,城

市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主要依靠党和政府,无论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还是社区社会组织办

公经费方面,都主要依靠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故提出如下假设: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互动关系 2: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基层

党政部门与社区工作者的互动较为紧密,直接影响社区工作者的来源、规模以及薪酬,故提出如

下假设: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互动关系 3: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党政部门在营造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上发挥主要作用,调动各方面参与力量打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治理氛围,故提出如下假设:党政引

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互动关系 4: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与社区居民自治。 当前我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水平

一般,社区居民自治经验不足,在开展社区居民自治活动时需要基层党政部门进行指导,同时也

需要基层党政部门为社区居民自治搭建平台[17] ,故提出如下假设: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

影响社区居民自治。
互动关系 5:社区治理整体氛围与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 良好的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有利于

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化解,获得较高的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故提出如下假设:社区治理整体氛

围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
互动关系 6:社区居民自治与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 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发现,社区居民

自治水平越高,组织开展社区活动的能力越强,越能够吸引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故提出

如下假设:社区居民自治直接正向影响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

　 　 4　 量化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关系验证

为验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假说是否成立,采用线性统计建模技术———结构方程模型

(SEM)进行假设检验,探寻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
4. 1　 量化研究设计: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量化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双因素模型中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

响效应,具体包括方向、强度、特征等内容。
4. 1. 1　 问卷编制

依据构建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设计包括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等共计 8
个维度 70 道定量分析题目的预调查问卷。 用拦截式访谈随机选取 100 名社区居民开展预调查。
通过对预调查结果的分析,结合被试反应,删除部分信度较低的题目,并对表达晦涩或有歧义的

题目进行调整和修正,得出 8 个维度 46 道定量分析题目的调查问卷,问卷信度水平超过 0. 9,通
过构建效度和效标效度检验,问卷总体质量较好。

4. 1. 2　 被试

本研究调查城市为 20 个、社区为 1
 

500 个、居民为 10
 

000 人,采取四阶段分层抽样方法。 第

·421·



吴子靖,张平.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阶段,先按照我国各地区划分(东部、中部和西部) ①进行抽取,按照人口比例抽取城市(地级

市以上)样本:东部 9 个、中部 6 个、西部 5 个。 第二阶段,在每一个地理分区中分别采用随机抽

样方法确定城市名单。 第三阶段,为抽取的城市按照人口比例匹配社区样本数量(东部 704 个、
中部 437 个、西部 359 个)和相应的城市社区居民人数(东部 4

 

693 人、中部 2
 

914 人、西部 2
 

393
人)。 第四阶段,在照顾社区类型的基础上,以方便抽样方式抽取社区和居民样本。

根据研究设计,本次调查共发放 1
 

500 份社区问卷和 10
 

000 份居民问卷,利用 SPSS
 

22. 0 软

件做重复、异常个案分析,剔除无效样本,最终得到社区问卷 1
 

089 份,有效率为 72. 6%,居民问

卷 9
 

464 份,有效率为 94. 6%,样本覆盖全国 14 个省级行政区的 20 个城市,符合多阶段分层抽

样设计原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4. 1. 3　 数据处理

把有效问卷数据录入 Excel,运用 Mplus
 

8. 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索城市社区治

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验证构建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
4. 2　 量化研究过程

本研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路径分析,将城市社区治理样本数据随机分半,一份

为 545 份,一份为 544 份,对其中的一份 545 份被试数据(测定样本模型)进行探索性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对另外一份 544 份被试数据(效度样本模型)进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城

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靠性,再以验证后的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

响因素模型为依据,利用 1
 

089 份总体样本数据进行路径系数总效应分析,探究城市社区治理效

果影响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和互动机制,为提出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建议提供依据。 应用

Mplus8. 0 软件分析数据,采用带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极大似然估计(MLR)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和模

型拟合度检验(见表 4)。

表 4　 模型拟合度指标检验

模型 X2 df X2 / df CFI TLI SRMR RMSEA

测定样本模型 2
 

160. 440 990 2. 182 0. 911 0. 902 0. 072 0. 048

效度样本模型 3
 

298. 897 990 3. 332 0. 919 0. 906 0. 062 0. 053

总数据模型 2
 

634. 281 990 2. 661 0. 924 0. 918 0. 057 0. 051

4. 2. 1　 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随机分半数据(测定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测定样本模型中(见

表 4),X2 = 2
 

160. 44,df = 990,其比值为 2. 182<5,表明量表能够很好地反映观察所得资料;CFI =

0. 911,TLI = 0. 902,均大于 0. 9,说明模型拟合良好;SRMR = 0. 072,小于 0. 08,残差很小,说明模

型拟合很好;RMSEA = 0. 048,表明测定样本模型拟合良好;总体来看,测定样本模型达到良好拟

合的水平。 此外,13 条研究假设全部得到验证,获得理论上的支持,且 P 值都达到 0. 01 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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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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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说明其效应并非由随机因素引起的,因此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假设。
4. 2. 2　 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随机分半的另一份数据(效度样本数据),探求测定样本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采

用宽松验证策略,即两样本只要维持相同的因素结构,参数无需进行任何等同设定。 由两样本

拟合指标对比可知(见表 4),两模型自由度相同,表示两个模型的界定与因素结果完全相同。 在

效度样本模型中,X2 = 3
 

298. 897,df = 990,其比值为 3. 332<5,CFI = 0. 919,TLI = 0. 906,SRMR =

0. 062,RMSEA = 0. 053,拟合指标均达到良好水平,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拟合良好,
效度样本数据可以支持该模型。 将效度样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测定样本模型相对照,可以

得出模型验证结果,13 条研究假设都通过了交叉验证,即效度样本的路径系数和测定样本的路

径系数方向保持一致,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总的来看,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经

受住了效度样本数据的考验,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完全可以用于后文的相关分析。
4. 2. 3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总效应分析

利用 1
 

089 份总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指标分析(见表 4),X2 = 2
 

634. 281,df = 990,其比值为

2. 661<5,CFI = 0. 924,TLI = 0. 918,SRMR = 0. 057,RMSEA = 0. 051,各个拟合指标均达到较好水

平。 总体来看,该模型已经达到较好的拟合水平。 13 条假设关系全部得到验证(见图 1),且 P<
0. 05,达到显著性水平。 因此,该模型能够支持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关系假设。

图 1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路径分析

此外,为深入探究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更为全面有效地指出其对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作用及影响程度,将模型路径系数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进行比较分析(见

表 5)。 第一,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排列,依次是社区

治理资源投入(0. 812) >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0. 548)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0. 414) >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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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社区治理(0. 082)。 第二,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间接效应的因素中,按照路径系数大小

排列,依次是党政引领社区治理(0. 561)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0. 396) >社区居民自治(0. 013)。
第三,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总效应分析可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0. 812)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党政引领社区治理(0. 561)、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0. 548)、社区治理整体氛围(0. 396)、社区工

作者队伍建设(0. 141)、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0. 082)分列 2 至 6 位,影响程度最小的因素是

社区居民自治(0. 013)。

表 5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系数比较

项目
党政引领

社区治理
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

社会力量协同

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

资源投入

社区治理

整体氛围

社区治理

居民满意度

直接效应 — — 0. 414 0. 082 0. 812 — 0. 548

间接效应 0. 561 0. 013 — — — 0. 396 —

总效应 0. 561 0. 013 0. 141 0. 082 0. 812 0. 396 0. 548

总效应不仅综合了各因素间的直接效应,还将间接效应融合在内,把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

响因素全部纳入,因此,本文将总效应比较得出的各个因素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程度大小

作为研究结论。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所建构的理论模型以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研究方法发现

的影响因素路径系数总效应结果,能够清晰展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理,
进而充分释义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作用机制,为提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提供政策选择。
5. 1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作用机制的释义

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刻剖析基层社区持续有效运转背

后的支撑力量,对于不断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5. 1. 1　 基层党政在多主体互动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党政引领在主体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多条路径直接或间接正向作用于其他主体,最
终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 其中,党政引领直接作用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居民

自治,说明党政部门与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密切。 此外,党政引领通过

社区居民自治间接作用于社会协同力量,但是作用强度不是很大,说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程

度一般。 除党政引领对其他主体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之外,其他各主体之间只有社区居民

自治对社会协同力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但作用强度一般,说明社区居民与社会协同力量之间

的互动关系一般。
5. 1. 2　 城市社区建设仍以硬件资源投入为主

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在条件因素中占据核心位置,且直接正向作用于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说
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比较依赖资源投入,且更为偏重于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资源投入,主要原

因在于当前居住社区还存在规模不够合理、设备不够完善、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物业服务管理覆

·721·



　 2022 年第 4 期 公共治理

盖不高等短板,距离完整的居住社区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18] 。 相较于硬件资源投入,社区治理

整体氛围和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等软件条件因素作用强度次之,且作用路径为社区治理整体氛

围通过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这一中介间接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产生影响。
5. 1. 3　 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已经形成多层次互动

多层次互动关系围绕党政主体因素与条件因素展开,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路径。 其一,党
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社区治理资源投入。 党政治理主体作为资源的重要分配者,尤其

是在公共财政资源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决定权,与社区治理资源投入联系最为

密切,通过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其二,党政引领社区治理直接正向影响

社区治理整体氛围。 党政主体通过主流价值观教育等多种手段,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治理

整体氛围,形成居民稳定的心理认同与行为倾向,以理性方式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达成较

高水平的居民满意度最终形成良好的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5. 2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的策略意蕴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场域提炼的双因素理论,能够深刻揭示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理的内

在逻辑,为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提供策略选择。
5. 2. 1　 进一步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从双因素理论的主体因素来看,进一步加强党政引领社区治理,对提高现阶段城市社区治

理效果至关重要。 为此,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使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的作用从根基上进行强化和巩固。 在此基础上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基层

社区治理体制,切实履行基层政府引领社区治理的主导职责,加强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支持

力度、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过程中给予指导规范,不断提

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还应继续加强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

的作用发挥,尤其是社区居民自治和社会协同力量,统筹整合多个主体的社区治理功能,追求城

市社区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5. 2. 2　 进一步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的资源投入力度

从双因素理论的条件因素来看,在现阶段应继续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硬件资源投入,尤其

是要加大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方面的资源投入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综合利用机制,
合理规划建设文化、体育、商业、物流等自助服务设施。 此外,要重点加强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依托已有的政务信息化平台,加快融入社区公共服务版块速度,将“一网通办”政府服务模

式应用于社区服务,实现一体化信息服务站、社区信息自助服务终端等服务平台建设,将社区公

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信息化服务平台,切实为基层社区减负[19] 。 同时,也要重视社区治理整体

氛围等软件条件水平的提高,力求城市社区治理软硬件条件共同改善与均衡发展。
5. 2. 3　 进一步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主体的治理功能

从双因素理论的主体因素和条件因素互动关系来看,除了继续加强党政引领主体因素与条

件因素的互动之外,更应加强其他主体与各条件因素的互动关系,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有效

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主体的治理功能,比如采取提升城市社区居民代表比例、创新社区

居民自我组织方式等措施,以提升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公共参与程度。 通过改善驻区单位社区

共建状况、有效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等,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治理作用,从而建立起党组织

·821·



吴子靖,张平.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治

理体系,形成治理主体因素与治理条件因素多层次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格局。
总之,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而城市

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指引着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方向。 本研究立足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场域获取的一手资料,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

理论模型,又基于全国层面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验证了该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完成了从理论构建

到实证检验的科学逻辑研究过程,为理论构建的适用性和推广性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和严谨

的机理解释,有助于夯实本土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基础,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经

验,不断丰富城市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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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ivenes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easur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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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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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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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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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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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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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mmunities.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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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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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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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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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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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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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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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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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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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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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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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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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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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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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hs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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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参与有效与有效参与
———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比较分析

杨　 莉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乡村治理有效需要村民的有效参与。 实践观察发现,促进村民参与的制度措施未必能促进村民有效参

与,即使制度保证村民能够参与有效但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参与,同时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有效,而有

的乡村村民参与无效。 运用民主立方理论,结合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参与实践呈现的形式和效

果上的差异在于:满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方面的描述性标准只能保证村民的参与有效,而要实现村民

的有效参与,还必须满足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个评价性标准。 这就解释了参与有效却无法达致有效参与的重

要原因在于评价参与有效性标准的情境性:某一或所有维度上更优的参与并不必然有利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当适合治理情境且能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即使在某一维度或所有维度上并不是更优的参与依然是有效

参与。 这说明主体性因素比制度性因素更重要。 因而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干部容纳村民参与的意愿是影响村民参与

有效性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也需要从考核制度和选任制度上激励基层干部实施参与式治理。
 

关键词: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参与有效;有效参与;治理情境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31-16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村民参与是前提,村民有效参与是保障。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深化村

民自治实践,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1] 。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及乡

村自治组织积极探索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促进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 各地在乡

村治理实践中,都注重推行“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协商参与,通过完善参与

制度、规范参与程序、强化参与激励,确保村民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并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

项有实在的发言权,力求村民的参与有效。 但在实践观察中发现,村民的参与有效并不能保证

有效参与:第一,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的参与实践形式和参与效果会出现显著差异,有的参与有

效,有的参与无效;第二,即使是参与有效,也未必能实现有效参与,即严格遵循制度规定并由村

民作主的参与并不一定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参与效果。 那么,为何村民的参与有效却无法保证有

效参与? 基于村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参与实践中的疑问,本文将利用“三治融合”发源地浙江桐

乡的实证调研资料,采用民主立方理论,对比描述相同制度中村民参与实践的形式和效果差异,
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提升村民有效参与的可行路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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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村民参与效果、促进乡村善治。

　 　 1　 村民有效参与:概念解释与分析框架

村民参与是乡村治理的必要条件,有效的村民参与不仅是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动

力[2] ,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供社会资本支持[3] 。 学界围绕何为有效参与、如何达致有效参

与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对什么样的参与才是有效参与存在争议,也未区分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
在如何促进有效参与上尚无共识。

1. 1　 “有效参与”的解释与争论

关于“有效参与”的界定存在争议。 邓大才认为参与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即不参与、参与、有
效参与和高质量参与。 其中,高质量参与和有效参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参与的质量性,
后者指参与的有效性,要实现有效参与相当困难,需要满足一系列参与条件[4] 。 由于“有效参

与”并未获得一致认可的解释,因此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它,比如阿恩斯坦( Arn-
stein)的“权力性参与” [5] 、托马斯(Thomas)的“适宜的参与” [6]11、邓大才的“深度参与” [7] 、蔡定

剑的“合作性参与” [8]15、孙柏瑛的“完全型社会参与” [9] 、许文文的“参与有效性” [10] 等。 这些不

同的界定实际上都是指在价值上更好的、更有利于提升治理效果的参与。
学界关于有效参与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参与才是更好的

参与持有不同意见。 阿恩斯坦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是关于公众参与的里程碑式研究,这一理

论根据公众掌握权力的程度将参与分为 8 个阶梯 3 个等级:1 ~ 2 阶梯的“操纵”和“治疗”属于

“不参与”,3~ 5 阶梯的“告知”“协商”“安抚”属于“象征性参与”,6 ~ 8 阶梯的“合作” “授权”和

“公民控制”属于“权力性参与”,其中“不参与”和“象征性参与”是假性参与,只有等级较高的

“权力性参与”才是真正参与,公众掌握权力越大的参与越理想。 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理论虽然

被视为公众参与研究的经典,但被批评为简单的线性参与,过分强调参与者分享权力而忽视了

其在知识和专业性上的差异[11] 。 与阿恩斯坦强调公众更多的参与不同,托马斯的“公共参与有

效决策模型”认为公众参与并非必选项,公众是否需要参与以及如何参与,要视政策质量与政策

可接受性而定:如果对公共政策质量期望或要求越高,那么对公众参与的需求就越小,而对政策

可接受性期望越高则越需要公众参与。 这两种理论产生争论的原因在于,前者从公众角度出发

强调其对权力分享的必要性,而后者则基于政府立场考量纳入公众参与对有效决策的合宜性,
关注主体不同导致参与主张上的差异。

1. 2　 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的界定与区分

国内学者关注到了不同主体的条件对村民有效参与的影响,其中最深入系统的可能是邓大

才关于农民有效参与条件和参与框架的研究。 他认为,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条件、参与制

度和参与保障五大参与要件同时满足就能实现有效参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村民参与的框架

和阶梯:政府的机会-赋能、村民的意愿-责任和村庄的规则-程序三方面八要素构成了影响村民

参与的框架,三个维度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并根据参与实践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多少将村民

参与程度划分为无参与、象征性参与、深度参与三个阶梯,得分越高参与阶梯就越高[7] 。 这一研

究基于经典理论关注到主体和制度两方面因素对参与的影响,为探究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

性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 该研究主要讨论的是参与有效的问题,指出在政府赋予村民参与机

·231·



杨莉. 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参与有效与有效参与

会、村庄提供规范的参与规则和程序、村民愿意并有能力参与的情况下,就能保证村民参与可以

影响村庄决策。
但参与有效未必就是有效参与。 实践调查发现,并不是村民参与程度越深,参与就越有效。

参与阶梯上的“深度参与”可能会因为严重的“技术依赖”消解村民参与的治理效能[12] ,设计精

妙、执行有力的村民议事会提高了治理成本,尽管人人参与却未能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真问题。
因此,需要区分村民的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有效参与的条件都满足可保证参与有效,但未必能

实现有效参与。 除满足一定的条件外,有效参与还应促进一定的功能扩展,即善治中的村民参

与要能增强广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因此,研究村民的参与有效性需要在明确参与

有效的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有利于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因素,即分析影响和

促进村民有效参与的因素。
1. 3　 有效参与影响因素及促进措施的观点与分歧

影响有效参与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制度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参与式治理

的制度设置、政治权力的下放程度、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行政管辖权的范围[13] 、参与规

则和程序等;后者包括村民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地方领导人的民主风格和治理智慧、政策“守门

人”的主观能动性[14] 、乡镇党政干部的能力素质和队伍稳定[15]等。 在制度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

中,邓大才认为二者同样重要,因为影响有效参与的三个维度缺一不可且具有“短板效应” [7] 。
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性因素更重要,如科恩和达尔强调协商程序对于协商效能的优先性[16]31,韩万

渠认为制度建设和协商机制是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决定因素[17] 。 学界共识性的观点是:影响

参与有效性最关键的两点是有能力和强动机的政府官员和公众[18] ,这两者对参与有效性的影响

超过了其他政治和经济变量上的差异。
那么,影响参与有效性的因素是否有程度差别? 制度性和主体性因素何种更重要? 对影响

参与有效性不同因素的强调,必然导致在如何促进有效参与上的不同对策:认为主体性和制度

性因素同样重要的则提倡政府、村庄、村民三管齐下;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则主张提升村民参与的

制度化程度;侧重于主体性因素的则突出主体性激励。 这就表明学界对于何为有效参与、如何

实现有效参与尚无一致意见。 有效参与研究上的分歧也难以回答乡村治理中的实践疑问:为何

参与有效无法达致有效参与? 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上的疑问,实际上源于公众参与的复杂性。
参与的实质是对权力的分享,自 20 世纪 70 年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兴起以来,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已

成共识。 公众应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却是社会参与研究的难题,因为不仅完全的国家或市

场会失灵,完全的治理也会失灵[19] 。 因此,公众参与不是简单的有无或多少的问题,对于公众参

与的定位,应结合具体的治理情境:公众参与并非政治代议制或行政专家制的替代物,而是其补

充;公众该被视为消费者、委托人还是公民,应视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治理情境而定。 这种“情境”
论出自冯雅康(Archon

 

Fung)提出的民主立方理论[20] 。 该理论提供了检视复杂治理情境中公共

参与机制的分析工具,即分析和评估参与实践的理论维度,不仅能够判断某种参与实践是否“参

与有效”,也可评估是否达到了“有效参与”。 这一理论有利于廓清“为何参与有效却无法达致有

效参与”的问题。
1. 4　 民主立方理论的分析框架

公民参与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也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前提,因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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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涌现出很多理论。 其中,民主立方理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检视实际参与形式及其贡献的分析

性框架。 这一框架从三个维度描述公共参与:谁参与、如何沟通和决策、参与对公共决策和公共

行动的影响,并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方面来评估参与效果。 三个描述维度可以界定“参

与是否有效”,三个评估标准能够评价“是否有效参与”。
在该理论中,民主立方体是一种决策的制度设计空间,由三个维度构成:谁参与、如何沟通

与决策、参与的影响。 “谁参与”根据包容性程度分为八种参与者选择方式:人人参与、开放性自

我选择、公开有针对性招募、随机挑选、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职业性利益相关者、选举出来的代

表、专职行政人员,其包容性依次降低,其中前六种选择参与主体的机制能让普通公众“在场”。
“如何沟通与决策”根据参与者的投入、知识和专注性分为六种参与方式:作为旁观者倾听、表达

偏好、发展偏好、加总和讨价还价、协商与谈判、专家决策,其参与的密集性依次提高,其中前三

种方式体现为“沟通”,后三种才是“决策”,普通公众的意见表达能被决策者采纳。 “参与的影

响”指参与能否影响公共政策或公共行动,即参与是否有效,根据权威性水平分为五种:个人的

利益、沟通影响、建议 / 咨询、合作治理、直接权威,其权威水平依次提高,其中前三种对结果无影

响,只有合作治理和直接权威是有影响的参与。 这三个维度构成一个民主立方体,根据三种维

度上的不同水平,某一参与机制模式会落在民主立方体中的特定位置,其中普通公众能在场、可
决策并有影响的参与机制,是民主立方体中“参与有效”的模式(见图 1)。

图 1　 民主立方体模型

在该理论中参与有效不等于有效参与。 在描述参与机制模式的基础上,民主立方体提供了

评价参与有效性的标准,即从参与对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贡献来评价参与效果,能同时促

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参与才是“有效参与”,并分析了如何从三个不同维度促进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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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情境。 冯雅康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参与实践案例,提出赋能型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有

效的参与模式[21]3-44。 在民主立方体中,赋能型参与式治理的参与主体是普通公众,参与方式是

协商,参与结果具有权威性,也即普通公众能在场、可决策且有影响。 它能提升效率和公平性,
也能扩大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因此是一种“有效参与”的模式。

此外,民主立方体还有助于解释“参与有效为何无法达致有效参与”的原因,因为它强调有

效性评估标准的情境性因素:某一维度上的参与特征未必能够同时满足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

性的要求,也并非某种参与特征对于促进民主价值的贡献就一定优于同一维度上的另一种。 例

如,在有效性上,普通公众的直接权力和充分协商能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利于效率的参与有时未

必能提升公平性,采用小范围的“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能提升有效性,但主体的包容性不

够。 民主立方理论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灵活的参与效果评价标准。 我国乡村幅员辽阔、资源禀赋

差异巨大、村民主体情况复杂、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各异,评价这种情况下的村民参与有效性,民
主立方理论的情境性标准也就具有适用性。

本文将采用双案例比较研究法,基于民主立方理论,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方

面对比分析浙江桐乡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村民参与,并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方面评价其

是否达到了有效参与的目的。 对同一种制度规定下的村民参与实践进行对比,通过共性和差异

性分析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参与效果的作用大小及机制,有助于解答“参与有效为何无法达致

有效参与”的实践疑问,也能为实现有效参与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本文研究所用资料来

源于肖唐镖教授课题组于 2019 年 7—8 月在全国 8 省市的 14 个县市进行的实地调查(浙江桐乡

是其中的一个)。 该课题组在每个县市选择一个乡镇作为田野调查点,在乡镇里分别选择一个

治理效果较好的行政村和一个治理效果一般的行政村进行对比研究。 对县市的调研包括对县

市级“三治融合”相关部门干部、乡镇干部、行政村干部的访谈,在每个行政村对村干部、村民代

表、普通村民等进行村情和“三治融合”访问式问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结构式访谈以及非参

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到丰富的一手调研资料,从而进行村民参与实践效果比较研究。

　 　 2　 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村民参与的效果差异

要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不仅要求村民有参与行为,还要保证其满意参

与结果,方能实现有效参与。 完善的参与制度是村民有效参与的前提,但在实践调查中发现,同
一制度设置下的村民参与,却呈现出形式和效果上的显著差异。 采用民主立方理论,描述和评

估治理典型中的村民参与实践有何差异,有利于明确参与有效性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及其差

异,区分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
2. 1　 “三治融合”案例中的村民参与制度

“三治融合”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基层治理的“桐乡经验”。 这一经验由一整套能保

证村民广泛参与的系统性制度构成,这些制度成为桐乡基层治理的规范性框架。 2018 年桐乡市

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基层治理“桐乡经验”的实施意见》这一总纲性

的文件,以及《关于深化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

团、道德评判团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深化三治融合“桐乡经验”自治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深

化三治融合“桐乡经验”法治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深化三治融合“桐乡经验”德治工作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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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四个实施方案,在全市建立和推广以“一约两会三团”为载体的“三治融合”工作。
“一约”即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两会”即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三团”即道德评判

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 其中“村规民约”由村干部根据省民政厅下发的指导性意见拟定

初稿,然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百姓议事会”是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议事机构,
在村“两委”制定公共政策、作出重大决策时,根据实际需要,通过百姓议事会进行民主协商。 百

姓议事会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构成,固定成员一般是老干部、老党员和小组长,非固定成员

是与议题利益相关的村民代表,人数为固定成员的 50%左右。 “乡贤参事会”由辖区内德高望重

的贤能人士组成,一般村里有重大项目或决策时,村“两委”会提前告知乡贤参事会成员并征求

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百事服务团”为居民提供及时便民服务,主要由本村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

人士组成。 “法律服务团”由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部

门的法制工作人员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人员组成。 “道德评判团”由村内道德模范及群众

信任的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发挥道德评议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革除陋习,促进文明和谐社会

风尚的形成。
桐乡“三治融合”工作主要是通过成立各种村民自组织的形式广泛参与到自治、法治和德治

过程中,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村庄公共决策、公共服务提供、乡村矛盾调解、乡风文明弘扬和社会

秩序维系,畅通了村民参与的渠道。 课题组进入“三治融合”最早试点村 F 村,同时选择另一个

与之进行对照的 T 村进行实地观察和访谈。 F 村当初因高铁站建设征地而面临激烈矛盾,为应

对现实矛盾而探索出新的治理思路,其典型做法是利用“一约两会三团”广泛促进村民参与“三

治融合”;而 T 村的特色则在于“三治融合”积分制,通过对村民参与“三治”的情况进行打分评

比,将积分情况与各种优惠相挂钩,并开展积分兑换活动以激励村民参与“三治融合”。 两个村

在乡村治理上有着相同的制度设计,却呈现出治理效果上的显著差异,原因何在?
2. 2　 民主立方理论中的村民参与差异

“三治融合”参与制度明确规定了村民参与的主体构成、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那么在民主

立方体中 F 村和 T 村分别处于何种位置,其村民参与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有效参与? 对此,我
们进行逐一比较分析。

第一,参与有效和参与无效:在场、决策、有影响和在场、倾听、无影响。 基于民主立方理论,
问卷中一些变量测量了村民参与实践在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这三个维度上的特征:
在“谁参与”上以“本地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本地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村
民代表的产生方式、百姓议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来测量参与主体;在“沟通和决策方式”上以

“过去一年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次数、普通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最重要三种方式、在‘三治’方面

成功参与案例的特征”来测量参与方式;在“参与的影响”上以“村里的公共事务一般由谁说了

算、集体经济立项由谁说了算、基础设施建设立项由谁说了算”来测量参与的权威。
首先,在“谁参与”上,F 村的普通村民可以被选举为代表和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

普通村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都较高,而 T 村的普通村民参与决策的机会更少,村民代表的

产生方式是小组推选而非选举,百姓议事会的成员由村“两委”而非村民代表提名,参与意愿和

参与能力都一般。 因此,在参与主体上,F 村的包容性更强,普通村民也有参与机会,而 T 村的参

与主体主要是乡村精英和村“两委”认可的村民,包容性较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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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 村和 T 村村民参与的主体

村庄 村民参与意愿 村民参与能力 村民代表产生方式 百姓议事会成员产生方式

F 村 较高 较高 小组选举 村民代表差额提名

T 村 一般 一般 小组推选 村“两委”等额建议

其次,在“沟通和决策方式”上,F 村村民有更多的机会表达意见,在村庄治理中有协商型参

与,而 T 村村民更多的是倾听式参与和表达偏好,缺乏决策型参与。 在过去一年中,F 村一共召

开了 8 次村民代表会议,而 T 村只召开了 2 次。 村民代表大会作为桐乡“五议两公开”村务决策

的决议机构,在制度设计上拥有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相较之下,T 村的村民决策组织更少地

参与村庄决策;在普通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最重要三种方式中,F 村更多的是投入型参与,而 T
村更多的是服从型参与。 普通村民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分为“遵纪守法、睦邻友好、主动参

与村庄决策、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为村庄发展出人出力、为村庄发展捐献资金和其他”七种,前
两种“遵纪守法”和“睦邻友好”属于服从型参与,后四种参与方式要求村民参与决策或者提供建

议、投入人力物力等,可称之为投入型参与。 F 村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三种最重要方式中有两种

是投入型参与,而 T 村村民则更多的是服从型参与(见表 2)。 F 村的成功案例包括百姓议事会

主持安装路灯、法律服务团参与拆违和道德评判团参与处理村民养老纠纷,T 村的成功案例是通

过乡贤参事会和道德评判团推动垃圾分类。 前者更多地依托普通村民,由百姓议事会和村民代

表协商选择供应商,由法律服务团向村“两委”建议,由道德评判团劝说村民拆违而非由村“委

会”强拆,由道德评判团劝说村民赡养母亲,参与方式更多地使用协商与谈判;后者则更多地依

托村庄行政力量和精英,T 村由村“两委”主导制定《T 村“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办法》并由村民代

表会议表决通过,由道德评判团按照垃圾分类标准对村民开展检查,根据《积分管理办法》评分,
决定实施奖励或惩罚。 T 村的积分管理办法如果是由百姓议事会或乡贤参事会等村民自组织而

非村“两委”主导制定,那么村民参与就属于决策型参与,而现有的参与更多的是倾听和表达偏

好等沟通型参与。

表 2　 F 村和 T 村村民参与的沟通和决策方式

村庄
过去一年村民代表

会议召开次数

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

最重要方式

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

第二重要方式

村民影响村庄治理的

第三重要方式

F 村 8 次 遵纪守法 建言献策 出人出力

T 村 2 次 遵纪守法 睦邻友好 建言献策

再次,在“参与的影响”上,F 村的村民参与能够影响决策,村民和村干部合作治理,而 T 村

的村民参与无法影响决策,主要是村干部决策(见表 3)。 在 F 村,无论是村庄一般公共事务,还
是村庄集体经济立项、基础设施立项等重大公共事务,都是由村民代表会议决策;而在 T 村,村
庄一般公共事务由村干部决策,而重大公共事务则由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决策。 前者的村民参与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影响村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而后者的村民参与只是象征性参与,并
未真正分享决策权,参与不具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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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F 村和 T 村村民参与的影响

村庄 村庄公共事务由谁拍板 村庄集体经济立项由谁拍板 村庄基础设施立项由谁拍板

F 村 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T 村 村“两委”联席会议 村党支部书记 村党支部书记

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个维度来看,尽管两个村在制度设置上完全相同,但实

际的村民参与形式差异显著:F 村的“两会三团”能够充分参与村庄治理,普通村民能够被选举

为代表或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在参与过程中也能够以协商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决策,
村民参与能够影响村庄决策,在民主立方体中接近赋能型参与式治理,普通村民的参与特征为:
在场、决策且有影响,参与有效;T 村的“两会三团”中百姓议事会并不活跃,普通村民很难被选

举为代表,更多的是乡贤参事会和道德评判团等精英参与,参与方式上更多的是倾听和表达偏

好,参与也很难影响决策,村庄公共事务决策权依然在村干部手中,在民主立方体中接近传统的

政府代理,普通村民的参与特征为:在场、倾听且无影响,参与无效。 这表明,同一参与制度下的

村民参与形式差异明显,F 村的村民参与有效,T 村的村民参与无效。
第二,有效参与和无效参与:合法性差异不大,公平性和有效性差异明显。 在民主立方理论

中,描述性标准只能判定村民参与是否有效,而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方面的评价性标准才

能判定是否有效参与。 并且,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具有情境性,参与维度上的某种特征对三

种评价标准的贡献并不一定同等重要,要实现三种价值也并不必然要求所有维度上的特征均为

最优。 例如,采用“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虽然公平性不够高,但很有效。 那么,在桐乡的乡

村治理实践中,F 村的村民能在场、可决策且有影响,是否达到了有效参与? 而 T 村的村民参与

无效,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公平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首先,决策的程序性是其合法性的前提保证,两个村庄都能在规范行政的基础上纳入村民

参与,因此都获得了较高的合法性。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依法自治从宏观上保证了

村庄治理在制度和程序上的规范性。 桐乡市统一实施的“五议两公开”村级事务管理工作制度,
在治理实践上为普通村民和村民代表参与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这些制度规范了村干部的工作,
降低了村务管理的随意性,提高了村务决策的合法性。 F 村和 T 村的村民公约制定都得经由村

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同时会把村里的中心工作写进村规民约,甚至出台专项公约以变成村庄

公共意志,以此来获得村民的认同与支持。 F 村高铁站建设时的征地赔款协商和集体安置都通

过百姓议事会来商议决策并推进实施,T 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办法是由乡贤参事会商议决策

并由道德评判团推进实施,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代替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决策,降低了决策失误

的风险。 因此,规范的参与制度和通畅的参与渠道提高了两个村庄决策的合法性。
其次,F 村的村民参与有助于提升治理的公平性,但 T 村的精英化参与对公平性贡献不大。

公平性主要是指决策能够体现所有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提升公平性的方法包括把决策

权从领导干部和专家手中转移给普通公众,如果能够有效实施,采用随机挑选甚至是非专业的

利益相关者在次级参与层面负责任地传达基层普通民众的呼声,不必全程协商也能提升公平

性。 从参与主体上看,F 村的党支部书记、村民代表、百姓议事会成员都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普
通村民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决策,因此决策具有较高的公平性。 而 T 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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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员推荐,街道党工委确定人选后再由党员选举产生;村民代表是村民推选而非选举产生,百
姓议事会成员是由村“两委”等额建议,然后由村民代表会议投票表决产生,其决策主体产生的

过程竞争性较低,普通村民进入决策主体的机会较少。 这种情况下普通村民的声音只能经由精

英代表传达,如果决策层面的精英代表无法切实考虑并传递普通村民尤其是弱势村民的意见,
决策就有可能忽视弱势村民的利益。 因此,从参与主体的代表性上来看,F 村更能提高决策的公

平性,而 T 村的村民参与无法充分保证决策的公平性。
再次,F 村的村民参与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和优化决策,而 T 村的村民参与并不利于降低治理

成本和优化决策。 在参与的有效性方面,普通公众因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并能跳出条条框框的限

制而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以协商性的方式参与合作治理甚至是直接的权威都可以提升参

与的有效性。 F 村在“三治融合”方面的成功案例是百姓议事会主持高铁站建设中的征地补偿

和集体安置以及日常事务中的路灯安装,普通村民能够在村庄决策及服务提供中切实发挥作

用。 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百姓议事会作为普通村民的代表组织,参与涉及村庄重大利益的

征地补偿和集体安置,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各种利益诉求,并就不同意见展开交流和讨论,最
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就降低了利益调整带来的矛盾纠纷,提高了征地和安置的效率;
而日常管理中纳入百姓议事会进行商议审核,在路灯安装中货比三家,为村庄节约了大笔资金,
提高了决策效率和服务质量。 村民代表以及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主体参与治理,消除了决

策不公或失当引发的矛盾,同时利用普通村民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制定出更符合地方实际的问

题解决方案,节约治理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效率,因此,F 村的村民参与实际上是一种合作治理,提
高了村庄治理的有效性。

相对而言,T 村的“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工作在降低治理成本和优化决策方面的有效性不

高。 T 村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工作,以网格为单位开展,奖惩采取“一户

一档案、一日一巡查、一周一反馈、一月一赋分、一季一排名、一年一评比”的模式推进。 由专职

网格员负责对每户建立档案,每天在网格内进行常态化巡查,每周将信息汇总后反馈至网格,每
月由村道德评判团对网格内的所有村民、新居民进行赋分,年底利用“村晚”对积分排名前 30 名

家庭进行颁奖,对前 10 名家庭授予“最美家庭”表彰。 T 村实行这项积分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

动员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但是这项工作主要依托于村庄行政力量而非社会力量进行,负责日常

巡查和记录的专职网格员由村“两委”聘用,对村民行为进行加减分评判的标准主要由村“两委”
而非百姓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主导制定,村民代表会议只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赋予评分规

则合法性,道德评判团负责赋予村民得分排名以权威性,村民只是被动的评判对象而非积极的

决策主体。 这种以行政力量为依托的治理方式并不能降低村庄的治理成本,而以私人利益为回

报的激励制度并未激起村民基于村庄公共利益的持续参与。 积分管理所激励的村民参与是一

种沟通性参与,更多地起到强化村民遵守村庄规则而非参与规则制定的作用。 因此,从治理成

本和合理决策方面来讲,T 村的治理有效性要低于 F 村。
采用民主立方理论对桐乡两个村庄的村民参与实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同一种制度设计下

的村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形式和效果差异:F 村的村民参与有效,普通村民能够在场、充分表达

且能影响村庄决策,这种参与有利于提高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参与效果较好;T
村的村民参与效果不理想,参与主体的包容性较低,普通村民表达意见的机会较少,且未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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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村干部手中,参与的制度化虽然提升了治理的合法性,但普通村民

决策权的缺乏影响了治理的公平性,依托于精英和行政力量的治理创新并未降低治理成本和优

化决策,村民参与在治理有效性方面的贡献较低。 总体而言,普通村民能在场、可决策、有影响

的参与优于普通村民在场、倾听、无影响的参与。 桐乡这两个村的参与实践形式和效果差异表

明,参与无效必然导致无效参与;但参与有效并不等于有效参与,只有参与能提升合法性、公平

性和有效性时,才是有效参与。

　 　 3　 治理情境中的制度和主体:村民参与效果差异的原因

基层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应有作用[22] 。 村民参与能使基层政

府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也使村民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并向政府要求正确的行动,以此提升政

府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但是,理论上的功能未必一定能出现在治理实践中。 桐乡的案例表明,
相同制度条件下,有些村民参与有效,也有些村民参与无效,参与有效的效果较好,参与无效的

效果较差。 虽然参与有效并不必然带来有效参与,但参与无效必然会导致无效参与。
3. 1　 治理情境与村民参与容纳度

根据民主立方理论,参与有效和参与无效的区别在于,普通公众的参与能否影响最终决策,
也即基层干部(包括村干部,下同)是否真正与普通公众分享决策权。 如果普通公众的参与仅仅

是沟通影响而无法影响最终决策,便属参与无效;不能反映普通公众意志的决策合法性和公平

性较低,这种情况下的公众参与没有效果,属于无效参与。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真正影响参与有

效性的,是基层干部与普通公众分享决策权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主体优先论。 主体

优先论符合中国的治理情境,也被桐乡的村民参与实践所证明。
在中国的治理情境中,维持国家模式的优先地位是治理的中国品格[23] ,而“让社会力量在

场,并对国家权力规范发挥作用,乃是我国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内大局的一个基本

制度安排” [24] 。 这就意味着,在国家主导的情境下,在影响公众参与效果的主体性因素中,政府

因素比公众因素更重要。 这是因为,在我国参与式治理实践中,国家向社会的赋权在某种程度

上是一个行政赋权的过程,公众之所以能参与,是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

采取的治理策略,因而公众的参与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25]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也在较大程度

上取决于基层政府是否接受某项公众参与行动。
实地调研资料显示,桐乡两个村的治理实践和效果差异更多地源于村干部采纳村民参与意

愿和能力的差异。 F 村作为全国典范,村干部的村庄治理行为不仅完全遵守制度标准,甚至还会

更加严格:“在 F 村,再小的工程都得先过百姓议事会的审核关,村里更换路灯灯头预算 5 万多

元,按道理讲,10 万以下的项目不用招标,但村党总支书记不敢怠慢,不仅公开招标,最终还由百

姓议事会拍板决定采用哪家。” ①而在 T 村情况却大不相同,个人能力极强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不仅带领村“两委”将村集体收入从 2013 年的 15 万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200 万元,而
且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施的“三治融合”积分管理工作得到市级政府和领导的肯定,这就奠定了

书记极高的个人威望。 尽管百姓议事会的法定协商职能包括村级集体资源处置方案,“五议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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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制度规定村民代表大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T 村的村庄集体经济

立项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拍板决定的,村庄公共事务由村“两委”联席会议拍板。 而 F 村这两项都

由村民代表会议拍板。 这就充分显示,作为村民参与制度执行者的村干部是否愿意跟普通村民

分享决策权,是参与式治理有效实施的前提。 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因素固然包括村民的参与

能力和意愿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村干部采纳村民参与的意愿和能力。
3. 2　 治理情境与村民参与有效性衡量

通过对相同制度下参与形式和效果呈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分析发现,中国乡村治理情境中影

响参与效果的条件并非同等重要,基层干部采纳参与式治理的意愿是最关键的因素。 这一发现

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一方面能解释为何相同制度情境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参与实践形式和参

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可对民主立方理论进行补充修正。 首先,民主立方理论中评估参与有效性

的标准具有情境性,某一参与维度上的最优特征并不必然能够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参与主体和方式上的完备制度能保证参与主体上的人人参与,具有最高程度的包容性,能提高

决策的合法性和公平性,但不一定能提升参与的有效性;严格的协商式参与制度能保证参与方

式上的程序性和标准化,可提升参与的合法性,但未必有利于公平性和有效性。 因此,在桐乡的

村民参与情境中,尽管是同一套参与制度,对参与式治理持不同态度的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村民参与作用的发挥。 其次,民主立方理论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个维度来

衡量参与实践的特征,但并未区分三者对有效参与重要性的优先顺序。 理论上,即使参与主体

包容性很高,能够采用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进行参与,但普通公众的理性协商如果无法影响最终

决策,那么这种参与无效,更遑论有效参与。 因此,参与有效是有效参与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从有效性方面衡量参与的价值时,该理论分别指出主体上的普通公众参与、方

式上的协商和谈判、影响上的合作治理和直接权威能够提升有效性,但并未点明在这三者之中

参与具有权威性才是影响有效性的最关键因素。 如果大量被动员起来认真协商的普通公众无

法最终影响决策,那么这种参与就有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公众要么因为参与热情受挫而不再参

与,要么出现无序参与甚至暴力参与[26] 。 冯雅康和怀特(Wright)也指出,赋能型参与式治理实

施的一个基础性背景条件即为不同参与主体在协商决策上享有基本平等的权力[21]24,如果不同

主体对决策的影响力不同,普通公众没有被“赋能”,就会导致公众参与无效。 因此,基于中国的

乡村治理情境和村民参与实践,民主立方理论应更强调“参与影响”这一维度对参与机制模式和

参与效果的决定性影响,也即基层干部是否愿意纳入普通公众参与并真正与其分享决策权,是
影响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的最重要因素。

　 　 4　 激励干部和村民:村民有效参与的达致

通过研究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参与实践,从理论上发现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并非同等重要,基层干部方面的主体性因素是影响参与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 相对于参与制度

和村民的参与意愿及能力而言,基层干部提供的参与机会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邀请哪些

村民参与,参与能否影响决策,最终主要是由村干部决定。 这一理论发现有助于指导如何从实

践上提升村民参与的效果,具体而言,应从基层干部和村民两方面着手提高参与的公平性和有

效性,更关键的是要调动基层干部容纳并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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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从考核制度和选任制度上激励干部

第一,将自上而下的指标化考核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满意度评价,以提高基层干部实施赋能

型参与式治理的积极性。 制度性激励被认为是鼓励基层干部实施参与式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可
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让基层干部意识到实施参与式治理的回报。 理论研究表明,将民众纳入决

策能够提升决策的有效性,但在技术型治理逻辑下,上级政府对乡村干部下达指标、分解任务、
量化考核,将任务完成情况与村干部待遇挂钩,这种自上而下的指标式考核使得基层干部更多

地按照上级政府要求来实施地方治理,完成任务成为首要目标,而将村民纳入决策过程进行反

复协商,必然会降低工作效率,基层干部便没有动力实施参与式治理[27]15。 如果实施参与式治理

能给基层干部带来好处,比如在乡村(社区)更受欢迎,或者能增加其再次当选的机会,那么干部

就有动力实施参与式治理。 此外,将村民对参与渠道和程序、乡村“两委”的回应性、乡村公共服

务质量等的满意度作为基层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基层干部就有更强的意愿实施赋能型参与式

治理。
第二,完善基层干部选聘机制和激励机制以选任出认可赋能型参与式治理的村干部。 大量

经验研究表明,基层干部的个体性因素对政府实施参与式治理的意愿具有直接影响。 使温岭泽

国镇决策型民主恳谈声誉鹊起的镇党委书记最开始在温峤镇实施这一创新,后因其调任到泽国

镇,便将决策型民主恳谈带到泽国镇,并引入斯坦福大学菲什金教授的“民意测验”技术而使其

更加完善。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在观念上认同赋能型参与式治理,并具备较强整合能力和行动能

力的基层干部,是村民能否真正参与治理的关键。 这就需要在基层干部选任时,尽量为那些认

同参与式治理理念,并有德行有魄力的能人(或干部)提供更多的机会。
4. 2　 从参与影响和参与能力上激励村民

第一,通过提高参与的权威性以增强村民的参与意愿,也即保证村民参与能够影响村庄公

共政策和行动。 当地村民具有上级党政干部所不具备的地方性知识,相对于外来专家也更少受

到既有决策模式的限制,能够提出切合地方实际的创新性问题解决方案。 同时,普通村民间的

信任和组织网络能够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成为社区自治的内生性资源。 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

一个重要方式即为加强村民参与和决策间的关联,也即让村民知道他们牺牲时间和精力来参与

村庄公共事务,最终会变成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决策或行动,他们才有意愿参与村庄治理。 例

如,农村环境整治中出现的沉默性对抗和应付性参与被研究者归结为环境治理未被当做日常生

活问题[28] ,但实质上是因为村民参与并不能变成影响日常生活的决策或行动。 环境整治中的资

金使用、整治方式、项目进度等都是接受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有时导致国家治理的效率逻辑与

民众生活的便利或经济逻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日常生活中“沟通理性”的缺位。 对于日

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若由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采用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制定相应规则,而非主要

由外在行政力量安排,则更容易建立起基于同意的内在生活秩序,村民才会积极参与而非袖手

旁观或消极应付。
第二,通过提供信息和协商技能培训以提高村民的参与能力。 普通村民参与不足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部分基层干部认为村民的知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等有限,尚不具备参与能力。 既有研

究的确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具备更丰富的知识和更高的参与能力,而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的普通民众会因为信息和知识不足而影响其参与效果。 但对赋能型参与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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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协商之前,向普通公众提供充分信息,并培训相应的协商技巧,普通公众也能进行

有效的协商式治理[29] 。 从实践来看,普通村民接受培训后通过收集和反馈民意,也能够成功地

参与不同层级政府、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决策[30] 。
选任并激励基层干部实施赋能型参与式治理,是村民参与有效的重要条件,是为“有影响”;

参与的权威性能激励更多村民参与,这提高了参与主体的包容性,是为“在场”;提供信息和培训

以提升村民的参与能力,有利于在参与方式上更有效地实施协商式参与,是为“决策”。 由此便

会形成普通村民自下而上的协商式参与,并保证参与能转化为公共政策和行动,这正是村民有

效参与的特征,也是乡村治理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保证。

　 　 5　 结论与讨论:从参与有效到有效参与

乡村善治的前提在于村民有效参与。 基于民主立方理论,分析相同制度下村民参与实践的

形式和效果差异,发现村民参与无效必然会导致无效参与。 这表明,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因

素并非同等重要,相对于制度性因素而言,村干部方面的主体性因素是影响普通村民参与有效

性的最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干部)愿意纳入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使得

普通村民可在场、能决策并有影响,便能实现参与有效;但参与有效不等于有效参与,只有参与

能促进治理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才是有效参与。 本研究区分了参与有效和有效参与,
强调在评估村民参与实践时,描述性标准只能保证参与有效,只有符合评价性标准的参与,才是

有效参与。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评价治理效果的理论水平和经验效度,不足之处在于对有

效参与的评估主要基于质性推演,缺乏严谨的实证测量,这也是本研究下一步的推进方向。
至于为何会出现“参与有效无法达致有效参与”,原因在于对参与有效性的评估应持一种情

境性而非线性的标准:只要参与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就是有效参与;至于普通村民采

用何种形式在场,通过何种方式决策,享有多大程度的权力,均视治理情境而定。 从参与有效到

有效参与,须注意以下三种情境性。
第一,参与主体上的情境性:普通村民参与并不必然要求普遍参与。 民主立方理论中,参与

主体的范围并不总是越广越好,有时以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作为参与主体,也能实现有效参与。
参与式治理理论建立在人人都有浓厚的参与热情的假设基础上,但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一些

人对参与缺乏兴趣。 乡村治理同样面临着参与主体不足的现实:快速城市化导致乡村“空心

化”,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庄生活的主体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相当数量的村民不具

备参与的客观条件;另外,参与本身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在时间、精力甚

至物质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即使具备参与能力,也并非人人都有参与意愿。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一些有能力、有意愿且有强烈公共责任感的人,如果能够获得村民的授权,作为非专业的利益相

关者代表普通村民参与,就村庄公共事务发挥地方性知识,进行理性协商,并能够负责任地传递

普通村民的声音,也能够实现参与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所以,面对大量劳动力外流的情况,当下

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参与并不必然以普通村民参与的人数多少作为衡量参与质量的标准。 如果

能动员那些群众基础牢固、责任心强、热心公益的乡村贤能人士切实地代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也能达到有效参与。

第二,参与影响上的情境性:有效参与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 有效参与需要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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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只有与代表制和行政管理协同运作,才能在集体决策和行动方面取得最好的运行效

果,即并非总是要求普通公众的直接权力,合作治理大多时候比普通公众直接决策更有效。 作

为有效参与模式,尽管赋能型参与式治理强调向普通公众赋能,但不是排除政府的完全自治,而
要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府进行“复制”和“重构”。 “重构”是指将负责处理具体公共事务的政府部

门重构成平等的协商性小组,而“复制”则是指这些协商小组的协商结果要依靠政府机构的权威

才能得以实施。 这就意味着,在乡村实施有效的参与式治理,其治理过程需要村民参与进行平

等协商,但协商结果的顺利实施,则依托于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即政府要拥有足够的行政、政治

和财政资源来实施参与式治理。 在这种意义上,赋能型参与式治理依然是“国家中心的” [21]22。
第三,参与方式上的情境性:参与有效能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才是有效参与。 一

些由普通村民参加并最终影响村庄公共决策的参与虽然在主体上有代表性、在程序上合规,但
在结果上不被参与者认可,这种参与不具备公平性与合法性,便不是有效参与。 能影响公共决

策的参与方式主要有三种:聚合式加总、讨价还价式谈判和理性协商。 聚合式加总是将参与者

的偏好加总形成群体决策的决策模式,其缺点是参与者的偏好形成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不
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偏好,容易出现少数人或未参与者利益受损的情况;讨价还价式谈判是决策

各方利用各自的资源和权力,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甚至会采用威胁、力量悬殊等手段力图达到

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结果,但这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往往并非公平的决策,因为权力和

资源上的结构性优势会转化为决策优势,其结果便是结构性弱势群体作出利益让步或牺牲;而
理性协商的决策方式则致力于作出参与各方都愿意接受的决策。 在协商式决策中,参与各方倾

听其他参与者的立场,并经过真正的审议和思考作出群体决策。 在考虑群体最终作出何种选择

的过程中,参与者主要通过提供其他参与者愿意接受的理由来说服他人,而非简单地以人数优

势或力量优势迫使对方接受该决策。 也即,虽然聚合式加总和讨价还价式谈判等参与方式能影

响公共决策,但决策结果往往无法令参与者信服,而理性协商式决策的核心在于参与者经过协

商后都能找到接受集体决策的理由,也就能够保证决策结果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在乡村治理实

践中,许多精心设计的严格参与程序保证普通村民能参与村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也允许质询

和讨论,但最后以投票方式作出的决策结果让协商中屡次失利者愤然离席,打击了一些普通村

民参与的积极性。 这种具有程序正义但未必具备结果正义的参与属于参与有效,但并非有效参

与。 即使协商最后仍不得不以投票的方式决策,决策过程仍应充分展现真诚和理性的精神。 如

果是理性和真诚的协商,在说理的过程中,屡次失利的事实本身就可以成为决策过程中的考量

因素,而非简单地以票数多少分胜负。 协商要求妥协,而非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的。 从

这种意义上来讲,并非制度化程度越高的参与效果就越好,参与人数的多寡、参与方式的制度化

程度、参与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应结合具体的治理情境,保证普通村民能在

场、可决策并有影响且决策结果具备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参与便是有效参与。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实现乡村治理

现代化需要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村民的有效参与。 村民参与不仅意味着行动上有参

与,也要求结果上有满意,即使有完善的参与制度、标准的参与流程和广泛的参与行动,但如果

村民对参与结果不满意,对乡村治理措施不接受,对乡村治理绩效不认同,就不是有效参与。 因

此,要实现乡村善治,不仅要在制度上下功夫,保证村民参与有效,也应注重参与情境,结合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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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资源、问题等具体情况实施赋能型参与式治理,让村民能在场、可决策且有影响,并保证

决策结果获得村民的满意和认同,方能达致有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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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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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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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justice
 

and
 

effectiven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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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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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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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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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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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depend
 

on
 

the
 

governance
 

context:
 

hig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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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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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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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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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effectiv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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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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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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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
 

and
 

can
 

promotes
 

legitimacy,
 

justice,
 

and
 

effectiveness
 

even
 

if
 

it
 

is
 

not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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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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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ll. This
 

finding
 

reveals
 

that
 

subjective
 

factor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institutional
 

factors
 

un-
der

 

Chinese
 

governance
 

context.
 

Therefore,
 

the
 

willingness
 

of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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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commodate
 

villagers
 

’
  

participa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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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
ance,the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villager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s
 

to
 

implement
 

appropriate
 

assessment
 

and
 

selection
 

measures
 

to
 

encourage
 

local
 

cadres
 

to
 

conduct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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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逻辑、约束与路径

韩柯子

(中国政法大学
 

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　 要: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

展格局的内在依托、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适应人口发展转向的现实选择。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需要客观审视当前我国县城发展存在的产业薄弱、财政自给率低、人口流失多、人地关系失衡等现实约束。

对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发展定位和不同功能承载的县城,应当综合研判、分类施策。 一方面,通过完善与事权相匹配

的县级财权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积极化解债务风险、优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等举措推进县城“事财人

地”关系优化,构筑我国县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县域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协同化、民生服务的

人本化、基层治理的自主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周期管理的系统化、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优化治理体系,助推县城

高效能治理。

关键词: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47-11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县城及县域历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空间、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定磐石。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强化县城综合服务

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1] 。 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具体措施为加快

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2] 。 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县城也是学界研究的热

点,关于县城城镇化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县城城镇化的内涵及价值方面,学者们认为县城是我国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环节,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实质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中小城镇为主要载体,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

转移,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3]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县城转移,各类生产要素诸如

资本、技术、信息等也向城镇集中[4]55-73。 县城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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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城乡发展要素、实现以城带乡、平衡区域发展的作用[5] ,强化县城城镇化有利于衔接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从整体上实现要素资源的均衡优化和有机扩散[6] 。
二是在县城城镇化的问题方面,人口、资本、政策及相关改革措施是学术界围绕县城城镇化

研究的重要方面,学者们认为县域经济的落后不仅使得资本和人才流向大中城市,而且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也丧失了工作机会,从而阻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县城城镇化进程[7] 。 有学

者通过“政策工具—政策建设场域—政策力度”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县城

发展受政策支持不够,使得县城发育畸形、功能不足、集聚效应低,也是阻碍县城发展的重要原

因[8] 。 关于影响县城城镇化因素的研究,总体围绕“人、地、钱”展开,户籍制度、农民工就地市民

化、土地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方面是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9] 。
 

三是在县城城镇化的特征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县城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全国

城镇化水平,有学者研究 2010—2019 年的数据发现,县城人口占县域人口的比重从 19. 2%提高

到 23. 1%,大幅低于总体城镇化的推进速度[10] ;第二,教育是吸引农民进城、推进县城城镇化的

重要动力,有学者认为农民进城的目的以生活与教育为主,日益普遍的县城“半工伴读”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11] ;第三,不同类型县城推进城镇化的道路不同,在县城载体说[12] 、
最佳地理单元说[13]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卫星县城、节点县城和一般县城等不同类型

的县城,并对此展开研究[14] 。
四是在县城城镇化的路径方面,总体上可概括为通过提升县城吸引力、聚集生产要素和推

进制度改革等来提高县城城镇化水平[10] 。 具体来看,提高县城人才吸引力,需要以特色产业为

支撑发展县域工业,实施差别化政策,以回流创业为途径解决人才瓶颈问题[15] ,提供就业机会和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16] 。 提高生产要素集聚,从打造人居环境、理顺产业体系、优化空间格局和统

筹城乡关系入手,推动生产资源向县城集聚[10] 。 推进制度建设保障,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

建设[17] ,发挥特色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支撑作用[3] 。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县城城镇化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内容比较丰富。 但研究立足点存在

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没有基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一背景,而在这

一全新背景下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与之前相比在逻辑动因上有较大不同;另一方面,现有研究

多数从单纯的县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研究,没有兼顾县城治理,而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

理是县城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必要将其纳入统一体进行研究,这也是本文研究

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2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逻辑动因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构建以

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既是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

必然结果,更是契合人口结构变化的现实选择。
2. 1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在依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这并不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影响的权宜之计,
而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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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方向。 以县城为核心的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深挖潜力内需、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场域,能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发挥其天然

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
一是县城及县域经济总量大,内需潜力巨大。 首先,从总量看,2020 年县及县级市 GDP 总

量接近全国的 40%,其中县城及县级市城区的 GDP 约占全国的近 1 / 4[18] 。 其次,从人口规模

看,县及县级市户籍人口约 9 亿,常住人口约 8 亿,分别占全国的约 64%、57%,其中县城和县级

市城区常住人口合计约 2. 5 亿,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 30%[19] 。 再次,从投资消费的潜力看,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县城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2 / 3 左右[18] ,在市政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

方面县城存在短板弱项,通过加强县城建设,既可以形成当期投资,拉动生产和消费,同时通过

投资改善县城软硬件环境,有助于推动创新创业和新的项目建设,产生新增就业,促进居民增收

和消费,形成乘数效应和良性循环。
二是加强县城建设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培养新市民意义重大。 县城联系城乡,是许多新

市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与地级以上城市相比,县城离农民原有生产资料和原有生活社交圈子近,
又能享受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教育医疗条件对农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种特殊的天然

载体往往使县城成为许多城市新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新移民新人生的第一个培训站。
2021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4. 7%[20] ,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

在一定差距,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看,以城镇化率达 80%估算,未来仍有 2 亿左右乡村人口进入

城镇;从市民化角度看,城镇化尚处于中期,未来还有 4 亿多乡村人口将成为市民。 因此,基于

庞大的城市化需求潜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能支撑农民就地城镇化,又能通过

城镇化激活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双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依托与回旋空间。
2. 2　 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基本遵循从城镇化到城市化,再到都市圈和城市群化的

历程。 1978—2021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17. 9%快速提升到 64. 7%,城镇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
产业和人口主要向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态势愈发明显[21] 。 全球化资源配置程度的提高推动

了城市空间和组织形态的变革,资源配置最优和多维度功能整合的城市发展规律客观上推动城

市走向集聚集群时代,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组成紧密结合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成为全球主要经

济体最具效率的城市空间形态[22]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快速向珠三

角和长三角集聚,出现持续的“孔雀东南飞”。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

放向内陆纵深推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就地转化就业的同

时,也催生了一批中小城镇,引发社会各界对城镇化的关注和探索[23] 。 20 世纪末伴随着我国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入 WTO 和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小城镇集聚和辐射能力弱、产业层次低、抗风

险能力差等问题日益显现,小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 全球化产业布局分工的

调整促使大城市形成优于小城镇的集聚效益,以大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和小城镇形成错落

有致、协同融合的产业体系和城镇体系,城市之间、城镇之间依托协作形成紧密分工而非单纯的

行政隶属关系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协同的主流方式。
总体来看,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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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城乡要素协同流动,推动不同县城分类发展,构
筑支撑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缩小地区差异与城乡差距,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3　 适应人口发展转向的现实选择

随着三孩政策效应逐步消退、城市化推进、受教育水平提升,我国总和生育率未来可能大幅

下滑至 1. 0~ 1. 2 的水平,预计“十四五”时期可能出现负增长。 从学者的已有研究来看,以较为

乐观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 8 测算,2050 年和 2100 年我国人口规模分别约为 13. 2 亿和 10. 8
亿,若以较为悲观的总和生育率 1. 0 测算,届时人口规模分别为 12. 5 亿和 5. 5 亿[24] ,均大幅低

于现有人口规模,在人口结构上更不容乐观,2020 年老年人口总数达 2. 64 亿,占总人口的

18. 7%[25] ,青年人及婴幼儿占比持续下降。 《意见》中明确提出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在
上述城市化和人口发展态势下,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中小城市将陷入人口收缩县城行列,这就要

求县城发展需要积极适应人口发展的转向。

　 　 3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约束

县城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分,同时也是直接面向基层治理的依托平台。 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离不开城乡经济要素如产业、人口、土地等的协同推进,更需要审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
3. 1　 县域产业基础薄弱,财政自给率低

与城市经济相比,县域经济具有鲜明的农村性、地域广阔性、发展不平衡性等特征。 通过对

全国 1
 

865 个县(市)观察,发现 2019 年县(市)GDP 均值为 203 亿元,其中不足 100 亿元的达到

761 个,占比 40. 1%,有 1
 

033 个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不足 50 亿元[26] 。 2019 年我国 GDP 为

99. 1 万亿元[27] ,根据《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 2
 

846 个县级行政单位[28] ,依
此简单计算,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单元的 GDP 为 348 亿元,由此可见,县域与市区相比经济实力和

产业基础支撑较为薄弱;从财政收支来看,经济增速放缓叠加房地产发展压力,地方政府尤其是

县级财政压力加大,特别是疫情防控、生态环境治理、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都需要增加刚性财政支出,对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的依赖加深,部分县城严重依赖转移

支付,财政质量问题比较突出。
上述情况使得县级财政在县城建设方面明显乏力,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县城建

设整体上更依赖自筹资金,贷款比例小。 2020 年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资

金占比 26. 8%、地方财政拨款占比 26. 0%、其他资金占比 21. 6%、国内贷款占比 5. 1%[29]86-87,从
城市来看,上述四项分别为 23. 0%、25. 5%、14. 4%和 16. 9%[29]18-19,在结构上与县城有较大差

异,尤其是在贷款占比方面,县城占比较低,比城市平均低 11. 8 个百分点。
3. 2　 部分县城已进入人口收缩行列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些中心城市、大城市在人口快速集聚和城区持续扩大的同

时,部分中小城市、边缘城市面临着不断收缩的现实。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增加

的地级行政区有 184 个,人口减少的地级行政区有 149 个[30] 。 有学者对 660 个不同类型的城市

2007—2016 年间的人口数据进行研究,将连续 3 个自然年人口负增长的定为收缩型城市,发现

有 80 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31] 。 也有学者利用夜间灯光大数据进行度量,发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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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多个县级行政单元中有 191 个处于人口持续下降状态[32] ,这些都说明我国县城的人口

收缩问题已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尤其是西部地区受自然条件制约,人口收缩的问题更为

突出。
3. 3　 部分县城土地资源错配,人地关系失衡

建设用地是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其人均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土地供应的现状和

合理程度。 “十三五”期间,我国设区市的市辖区建设用地占全国比重下降 0. 2 个百分点,年均

增速较全国低 0. 7 个百分点,人口增速较全国高 1. 1 个百分点,占全国比重增加 0. 3 个百分点①,
这说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用地集约程度越高。 县城建成区面积从 2010 年的 16

 

583 平方公

里[33]80,提高到 2020 年的 20
 

867 平方公里[29]75,增长了 25. 8%,而同期县城人口从 12
 

637 万

人[33]80 提升到 14
 

055 万人[29]76,仅增长 11. 1%,人口的增长落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导致

土地供需错配、人地关系失衡。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土地资源的统筹规划和有效管护,土地刚性需求与低效供给的矛盾

比较突出。 不同规模县城的土地供需差异较大,规模越大的县城,人口集聚趋势越强,但土地供

给相对较少;规模较小的县城,人口增长停滞或者净流出,土地供给相对过剩。 同时,农民工就

地城市化中出现“工作在县城,生活在农村”的普遍现象,加之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土地红

线约束大,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缓慢,人地分离的情况在一定时期内仍会存在。
3. 4　 公共服务设施总体发展较快,但存在结构性差距

近年来,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县域教育医疗整体水平已有较大提升,但仍

存在结构性短板。 在教育方面,县域人均教育资源总体上较市辖区充裕,但县域教师质量整体

上不如城市。 在医疗方面,2018 年县域平均每 10 万人拥有医院、医院床位、医师数量分别为 1. 7
个、300. 1 张、172. 7 人[34] ,分别为市辖区平均水平的 46%、38%、41%②,总体上仍有较大的短板。

从交通路网密度看,2020 年县城路网密度平均为 6. 9 公里 / 平方公里[29]72,相当于同期设市

区平均水平(7. 1 公里 / 平方公里[29]4 )的 97. 3%,两者较为接近。 从市政普及率看,2020 年县城

公共供水普及率 96. 7%、燃气普及率 89. 1%、排水管道密度 9. 6 公里 / 平方公里[29]72-73,从城市来

看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 99. 0%、97. 9%和 11. 1[29]4-5,总体上看,县城的公共服务与城市相比仍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给能力、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

响,不同县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也存在差异[35] 。
3. 5　 县城治理面临多重约束

从当前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县城治理体系中还存在与新型城镇化不匹配的体制性和机制

性约束,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
第一,治理手段和方式仍有较大的创新空间。 县城治理既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也

不可能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治理方

式的创新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治理效能。 相较于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和创新需求而言,县城在治理

手段和方式的转变上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一是市场化力量的运用相对不足。 在城市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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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5—2020 年)相关数据笔者加总计算所得。
根据《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对比县城数据和市辖区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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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市场主体可以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财政硬约束情况下,合
理利用社会资本,加大引入市场机制就极为重要。 二是社会化程度不高。 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

理方面,很多县城的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志愿团体等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难以有效承担城

镇化过程中政府转移出来的一些社会职能。 三是治理的精细化程度较低。 城镇公共服务质量

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不少城镇仍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治理的法治化、信息化程度不高,管理方

式也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 四是部分地区城镇化贪大求快,基层治理方式未与时俱进,尤其是

个别地区通过集中安置等方式强制农民集体上楼,把散居的农户人为变成集中居住的居民,而
农民身份和生产生活习惯仍未转变,导致一些治理上的问题。

第二,县城社区居民自我治理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功能还不够健全。 城镇的建设与管理既

离不开基层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也离不开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我服务,但总体上,县城的社区发

育仍显不足。 一是在情感认同上,县城的人际关系相对大城市更为紧密,这种准熟人社会的直

接人际交往超过了对社区的认同感,社区自治尚未成为居民的自觉行为。 二是在功能发挥上,
社区居委会渐趋行政化。 这既部分源于居委会在财务、人事等方面对基层政府的依赖,也部分

因为上级职能部门把大量行政事务下放给社区,加之街道办受人员编制、经费管理及绩效考核

等方面的多重约束,也不得已将部分管理职能向居委会延伸。 三是在居民参与上,社区层面的

参与主体以党员和老年人为主,尤其是退休党员为主,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人员结构等存在不

同程度的失衡,很多新建社区在居民自治层面也缺乏成熟的居民参与渠道和运行机制,社区对

居民诉求的回应能力和影响力也相对较弱。
第三,城镇体系“多规合一”的推进还不够深入。 早在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就

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明确要求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

推进“多规合一” [36] 。 “十四五”时期县城在发展和治理中进一步深化“多规合一”还有非常艰巨

的任务。 一是因为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在县级层面比较突出,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在纵向和横向上多规并行、复杂交错的局

面。 二是部分城市区划调整后县市之间统筹协调不足,在规划上没有很好地衔接和调整,缺乏

层级和空间上的重新整合。 三是受短视化发展思路和粗放式城镇建设的影响,往往新旧规划之

间互相矛盾,缺乏统一性,加之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压力,城市用地盲目扩张和开发,也严重影

响到其他规划的执行效果。 四是从公共资源的配置来看,一些非县政府驻地的乡镇聚集了较多

的人口和产业,已经具备了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区的形态,但基层政府的管理权能和公共资源的

配置仍然是根据镇一级的标准来确定,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既无法保障基层政府管理

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与当地民生需求有较大的差距。

　 　 4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新时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要按照《意见》明确指出的顺应县城人口流

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
态、安全需要,系统研究、审视和破解县城现实存在的产业、人口、土地、公共设施及城市治理等

方面的问题,协调好城镇化建设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37] ,因地

制宜补齐短板、补强弱项,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推进县城高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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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从发展的视角,推进县城“事财人地”关系优化,促进县城高质量发展

在城镇化传统驱动要素作用发挥逐渐减弱的情形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需要调整县级事权与财权关系,优化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培育和释放发展新动能。
第一,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县级财权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是县级政府的重

要职能,在分税制和转移支付的现有财政框架下,实现两种目标,要么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比例,
要么调整财政支出责任,以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协调平衡。 这一方面需要以县级属地实际需求为

导向,优化县级财政的职能,厘清支出责任,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在国家财政改革发展中向县级

倾斜,建立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改革转移支付机

制,针对五类不同县城的财力差距实际,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薄弱区、农产品主产

区、产业转型困难区开展差异化的财政转移支付[38] 。 同时,以流域为抓手开展生态资源价值转

化和生态补偿探索试点,完善地区间、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市场化补偿机制,实现资金、产业、人才

等全要素补偿。
第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吸引多元资本参与县城建设。 资金投入不足是大多

数县城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继续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综合考虑各类县城的发展

基础、资金需求规模、未来收益、财务收支平衡能力等,合理确定投资周期和阶段性计划,综合使

用各类政策性资金工具,最大程度发挥政府财政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对准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创新投融资模式,如利用 EOD(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生态导

向的发展)
 

“肥瘦搭配”的模式特点吸引市场化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联动投入参与县城建设。
同时,在合理控制总体负债率的基础上,利用开发性金融、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基金、专项企业债

券等工具进行融资支持,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县城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防范化解县级政府债务风险。 县城建设的合理性与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密切相

关,要制定和完善五类县城不同的分类考核政绩体系,把民生、生态环保、公众满意度等指标纳

入干部晋升评价体系。 逐步降低县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严防炒作房地产。 制定逐步降

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实施总量和结构双控,优化债务负面清单,加强新增债务项目

论证可行性审查。
第四,以城乡土地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为导向深化土地改革。 土地是最宝贵的资

源之一,从整体上看,我国耕地潜力和用地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耕地可开发潜力主要在西部,
而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主要在东部和中部,土地市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障碍,耕地占补平衡、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在不同区域内流动存在制度性约束。 一是打破不同城市主

体绝对均衡发展的桎梏,加快推进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城市加大建设

用地供给,反之则减少土地供给,并通过市场交易机制使退出建设用地的地区获得资金支持,使
建设用地不足的地区获得相对足够的土地供应。 二是放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限制,构建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大市场,优化土地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空间配置。 三是进

一步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完善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后的土地退出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

原有土地收益,使农民进城无后顾之忧。
4. 2　 从治理的视角,优化治理体系,助推县城高效能治理

“十四五”时期的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强调从增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向,这也意味着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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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需要不断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以高效能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
第一,强化党建引领,促进县域治理的协同化。 加强党的领导是统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核心原则。 一是加强党委的统一协调,在省、市、县各个层级统一思想、
统筹规划,在纵向关系上努力避免省—市体制和省—县体制并立后形成新的二元格局。 二是发

挥党在县城各职能部门间的领导核心作用,避免城镇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在
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产业布局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突破碎片化的体制障碍,形成相互匹配和协同

发展的合力优势。 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强化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发挥党员

在基层治理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整合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力量,激发基层治

理的活力。
第二,以民生服务为抓手,回归城镇治理的人本化。 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农村和城镇居民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保障民生既是检验新型城

镇化成效的主要内容,也是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抓手。 一要转变观念,城镇化的资源投入标准

要围绕人的发展需求而非行政层级建制约束,对于实力强的县城、超大镇,要加大公共服务的资

源投入,使之与人口及经济规模相匹配,既要防范一哄而上的“假性城市化”,也要避免权责不符

的“小马拉大车”。 二要继续加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县城和乡镇与群众接触较为频

繁,诸多工作均直接服务群众,要通过对基层部门的便民化、亲民化改造,努力践行以人为本。
三要丰富城镇居民的利益表达途径和参与机制,充分了解真实的民生需求,及时化解城镇化发

展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不断弥补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
第三,以赋能街镇为动力,提升城镇治理的自主化。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街道和乡镇

的延伸,主动为街镇赋权增能,提升街道和乡镇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而非传统意义上

政府职能部门的末端延伸和政策执行的工具化载体。 一是实现资源服务与事权相匹配,在街道

和乡镇完善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事项,实行“一站式服务”,争取简单事

项村社办理、复杂事项街镇解决。 二是借鉴推广一些地方探索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告”“网格化

办理、组团式服务”等改革创新经验[39] ,推动资源服务下沉,强化事权和激励保障,推进基层减

负,提高乡镇(街道)的治理效率。 三是在法律法规方面适当进行调整修订,对于一些规模较大

的街镇,可以赋予其在财政统筹、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并在街道

体制和乡镇体制的融合转化上予以更多的法律保障。
第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路径,推动县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

农村人口进入县城居住,角色和身份认同都亟待转变,而城镇公共事务也日趋复杂,单纯依靠政

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有效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服务提供的及时性。 因此,需要以城镇社区的

地理空间为载体,不断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并在此基础上吸纳整合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到基层治理中。 一是落实城镇居民落户政策的相关改革措施,为城镇的“新市民”群体提供

同等的公共服务,积极引导居民转变身份意识、形成社区认同感。 二是打造社区公共交往空间,
增强居民之间的人际联系和情感归属,让居民在社区有更多获得感。 三是引进和培育社区功能

性自治组织,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对本社区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并不断整合社区内部和外部力量,
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第五,以全周期管理为导向,强化县城建设的系统化。 新时期加强县城建设、发展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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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于全过程。 一要将县城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生命体,县城城镇

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贪大求快,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 二要整合城市规划、建设和管

理的各个环节,以城市治理的全域视角综合布局,避免出现建设与规划相脱节、管理与建设不协

调的问题。 三要继续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改革思路,按照集成化的理念,借助现代网络和信

息技术将碎片化的各项规划和政策统筹起来。
第六,以新型信息技术为载体,推进县域治理的智能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越来越具有全域赋能特征的新技术为县域治理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加强县域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城市新基建为契机打造城镇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整合城乡

之间、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信息资源。 二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充分整合不同治理主体,尤其是

赋能基层政府和城镇居民,让居民有更多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和机会。 三是学习大城

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城镇交通、医疗、生态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逐渐引入全

覆盖的智能系统,提升城镇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为县城高效能治理厚植技术保障。

　 　 5　 结语

顺应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趋势,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不仅要立足于县城,还要着

眼于全国;不仅要促进高质量发展,更要实现高效能治理;不仅要从静态角度认识到县城是扩大

内需的重要一环,还要从动态角度发挥县城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载体和纽带作用。
第一,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 与城市相比,我国县城平均规模较小,尤其是

西部县城集聚效应不足,一方面,要瞄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

域,并区分轻重缓急;另一方面,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五类县城的划分为基准,尊重产业和人

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以增强人口经济承载为导向,优先支持发展基础较好的东部县

城,推进中部和东北地区县城转型升级。 对中西部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流出

区、资源枯竭地区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加强生态保护为目标,通过针对性的财政税收支持引导

其走差异化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二,统筹发展与治理。 从发展的视角,通过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县级财权机制、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防范化解县级政府债务风险、以城乡土地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

为导向深化土地改革、优化土地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空间配置等推进县城

“事财人地”关系优化,促进县城高质量发展。 从治理的视角,着重从促进县域治理的协同化、民
生服务的人本化、基层治理的自主化、县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县城建设的系统化等方面优化县

域治理体系,推动县城高效能治理。
第三,以改革创新促发展。 围绕县城城镇化在行政体制、财政保障、地方债务、产业发展、土

地要素等领域的梗阻,需要充分考虑五类县城的差异性,兼顾当前和未来,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

发展的关键支撑,释放各类生产要素的最大潜能和全社会创新创业动能,实现县城高质量发展

和高效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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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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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表达。 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

须不断反思和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努力构建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世界文明交流格局。 在当前复

杂的国际形势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亡,相反有不断强化的态势,呈现出“特定对象+技术+叙事”的新特点新

趋势。 从叙事话语角度揭露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分析其叙事结构、叙事议题、叙事视角和叙事手法,目的是发

现霸权话语的操控秘密、基本规律,透视隐匿其中的强者叙事、资本叙事、抽象叙事等深层本质,从而寻找破解之道。

为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站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的高度,在叙事框架、叙事立场、叙事精品、叙事方法等方面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积极构建具有影响力、吸引力、批

判力的中国叙事体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性反思;叙事话语;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58-13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境遇下,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成

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不断加强,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不断加深,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仍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

民族,逆流冲击侵蚀人类进步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多样性是世界

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1] ,尤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
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2] ,为构建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世界文明交流格局提供了重要启

示。 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正确处理文明关系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刻纠正,又
表明了当代中国在文明本质问题上的思想立场。 为此,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

要深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敢于斗争”的原则构建中国叙

事体系,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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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达雅楠. 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话语批判及中国应对

　 　 1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 从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看,文
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活在当下,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为此,学界展

开系统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为深入探究文化帝国主义本质奠定了深厚基础。
1. 1　 现有研究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维度

梳理近年研究,发现学界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维度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从概念溯源看,
学界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涉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结构[3] ,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隶属关系[4] ,是国

家、民族间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5] ,是帝国主义实现其国际垄断统治的特殊反映[6] ;文化帝国

主义命题来源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 此外,学界还从

功能、载体、媒介等不同视角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路径,研究物质、精神及制度文化方面的

渗透方式[7] ,研究文化输出、文化产业与文化制造业的渗透规律[4] ,研究媒体、话语权和文化产

品的渗透手法[8] ,研究微博、微信、博客、播客、论坛等新兴媒介的渗透技术[9] ;学者们还从本国、
他国及世界影响视角分析现实挑战,代表性观点认为本国影响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传播意识形

态方面国家垄断的批判[10] ,他国影响在于威胁文化主权、导致文化危机以及瓦解文化认同[11] ,
世界影响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处于对立敌视局面,阻断世界多元文化共荣共生的现代文化发展格

局,引发世界文化秩序的规范性危机[12] 。
基于此,学界主要从四种视角提出应对策略:从价值导向来看,强调要树立文化自信[13] ,尊

重差异中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1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世界文明新秩序[15] ;从策略选

择看,认为要推动中国意识形态感性形态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充分发挥法治

效能和法治力量,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6] ;技术赋能视角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既要强

化原始创新能力,打破西方在平台、系统、硬件等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又要加强技术监管,注重

新技术在执法过程中的运用[17] ;从话语提升出发,强调要全面“祛魅”西方话语,培养中国各界

敢于斗争的学人意识以及配置全球话语资源的机制变革[18] 。 也有学者提出从话语领导权、话语

主体队伍、话语内容体系和话语传播载体四个着力点协同推进影响力与战斗力[19] 。
目前学术界已从多维度对文化帝国主义展开了批判性研究,能够结合现实问题提出应对思

路,总体上取得了丰硕成就,但既有成果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和技术批判。 前者体现为对普世

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理论交锋;后者则是从媒介建设入手,分析如何

在互联网中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改变发达国家掌控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局面。 尽管有部分学者

展开了话语研究,但总体上价值表达居多,话语特征提炼较少,还需进一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话

语说了什么、为什么说的本质问题。
1. 2　 新时代突围文化帝国主义的新视角

文化帝国主义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初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文化

工业传播消费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从而达到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控制形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文化帝国主义迅速扩张。 时至今日其不仅没有消亡,在当前“东升西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

入发展、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相反处于不断强化的态势,表现出新的形式。 因此,新时代如何突

围文化帝国主义,成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使命。 从当前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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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化帝国主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特点、新趋向。
一是特定的目的性更强。 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首要特征。 众所周知,文化帝国主义在苏联

解体和“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中均有策划。 进入新时代,为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文化帝国主

义将目标锁定在中国,“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邪恶论”甚嚣尘上,抹黑

较之以往更为剧烈复杂,使我国遇到了西方污名化和妄图割裂党和人民关系的严峻挑战。
二是叙事化渗透更明显。 从历史看,文化帝国主义最初以思想说服精英群体为方式,随着

大众产品的出现,逐渐转变为以廉价文化产品、娱乐休闲叙事等对大众进行渗透。 除了在话语

符号上越来越多地使用 T 恤衫、牛仔服、汉堡等大众化标识外,在讲述方式上更注重构建各种故

事。 近年来,文化帝国主义在推行电影电视的同时,网络微叙事被当作新的手段,特朗普的推特

政治就是明显印证。
三是高技术手段更突出。 作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互联网使“信息霸权国”在“空间和意

识形态两个方面” [4]加速了信息垄断,从而使文化帝国主义演变为媒介帝国主义。 如美国拥有

全球绝大部分数据库和电子邮件资源,脸书拥有全球最多的注册用户,谷歌几乎覆盖全球数据

搜索引擎。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信息垄断新特征。
可见,文化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了完备战略战术,并越来越呈现出“特定对象+技

术+叙事”的特点,那么能否从叙事话语视角展开精准回应,寻找破解之道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话语操控的意义建构,找到其叙事方式和话语弱点,就可以展开有力

突围。 实际上,国际舆论长期由西方把持,不仅是因为技术原因,还由于其使用了一整套以自身

偏好重塑“他者”、“吸引”对方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框架。 关于这一点,汤林森等西方学者从民族

主义话语、全球文化同质、现代性批判等方面对之有所分析,对于解释文化帝国主义是如何置换

语法、掏空他者的正当性基础、替换对方文化逻辑很有帮助。
具体而言,叙事话语分析是从具有隐蔽性的“美丽外衣”中透视文化帝国主义,揭示其如何

运用叙事方法“把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 [4] 。 这样一

来,破解文化帝国主义就不再是分析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以整体性思维进行话语结构、语
义语用的对比,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叙事话语的隐匿陷阱,破解惯用的政治修辞,从而有针对性地

构建我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

　 　 2　 话语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

话语批判的核心是揭示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即隐蔽在话语体系背后的叙事结构、叙
事议题、叙事视角和叙事手法,发现霸权话语的操控秘密和基本规律。

2. 1　 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叙事事件和人物的排列方式,是文本呈现的错综复杂图形,包含构成故事情节

发展序列的表层结构及潜藏在背后的体现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意蕴的深层结构。 在叙事

学中,深层结构是抽象的,可以衍生出无数的浅层结构,因此“理解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理解

故事的原委,而且也是辨别故事的‘层次’,将叙述‘线索’的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纵向的暗轴

上” [20]9。 仔细剖析文化帝国主义在文本表达上往往从自身出发看待整个世界的文化信念,将西

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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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是“中心—边缘”结构。 在叙事学中叙事结构并无固定类型,“中心—边缘”只是说

明文本存在围绕某个点的扩散结构,这和普雷维什用以观察国家间不平等状况的研究方法类

似,即世界被分割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两个阵营,前者对后者有权进行改造和评价,而后者通

过附和前者换取庇护。 这种结构通过“先进—落后” “发达—不发达” “白种人—黄种人” “西

方—东方”“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隐藏在文化帝国主义叙事中,并呈现出明显的话语二重性:
在对西方正面修辞的同时,负面妖魔化对方。 如 2021 年 1 月 8 日《华盛顿邮报》在描述华盛顿

暴力事件时,认为冲击国会是“亵渎了美国民主的‘圣殿’”、执法人员是“真正的美国英雄”。 相

反,在报道 2019 年 7 月香港“暴乱”事件时则认为冲击立法会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香港警察

是“虐待抗议者”的“黑警”。
“制约—反抗”结构是文化帝国主义塑造激烈对抗时常见的叙事结构,往往通过反抗者冲破

某种束缚来张扬主体精神。 文化帝国主义巧妙借用这一结构,在文本中捏造一个受到某种体制

和力量(往往是其他国家、文化、信仰)“压迫”的个体,然后以“彰显”个体如何反抗来构建“令人

信服”的叙事情节,从而达到贬低对方的目的。 2021 年西方以“强迫劳动”捏造新疆棉事件就是

典型案例。 为了蓄意构建“制约—反抗”结构,西方媒体首先塑造一个“无辜、悲惨、勇敢”的个

体,然后用“侵犯、迫害、窃取、控制、邪恶的统治者”等方式描述中国共产党。 又如报道我国疫情

防控时将政府措施描述为“控制”,将民众塑造为“受压迫者”,认为中国严格的封控政策不是

“民主国家容易效仿的”等。 仔细剖析,这一结构以微观叙事消解其他政治文化结构,实际上是

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混合。
2. 2　 貌似道义至上的合法性叙事议题

叙事议题即叙事主题或话题,与话语权构建的议题设置类似。 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大影响力

与操控议题有很大关系。 通过梳理发现,文化帝国主义惯于在“拯救世界论”“维护道义论” “政

治合法性”等方面设置议题。
“拯救世界论”是指西方通过将自己描述为“救世主”而实现舆论操纵的主题。 以美国及北

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政治修辞为例,“美国人是‘清白’的:为了维护‘人权’它才派出了‘救

火队’(a
 

fire
 

brigade,实指快速反应部队)” [21]139。 再如,2020 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华盛

顿邮报》采访时说“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符合世界最大利益”,其中暗含着美国是“救世主”的一

贯思维。
“维护道义论”是西方将占据道德高地或文明制高点作为舆论斗争武器而设置的主题。 “道

义”即道德与义理,设置这一主题的目的是西方以“道义”立场,将他国描述为缺乏道义的“邪恶

者”,使干预、侵略成为维护道义的合理行动。 同样以美国及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政治修

辞为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空中打击只不过是‘积极防空’(active
 

air
 

defence)……也不过就

是动用了一些‘反人员武器’(anti-personnel
 

weapon),对南联盟进行了‘不太友好的劝说’ ( un-
friendly

 

persuasion,实指军事打击)” [21]139-140。 不难看出,这些政治修辞渗透实质上维护的是西

方的规则和道义。
“政治合法性”是指文化帝国主义以别国政治制度、政治选择是否符合某一所谓合法标准而

设定的议题。 政治合法性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实施统治的正当性,这是西方以“文明

灯塔”推行合法性议题的重要方式。 如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每年发布民主指数报告,以选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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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多样性、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及政治文化作为评判指标。 2021 年民主指数报告显

示印度、伊拉克整体数据比中国高[22] ,然而其真实的治理情况与腐败程度都与亚洲“民主典范”
形象相去甚远,排名高的原因仅仅是实行了所谓的西式选举,可以说,其所谓的合法性不过是扩

大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 多年来,西方以“宪政”合法性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

根基进行恶意攻击,如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美之争是 21 世纪民主

政体与独裁政体之间的效用之争,是“时代的核心挑战” [23] 。
2. 3　 基于知识性统治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即叙述时的观察角度。 零聚焦是以上帝视角般居高临下展开叙事,内聚焦是固定

在观察者视野之内、能深入了解自身心理和周边事件的视角,外聚焦是以“摄影机”从外部客观

记录事件的视角。 文化帝国主义基于知识性的统治逻辑设定所谓客观的知识话语,通过变相使

用多重叙事视角隐匿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以此获得被剥削和压迫者的认可。
评判者视角是零聚焦的转换,指西方以评判者身份凌驾他国之上进行叙事。 如美国每年以

“教师爷”身份发布针对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古巴、伊朗的《国别人权报告》 《贩卖人口报告》
《宗教自由报告》《国别恐怖主义报告》等,其中《贩卖人口报告》连续 5 年将中国列为表现最差

的“第三类名单”。
代言人视角实际上是第三人称口吻的内聚焦叙事,往往通过寻找“民主人士”或“异见人士”

进行叙述。 如在新疆棉事件中,澳大利亚华人许秀中撰写了评论文章《待售的维吾尔族人》,从
其角度叙述“少数民族‘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视” [24] ,目的是增强所谓的说服力。

伪中立视角是外聚焦的变种,表面看保持了外聚焦中立的观察方式,实际上仅挑选部分事

实或颠倒事实顺序进行叙述,达到“表面真实、实则偏颇”的伪立场。 如皮尤研究中心自诩为“无

倾向性机构”,然而在涉华调查中的问题设计往往带有诱导和倾向性。 例如“你更赞成损害与中

国的经济关系也要努力促成中国人权,还是不解决人权问题优先考虑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等问题的设计就预设了中国人权存在问题。 实际上,西方在描述中国时经常刻意回避中国取得

的巨大成就,用“一叶障目”的手法将现实中细枝末节的个别问题故意渲染,从而造成混淆视听

的结果。
2. 4　 以巧妙政治修辞实现话语操控的叙事手法

叙事手法即叙事技巧,包括多线性、倒叙、回忆等情节安排和人物性格、行为动机、审美特性

方面的修辞方式。 文化帝国主义高度重视“构思精巧、灵活多变、极强实用主义”的叙事手法,如
“污名化、强行勾连、虚构因果”就是常见的话语操控技巧。

“污名化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有目的、有意

识地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

的歧视或贬损。” [25]近年来,西方不断发起舆论攻势,以各种标签抹黑中国,如用“东亚病夫”进

行人种污名,以极端措施、侵犯隐私等进行抗疫措施污名,以政治援助、口罩外交等进行国际援

助污名。
与“污名化”不同,“强行勾连”并不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而是把本不相关的事情强行联系

在一起,通过“人造联想”潜移默化干预受众心理以扩大偏见。 例如,西方企图将俄乌冲突强行

归咎于中国,大肆宣称“中国要承担俄乌开战的部分责任” “中国事先知情、默许纵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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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面中立,暗中支持俄罗斯”“中国帮助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等,试图以此将中国裹挟其

中,挑拨中俄关系,破坏中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说“强行勾连”是粗暴的简单联系,还有一种在逻辑上更为隐蔽的“虚构因果”,即肆意

捏造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的作用关系,从而在叙述中引发话语谬误。 例如,关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用无人机炸死 10 名无辜平民的报道,在西方媒体叙事下的美军溃逃变

成“英雄撤离”;此外,好莱坞还计划拍摄《翻译风波》《惊魂阿富汗撤离》等“洗白电影”描绘美国

大兵是中东救世主形象,以此掩盖美国是阿富汗动乱重要原因的事实。
总之,通过上述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分析,可以观察到帝国主义话语嬗变的新特征。 正如

有学者指出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话语特点是“将权力的‘领土逻辑’隐居于幕后的真理之位,并
在‘知识’这个看似公平、正义的行动者的掩映下实施新的统治” [26] 。 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变不过

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方式的转化,而非帝国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

　 　 3　 深层透视: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 分析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目的是透视隐匿其中的深层本质,其在

叙事学视域下主要体现为从所谓实力出发的强者叙事、媒介财团和利益控制的资本叙事及脱离

他国具体境遇的抽象叙事。
3. 1　 从所谓实力出发的强者叙事

强者和弱者是力量、地位、身份对比的一对范畴。 在人类历史上,强者和弱者在民族、国家、
文化以及各自思维方式上都客观存在。 国际话语场的强者往往是有强大实力且占主导地位的

主体,用胜利口吻进行叙事,弱者则反之。 国力强弱与话语地位基本一致,如 18 世纪至 20 世纪

初与英国国际地位相应,英语把持着世界话语,二战后主导权则落在了美式话语之中。
从言行理论讲,“谁来说”往往决定着“说什么” “怎么说”。 因此强者叙事一般会以胜利者

口吻,将自身的“成功经验”描述为“普世法则”,强化强者地位和合法性认同,从而达到控制弱者

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目的。 如文化帝国主义把西方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将选举民主替换为全

球民主。 相反,弱者叙事的主体由于弱小而难以发声,因此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表达样式:强者叙事往往是全球主题、主动输出,弱者叙事则是民族主题、被动控制。 可

见,强者叙事之“强”是实力“强劲”支配下的话语分量、议题、手段的强权、强制、压制,而非应然

正确。 西方鼓吹“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普世文明论”,设置“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中国见顶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门罗主义”,只是因其彼时处于有利地位而已。

3. 2　 媒介财团和利益控制的资本叙事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27]922 “资本按照

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28]36 这无不深刻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 如美

国《华尔街日报》、全国广播公司(NBC)、《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分别由默多克家族、摩根财

团、苏兹伯格家族、格雷厄姆家族控制;在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

社。 美国《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清晰标明,2022 年至 2026 年的每一财年,美国都能投入 3 亿

美元,用于打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明白了西方媒体主要受财团和利益控制,就不难理解资本叙事的目的是为资本说话、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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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站台,从而收取或换取利益的话语操控本质。 西方媒体作为利益工具在以下事件中体现得

十分明显。 例如,2011 年 10 月 25 日《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占领华尔街”事件时,站在金融巨头

的立场,将抗议民众描述成一群“乌合之众”,以同情口吻形容银行家们“日子越来越艰难” [29] 。
3. 3　 脱离他国具体境遇的抽象叙事

抽象和具体、虚假和真实是一对矛盾。 马克思在《〈1857—1858 手稿〉导言》中曾认为离开

具体的抽象只是“整体的混沌表象” [30]24-25。 所以,只是一般性地提出范畴,而不回到具体的历

史中,只能是抽象的逻辑原则。 剖析文化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不难发现其往往用抽象的自由、
民主范畴,用“世界真理”评判是非,实际上却忽略了各国具体的历史境遇、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

情况,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30]669。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民主不是抽象的,不是西

方国家的专利,而是用来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深深扎根于

中国土壤,是我们亲手培育起来、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美国广播公司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全球 57%的受访者、美国 7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民主

的良好样板。 这样的对比也证明,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主的污蔑是典型的抽象叙事,是“教师

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文化帝国主义的抽象思维模式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中。 如“孔融让梨”是中华

礼仪谦让的典范,但西方文化将其视为放弃自身利益、缺乏竞争自主意识的反例。 再如“君子”
本意是道德高尚的人,与财产多寡无关,西方往往翻译为“gentleman”。 在西方语境中,“ gentle-
man”接近“绅士”之意,往往与财产地位相联系,因此君子就被误解为“有钱人”。 显而易见,要
消除这些认知偏差,必须破除抽象叙事,回到符合本国的具体、现实的叙事中。

　 　 4　 破解之道: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文化帝国主义具有独特的叙事逻辑,为破解“中国威胁” “中国崩溃”等妖魔化的坚冰,揭穿

文化帝国主义荒谬的自传性话语,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

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 1　 以我为主: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支撑的叙事框架

框架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

使用的准则” [31] 。 为打破文化帝国主义“中心—边缘”“制约—反击”结构,我们应当坚持以我为

主,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支撑的叙事框架,“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

国问题” [32] ,做到既不掉入别人刻意设置的话语陷阱,又找到人类沟通交流的共同话题,以多元

取代单一、以开放化解封闭、以对话替代冲突。
以多元框架取代单一框架是为了多元构建真正的人类文明叙事。 单一框架指只有一个唯

一标准,没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和丰富的概念,呈现出“稀薄”性质。 如涉疆问题并不是所谓“人权

问题”,而是反恐、反分裂问题。 美国之所以用单一“人权话语”来描述新疆,炮制各种负面叙事,
目的是维护其国际地位,进而尽可能迟滞中国崛起。 要改变或抵制这种单一框架,就要求我们

积极向国际社会倡导人权发展的多元共生理念。 实际上,多样性才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尊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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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人民的选择,承认多种文化的存在与价值,有意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叙事框架,才能以

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整体公平突破文明优越论、冲突论,破解文化帝国主义的单一阐释。
以开放框架化解封闭框架是以开放的鲜明气质与世界同向同行、互促互进,化解文化帝国

主义封闭框架。 封闭框架是一种固化的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边界特征。 如“敌人造成的威胁

越大,国家会越是团结” [33]300 便是深刻写照,目的是在竞争和冲突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
果会导致全球文明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 然而,文明发展的成果不应由部分国家享有,而应由

世界各国共享。 为此,中国叙事必须以各种方式打通各条渠道、破除各种障碍、取消各样芥蒂,
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开放框架中加强交流、推动发展,解开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以对话框架代替冲突框架是以对话沟通化解冲突对抗。 冲突框架主要表现为一方反对另

一方立场或观点,对话框架则指双方以平等姿态沟通交流。 由于文化帝国主义缺乏对话框架,
从而导致了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认知差异。 实际上,每种文明在面对其他文明时,都应怀有

谦虚和敬畏之心,这是文明和谐共处之道[34]13。 因此,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要更加充分展现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如何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胸怀天下;如何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

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4. 2　 敢于斗争:站稳彰显人类新文明观的叙事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

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 [35]叙事立场是叙事文本中突出思想观点、利益诉求、情感体验和

政治倾向的话语和理解模式。 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在叙述、隐喻、想象中蕴含的强烈西方立场,我
们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正视差异、彼此尊重、互学互鉴、和而不同的新文明观

批驳西方中心文明观。
以道义立场摒弃资本立场。 立场选择不能离开利益分析,道义和资本代表了立场选择的倾

向。 马克思主义虽然肯定了资本的历史作用,但对资本的本性有深刻揭露,主要是其无序扩张

使“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36]190。 资本立场以私利为出发点维护资产阶

级利益,容易以自身优先排斥共同利益,必然会导致他国抵制。 而道义立场倡导义利相兼、以义

为先,强调利益的正当性,有利于捍卫全球共同利益。 因此,中国叙事要以道义立场摒弃资本立

场,修正文化帝国主义的狭隘利益观念。
以真正的人类立场超越虚假的普世立场,就是以人类共同价值观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所谓的

普世性价值。 价值观是影响立场正确与否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

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37]199,因此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自由人联合体。 相反,虚幻共

同体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 [37]199,难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真正的人

类立场是代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共性的客观立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将个人命运、民
族和国家命运置于整体中来思考的真正的人类立场,强调全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只有联合起

来,才能解决发展鸿沟、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疾病传染等共同难题。 基于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也必然成为中国叙事的正确立场。
以合作立场包容排他立场,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批判文

化帝国主义的逆全球化思维。 合作立场是多个主体以平等身份同心协力、寻求共识的立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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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场是非此即彼、高人一等的立场。 文化帝国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中心”
为逻辑起点,以丛林法则贬低其他文明,秉持的是排他立场。 实际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 纵观文明发展史,世界文明从来都是平等的,中华文明更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

繁荣发展、流传至今。 为此,中国叙事应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方式,以合作立场开创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气象,构建全球新型伙伴关系,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协作精神,化解文化帝国主义的狭隘眼界。
4. 3　 融通中外:打造生动展现中国形象的叙事精品

在构建叙事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叙事精品,找准中外话语共同点、
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从时事热点、共识话语、全球问题角度引导话题转换,以海外受众乐

于接受、易于理解的小切口故事折射中国贡献、中国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宏大叙事,使中国能够被

世界形象感知。
首先,要讲好中国促进世界发展的故事,充分展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努力。 大国舆论场最感染人的叙事就是其克服艰难险阻解决问题,展现大国担当作出世界贡

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

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 [38]120-121 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中国发展使世界

各国广泛受益的叙事素材,从引起人类共鸣的生活和情感故事背后展现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
国制度、中国文化。 如新闻片《我的青春在丝路》讲述 14 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青年故

事,书写中国传递希望、崇尚共赢的新篇章。
其次,要讲好中国和平崛起的故事,消除世界对中国的偏见。 从《2021—2022 中国故事国际

传播指数报告》 ①“他传榜”(图 1)可见,文化帝国主义善于运用热点问题引导世界舆论,用政治

军事类议题渲染中国威胁,在叙事上存在明显误读和恶意。

图 1　 2021—2022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力度榜单(他传榜)

然而,历史证明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我们不是通过侵略他人、牺牲别国利益取得

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以客观

内容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要推动“他塑”向“自塑”转变,把国际叙事主动权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重点围绕中国的发展是否威胁到世界和平、中国民主是否得人心、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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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寻求全球霸权等海外舆论长期关注议题,创作适合国际传播的叙事产品,如《习近平治国方

略:中国这五年》《中国的民主》《山河岁月》等作品就为提升中国叙事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示范。
最后,要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 文化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之根、精神之魂。 “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

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 [39]7 因此,挖掘中华文化精神内核,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抵

御文化帝国主义冲击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中国文化“天下大同” “协和万邦” “和而不同”等思

想不仅对缓解西方自由、竞争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后果很有意义,而且其精髓与很多国际发展战

略理念相契合。 为此,我们要创新中华文化叙事表达,以生动的具象话语和文化符号扩大海外

影响力。 如,以长城、熊猫、阴阳、中国结等标志性符号承载文化形态;以京剧、书画、美食等作为

传播渠道,打造《唐宫夜宴》《编钟国乐》《流浪地球》等一批优秀的影像叙事产品,让国外民众在

欣赏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4. 4　 兼收并蓄:提升具有文化传播力的叙事方法

文化帝国主义以其灵巧多变的叙事手法隐藏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 摆脱文化帝国主义的

叙事陷阱,不能以简单对抗思维加深隔阂,应当兼收并蓄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不断吸收借鉴

有效的叙事方法,从叙事人称、叙事话语、叙事时空、叙事媒介等方面入手,整体提升叙事能力。
叙事人称是叙事场景的重要元素,即叙事者以什么身份讲述故事,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

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为实现价值观的巧妙传递,我们

要以差异化传播思维区分不同传播受众的信息认知,根据需要和兴趣精准匹配特定个人或群体

成为传播对象,选取不同叙事人称激活受众对传播主体和内容理解的主动性。 如以“我国” “我

们”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中国人民为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变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叙事情节,
缩短叙事距离;以斯诺、法拉奇、基辛格等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中国发展现实,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提升受众信任度,增强国际传播说服力。

在叙事话语使用上,我们应注重有声有色地展现情节。 前面讲到,文化帝国主义有着丰富

的策略储备,解构其话语操控手段,要从话语取向、修辞方法、行为意图和具体情景等方面综合

考虑,既要选取“交流—沟通” “商谈—讨论” “问题—质问” “证明—反驳” “观点—论证” “数

据—客观”等模式应对不同叙事场景,也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如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胸怀天下”如何准确翻译、“伟大斗争”如何讲述、如何挖掘“小康”这

一中国表述中的现代化特征等,要考虑跨文化因素和译介问题,精细研究官方和民间、传统和现

代、文本和媒介语言,实现最佳话语表达效果。
此外,科学合理的叙事时空构建也很必要。 我们要以整体、真实的历史时空,批判文化帝国

主义以自我需要而随意肢解、扭曲的时空。 如在文化帝国主义将西方和东方描述为两个对立时

空时,显而易见,叙事空间就与物理时空不同,且具有重新整合拼贴的特点。 对此,我们要还原

被扭曲的“东西方”时空观。 如“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40] ,就将太平

洋比喻世界发展宽阔空间,打破了西方认为世界上中美不能共存的狭小空间,彰显出中国胸怀

天下的包容态度;再如“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

有,将来也不会有” [41] ,这里的“从来、过去、现在、将来”作为叙事时间,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和人类社会的宏大视野思考问题,有助于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远目光,站在大潮流、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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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历史的整体时空中增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流。
叙事传播不仅要注重内容和形式创新,还要以技术赋能强化传播效果。 近年,随着 5G、人工

智能、VR 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构建官方与民间、传统与新型、主流与商业、
大众化与专业性等统一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成为国际传播的突破口。 以全媒体融合强化传播效

果,就要研究全球有哪些媒介、平台、群体有利于推进传播,展开多形式、前瞻性、深层次合作,使
大国传播、企业传播、全民传播都贡献力量,做到内容、对象、话语、载体全面精准。 如《人民日

报》(海外版)就以报纸、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组成融媒体矩阵,围绕治国理政、脱贫攻坚、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等中国叙事的重大议题,形成宣传合力,切实提升中国

叙事国际传播的效能。

　 　 5　 结语

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控制压迫他国的重要表现。 随着经济与技术发展,文化帝国主义

建构起一套完备的“特定对象+技术+叙事”战略体系,以更加隐蔽方式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加速

文化扩张,对世界文化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本文从叙事话语视角透视文化帝国主义,解释其叙

事逻辑和话语偏好,目的是破解隐匿的话语陷阱与政治修辞,为针对性构建中国叙事模式寻求

应对之策。
叙事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被用来重现真实事件发展过程的中立话语形式,更是需要涉及本体

论与认识论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带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甚至特定政治意义。 因此,叙事话语并

不是一般性的讲故事,而是以叙事学作为理论基础,按照一定的认知规律,系统组织话语结构和

设计话语表达的科学方法。 换句话说,要真正打破文化帝国主义的围困,中国必须要持续加强

叙事体系建设,只有长期坚持言说,才能稳定发挥效果。 从这一角度讲,国际传播背景下的中国

叙事如何平衡好“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如何在叙事中形成认知、情感与行动的统一;如何

按照一定的叙事结构,运用叙事时空、叙事人称、叙事干预、叙事声音等系统思维,做到有所

“应”、有所“不应”,这些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尽管在当前国际传播的叙事话语实践中,文化帝国

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场域的一成不变。 在“两个大局”的重要契机下,中国

应以现实为根基,挖掘文化力量、把握叙事规律,向世界“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

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

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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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s
 

an
 

expression
 

of
 

a
 

country’s
 

strength
 

and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spread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esents
 

a
 

new
 

situation.
 

To
 

enhance
 

China’ 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reflect
 

on
 

and
 

criticize
 

cultural
 

imperialism,
 

break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discourse,
 

and
 

foster
 

a
 

pattern
 

of
 

inter-

civilization
 

exchanges
 

in
 

which
 

diversity
 

co-exists
 

and
 

diversity
 

integrates.
 

In
 

the
 

current
 

complex
 

interna-
tional

 

situ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has
 

not
 

died
 

out,
 

but
 

has
 

been
 

intensifying,
 

and
 

has
 

taken
 

on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utilizing
 

specific
 

skills,
 

technical
 

means
 

and
 

narrative
 

for
 

specific
 

objects.
 

We
 

need
 

to
 

expose
 

the
 

narrative
 

logic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discourse
 

by
 

ana-
lyzing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issues,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with
 

the
 

pur-
pose

 

of
 

discovering
 

manipulation
 

secrets
 

and
 

basic
 

laws
 

of
 

hegemonic
 

discourse,
 

penetrate
 

the
 

deeper
 

natur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s
 

powerful
 

narratives,
 

capital
 

narratives
 

and
 

abstract
 

narratives,
 

and
 

thus
 

find
 

ways
 

to
 

decipher
 

them.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nding
 

at
 

the
 

high
 

level
 

of
 

transcending
 

civilization
 

estrangement
 

through
 

civilization
 

exchange,
 

transcending
 

civilization
 

con-
flict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and
 

transcending
 

civilization
 

superiority
 

through
 

coexistence,
 

we
 

can
 

plan
 

scientifically
 

and
 

design
 

carefully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narrative
 

stance,
 

narrative
 

quality,
 

narrative
 

method,
 

and
 

actively
 

build
 

a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with
 

good
 

influence,
 

attractiveness
 

and
 

critical
 

pow-
er,

 

so
 

a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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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discourse,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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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
与促进策略

阎国华,韩　 硕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依托移动网络、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网络生活日益呈现圈群化转向。 网络圈

群在缔造网络生活新业态的同时,也日益产生现象级影响,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解构与重构。 借助对传播逻

辑和认同逻辑的深刻塑造,网络圈群显著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认同的现实境遇,并引发了网络圈群下主流意

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等显在

困境。 遵循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脉络,分析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的主要挑战,可以发现网络圈

群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着重以优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方法、紧盯受众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为抓手,从而在增

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引领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穿透力、深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群性生态和

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内外因素等方面实现系统优化。

关键词:网络圈群;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逻辑;认同逻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2)04-0171-14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深刻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

前沿” [1]22,“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

安全” [2]51。 落实这些决策部署,做好意识形态斗争和安全工作,核心是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问题[3] 。 但提升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复杂多样的问题和挑战,需
要综合考量诸多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网络圈群作为公众网络栖居

典型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日益显著,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和争夺的重要

场域和关键变量。 因此,只有有效提升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才能抓住当下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显著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从而在根本上筑牢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阵地。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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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内容不断深入、方法日

益多样和领域逐渐丰富的态势,在多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1. 1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缘起

由于技术迭代与应用普及的综合影响,网络空间的环境日益复杂,意识形态斗争也日趋激

烈。 受此影响,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维护好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关键要看能不

能占领网上阵地” [2]55,而绝大多数网民栖居的各类网络圈群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当前,网络

圈群不仅样态复杂,反映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秉承的思想价值倾向也都较为难以把握,正在成为

诱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的重要因素。
网络圈群不仅具有聚合群体和传递信息的媒介性功用,还日益被赋予强化思想认识、情感

认同等价值性功用。 网络圈群独特的信息交互和价值聚合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识形态

传播方式和效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意识形态认知和认同的逻辑,影响着伦理道德、价值

观念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塑造。 同时,网络圈群还在客观上加剧了意识形态区隔、分裂和失序

态势,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较大冲击和挑战。 通过反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显在困境可

以发现,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当前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显著变量,所带来的传播空间变异、传播效

能弱化、认同线路演变和认同深度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深层考验和

学界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任务是澄清非主流思想观念和错误价值观念,批判错误意识形态,同

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与认同,中心目标是让主流意识形态掌握群众,促使“批判的

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4]9。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4]158 这在客观上

要求意识形态始终也必然把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其斗争和抢占的实践场域。 当

前,网络圈群日益普遍化和常态化,不断产生现象级传播和能量级影响,加之所汇聚的多元主

体、多样文化和多种思潮,使之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理应成为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工作的关注重点。 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实现网络圈群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难

以真正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 因此,面对网络空间快速流变、网络圈群日益发展的客观

发展态势,对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象与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极

为必要和迫切。
1. 2　 与既有研究文献的对话

时代和实践是思想理论问题的根源,网络圈群的兴起也显著吸引了学界目光。 伴随网络技

术发展,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在概念研究、战略意义、内在机理、问题呈现、经验启示和解决策略

等多个方面均涌现出一定成果。 鉴于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目
前学界研究主要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出发,且多数研究较为宏观。 例如,学界密切关注网

络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 [5] ,认为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涉及的主流意识

形态网络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同时,从网络空间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产生的显著影响入手,学
界就拓宽认同途径、丰富认同资源等认同机遇,以及圈群化传播削弱理念认同、碎片化信息影响

认同深化[6] 、虚拟传播挤压宣传阵地[7] 等认同挑战都开展了一定研究。 在此期间,有学者从网

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困境和应对等维度进行探析[8] ,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后

真相逻辑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内容去主导化、思维非理性化和渠道被边缘化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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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9] 。 在解决策略上,学者们多从网络空间特殊性和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等方面展开,比如合理

运用智能技术增强情感认同[10] 、创新主流媒体话语方式[11] ,等等。
伴随技术发展、研究深化和共识增进,学界针对某一特定场域或对象群体而进行的网络意

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逐渐增加。 在此进程中,学界逐渐发现网络圈群在强化网络空间建构、解
构或重构意识形态等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 。 在原因方面,有学者关注到圈群会导致政治权

威话语场域压缩[13] ,以及意识形态传播力削弱[14] ;有学者认为网络圈群会放大和增强某种观

点,而孤立和排斥其他不同观点[15] ;有学者认为网络圈群现象可能引发信息壁垒、道德标准认知

偏差、教育者“失语”与脱离现实等风险[16] 。 在对策方面,有学者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舆论

观,对网络圈群开展舆论引导[17] ;还有学者认为应构建网络圈群舆论管理机制并及时优化议题

设置[18] ,等等。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客观辩证地分析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

社会关切,同时也积淀了学术资源,有助于该领域研究深度、广度和效度的进一步提升。 但作为

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学界对网络圈群研究较少,对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认同研究则更少,特别是

针对其中深层逻辑的专门研究相对鲜见。 现有研究偏重从网络环境或网络群体整体性特征展

开宏观性探讨,较少从网络圈群的微观类别和独特性来探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 但是,如
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仅从一般性网络环境或群体特点进行论述,难免会泛化、淡化甚至虚

化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真实图景及其映射的社会存在,同时也难以有的放矢地防范

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以及落细落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 此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理论

问题,还是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需要始终以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为参照,否则极易陷入自说自话

的尴尬境地。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问题及其学理逻辑的考量,本文旨在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探讨网络

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脉络,分析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显在困境,进而

探寻网络圈群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应然路径,为扩大网络圈群红色地带、团结中间地带、
坚决消除黑色地带提供相关学理支撑,促进网络圈群助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2　 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脉络

作为网络生态新趋势和个体生活新转向,网络圈群正在成为生活新业态,为个体群体化和

群体个性化开辟了和解之路。 网络圈群既可以成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和深切认同的

中介载体,同时也因封闭排外、感性娱乐等特性存在排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可能,甚至成为非

主流意识形态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操纵的工具,因而成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

重要场域。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

力日益提高。 但也要看到,网络圈群正在构建愈加复杂的传播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形成了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面对当前新型传播境遇,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

逻辑脉络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2. 1　 传播逻辑: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与传播效能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精神家园,而圈群广泛存在公众生活中,形成网络和圈

群的耦合趋势。 一方面,人们借助技术赋权在网络空间形成以兴趣、情感等为纽带的新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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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矩阵,构建了新的圈群栖居生态;另一方面,原本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因不同的聚合标签划

分为若干多元圈群,形成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等复杂样态。 网络的圈群

化与圈群的网络化相互交织,不断影响传统的信息流动模式与价值传递逻辑。
其一,网络圈群自由性容易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传统圈群和网络圈群在本质上都

是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聚合模式,但网络圈群更多体现出了自发性和流动性社会关系的汇聚。
这打破了传统关系的权力垄断和长尾效应,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能找到或培育自己

的受众群体,进而使得网络圈群可能成为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也可能成为非主流意识形

态或错误意识形态的集合。 伴随网络技术发展,基于政治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正在被网络的自由性消解[19] 。 也就是说,当前网络空间的自由性和流动性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

传统的话语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减少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势差。 与

此同时,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因在网络圈群中得到了新的生发空间和话语表达与传

播权力,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并存共生的传播格局。 例

如,部分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悄然融入或直接建群的方式,在一

些圈群中形成了新的影响力,借助圈群传播力衍生出不可轻视的空间力量。
其二,圈群排他性容易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性。 源自强烈的自组织属性,网络圈群容

易在创建、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进化为相对独立的社交组织系统。 这种独立性使得网络圈群往往

具有鲜明的价值标签,并以此吸引“族类”和拒斥“异类”。 一方面,同质聚合的网络圈群呈现出

明显的私密性特征,成员间的交互更为紧密频繁且感性具象,极易造成消费主义、娱乐主义、自
由主义等不良思想观念假借个人需求和资本力量进行渗透、激荡和发酵,同时也造成严肃叙事、
抽象逻辑的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破“圈”与进“圈”。 另一方面,强烈的排他性会导致内部成

员信息获取不断窄化、意识观念不断固化,还可能引发圈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加剧社会观

念鸿沟,撕裂社会价值共识,破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基础。 例如,在部分圈群与圈群之

间,存在着相互鄙视和抗拒的情绪,不仅难以相互借鉴,还存在相互全面否定的倾向。
其三,网络圈群私密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遭受威胁隐蔽化。 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开传播

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入,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或错误意识形态谋求主流地位

和话语权的尝试从未停止。 立足圈群栖居的现实生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不断改

变自身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较于主流意识形态更适应新型传

播特点,容易利用网络圈群化和圈群网络化的新场域抢占话语阵地。 同时,伴随意识形态批判

的深入,非主流意识形态或者错误意识形态也不再采用简单直接输出模式,而是朝向更加隐蔽、
更加精于设计、更加凸显诱导性的方向发展。 许多表面看起来较为规范、客观理性的表达,却可

能暗含各种不良目的和消极情绪,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这种改变在网络

圈群得到充分彰显,通过针对不同类型圈群而设计的个性化传播,不仅让它们的传播更加隐晦,
也让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所面临的威胁更加隐蔽。

2. 2　 认同逻辑: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线路与认同深度

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错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基本都遵

循“信息输入—互动内化—情感支撑—信仰行为”的一般路径。 圈群结构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外在信息的输入,另一方面则为成员构建了相对独立且稳定的互动结构和情感体系。 意

·471·



阎国华,韩硕.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

识形态认同追求的不是人们简单顺应或消极服从,而是基于人们的自觉理解以及情感体验与意

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 因此,圈群的结构模式与意识形态认同路径有一定的耦合性。 具体来

说,意识形态认同路径与圈群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圈群影响社会互动结构。 意识形态认同以认知为逻辑起点,而认知是在人们社

会实践和文化互动等交往过程中逐渐生成的。 网络圈群的形成与发展会显著影响社会交往互

动结构,具体体现在很多方面。 一是对外交往削弱。 网络圈群一旦形成就会呈现出相对封闭的

样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外部知识和信息输入壁垒,影响圈内成员与社会整体的互动范围与深

度。 二是圈内交往增强。 同质聚合的圈群不仅会极大满足相似个体的交往互动需求,还会促进

相似个体间形成有力的互动反馈循环,使成员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强化自身认知,不论正确与

否。 三是交往内容迁移。 以趣缘为主要驱动力、自发汇聚的网络圈群一般较少针对主流意识形

态内容进行交流互动,在客观上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可能。 比如,饭
圈群体中很多人以爱豆、偶像为情感寄托,往往会显著降低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强度,进
而影响他们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

其次,网络圈群影响情感体验结构。 尽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4]10,但仍需借助一

定的传播形式和话语策略才能实现“理论掌握群众”。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若不能契合网络圈群

的情感体验结构,都会在阵地争夺和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进而在沉默螺旋的作用下加

剧情感失效和认同危机的可能与程度。 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极易利用圈群成

员追求轻松娱乐和感官享受的心理诉求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形成情感层面的接受与共鸣,促
使人们在情感阶段形成良性体验。 尽管当前人们的心态更加理性成熟,但在网络圈群具有的情

感互动结构激发下,容易造成情感先于理性的行为惯性,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对非主流意识

形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形成好感的可能性。 此外,宏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圈群微观情感结

构相对疏离,极易造成网络圈群在感性阶段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困境。 以“饭圈”为例,正
常的偶像崇拜和次生情感依赖在资本力量侵蚀下,成为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渗

透和发酵的平台,造成部分成员无视公序良俗的“无脑追星”或违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逻辑的

控评、做数据,引发“苦饭圈久矣”困境。
再次,网络圈群影响价值认同结构。 人们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价值内容为支撑的,所以意

识形态内在性的价值意义和真理属性是决定公众认同与否的关键因素。 自发聚合的网络圈群

不仅隐蔽地表征了相似个体的价值判断逻辑和意识形态倾向,还会在圈群高中心势的牵引作用

下逐渐强化相似性对于价值认同的主导性意义。 网络圈群具有的趋势强化作用可能成为深化

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可能成为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后者可能性更甚。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受过分求新求异等极度个性化追求影响,部分网络圈群的建立就是人们多元需求的反

映。 这种求新求异的多元追求本就可能和主流意识形态有间隙,而如果再遭遇到圈群内的群体

极化作用,势必还会放大这种间隙,进而形成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或解构力量。 同时,由于

再中心化问题,网络圈群内部表现出来的往往并不是话语的均等,反而可能是群体认同被其中

的意见领袖引领甚或同化。 在这种情况下,当网络圈群的意见领袖被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

意识形态煽动或利益诱导后,势必会造成圈群整体滑向非主流意识形态或错误意识形态阵营,
同时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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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管是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错误意识形态,都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公信力和

影响力的分流,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 但非主流意识形态不等于错误意识形态,非
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主流意识形态转化,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设性力

量,因此必须正确辩证看待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促使非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网

络圈群、形成广泛认同的积极力量。

　 　 3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显在困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自古以来,圈群始终是人们血缘、地缘、趣缘和利益业缘等社会关系

的聚合与互动载体,而网络圈群又是在传统圈群基础上,结合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结构模式。
网络圈群具有满足人们社会交往需求、便捷信息供给、丰富情感共鸣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价值。
但由于网络和圈群双重特征耦合叠加,网络圈群呈现出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高中心势与沉默

螺旋共生、强关系与弱关系交织、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同在等复杂样态,
极易引发话语与文化隔膜、信息和情感壁垒、认知和价值偏离等风险,造成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

形态传播、引领和认同的现实困境。 具体来说,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受阻、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

主导思想认同等几个方面。
3. 1　 自我循环: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

随着文化多元、话语分散等现象和问题的加剧,以情感和观念为纽带的网络圈群不断发展,
圈内成员也在这种新型传播生态和文化生态中不断参与社会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诸如

主流意识形态等公共性议题的关注明显低于对个体性话题的关注;在寻求支持和获取认同的过

程中,人们也始终以个体态度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价值判断。 同时,鉴于其同质聚合和封

闭排外的特征,网络圈群呈现出明显的对内单循环和对外遮蔽样态,造成网络圈群表征为显著

的自我循环,同时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 因网络圈群自我循环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

引领作用削弱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信息接收模式的改变。 在新型传播技术赋权作用下,任何主客体都是相对的,每个人

既是传者又是受众,话语接收由传统单向传播转变为多点交互模式。 这种改变丰富了人们的信

息获取,使得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程度或关注程度有所降低。 此外,在网络圈群中,人
们接收的信息和价值更趋于定向,更加凸显个体化和碎片化样态,在实现信息精准匹配的同时

也极大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完整叙事和引领功能的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上述新型信息

接收模式的典型代表,网络圈群不仅导致圈内信息接收和价值传递样态难以把握,还在无形中

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其次,情感依赖主体的转移。 网络圈群的发展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价值空间的转移,

还对人们的情感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网络圈群的形成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圈内成员的

情感共鸣会在无形中削弱人们对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所有价值信息的情感依赖。 也

就是说,网络圈群有针对性的情感满足不仅会强化群体边界,还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共识性主流

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造成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困境。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就有人利用网络圈群散布谣言和错误思想观念,人们在亲近相知心理作用下甚少对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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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溯源或真假辨识,并在别有用心者操纵下造成极强的不良社会影响,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
再次,群体认同分化了共识。 不论时代和技术如何发展,人们始终有“加群”的诉求,圈群也

始终是人们形成认同的基本单元。 在个性日益凸显的当下,人们建立和参与小众聚合圈群的行

为日益频繁。 基于兴趣、利益、观念等自发汇聚的圈群日益细化、微化和分化,且因其封闭排外、
多元分散而愈发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掌握。 此外,由于同质聚合机制,圈群会因更精准满足成

员需求而形成更强的传播黏性和组织凝聚力。 但小众化的圈群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一

定的鸿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圈群依赖取代共识,引发网络圈群难以把握和主流共识认同弱

化的双重困境,进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3. 2　 传播遇阻: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

网络圈群的形成与发展满足了人们的个体化向往和群体化需求,实现了个体群体化和群体

个性化的有机统一。 依托圈群内部信息流动结构和注意力集中优势,网络圈群会在一定程度上

诱发外部共识性信息过滤、衰减和屏蔽效应,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阐释力、影响力和引

领力,造成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的传播困境,影响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广度、深度

和效度,进而导致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
首先,定向传播“气泡”。 网络圈群一经形成就会展现出强烈的群体个性化色彩,进而产生

吸引同质、排斥异质的“过滤气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传播线路的定向和窄化问题。 圈群

的定向传播气泡一旦形成就会对后续信息供给形成显著导向和汇聚作用,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广

泛传播的传统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20] 。 这种影响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算法技术

的精准推送,另一方面是由于圈群内部的同质聚合效应。 两者合力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空间的挤压,辐射范围收窄,难以有效传播” [21] 。 例如,有的网络圈群规定成员只能发送特定类

型信息或者特定价值取向的信息,否则将被移出。 同时,定向传播气泡还会在网络圈群内形成

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极易促进非主流意识形态甚或错误意识形态发酵并形成意见气候。 比

如,本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情感可能在群内意见性信息的刺激下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为诱发舆

情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埋下隐患。
其次,话语交流壁垒。 一般而言,人们自发聚合的网络圈群更倾向于感性化和轻松化的话

语表达方式。 这种话语模式虽然产生了有利于增强圈群内部情感共鸣、观念认同的直接效果,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圈群成员不善于或懒于调动抽象思维和深层思考能力来理解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内容的间接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系统和深刻的话语体系容易被一些圈群话语壁

垒拦截,导致本就难以自发产生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网络圈群更加拒斥主流话语。 此外,部分

网络圈群会以特定的话语形式设置准入门槛、规定圈群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部与外界

话语交流壁垒,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圈群的话语可通约性,造成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融入

圈群的话语困境。 比如,部分网络圈群以“火星文”的话语形式筛选成员、阻拦异质者,极大影响

了主流意识形态传入圈群。
再次,圈际文化隔膜。 较于传统社会关系,当前“网络社交‘圈内’与‘圈外’之间难以逾越

的鸿沟却是文化断层导致的” [22] 。 当前网络空间呈现出主流文化和多样文化甚至反动文化交

织并存的复杂样态,人们文化选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强。 文化认同是意识形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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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圈群亚文化盛行和文化隔膜极大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广泛

认同。 然而,对圈群亚文化必须辩证看待,不同于错误文化或反动文化,非主流的亚文化可能转

向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也具有理论上的对话性,因此不能盲目排斥。 比如,饭圈文化本身

并不是错误文化或反动文化,但当其过度发展并异化为“互撕文化”时则严重影响了风清气正网

络生态建设,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良好外部环境和文化基础。
3. 3　 阵地争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

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价值观念相互激荡,正处于意识形态相对活跃期和矛盾复杂

期。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网络圈群更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领

域。 较于传统意识形态阵地,网络圈群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客观上给予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生发空间。 网络圈群虽不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极易成为

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借力传播和渗透的重要载体,成为它们获取认同以及提升地

位的重要通道。 具体来说,非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借圈传播、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逻辑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利益契合性。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23]286 非主流意识

形态之所以能够借助网络圈群不断传播甚至产生影响力,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者存在一定的利益

契合性。 其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长远价值目标与人们的微观现实诉求之间存在一定

的距离感,容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不接地气”、似乎没有直接回应群众的具体价值关切的错觉,
致使群众认知偏差,进而弱化情感和认知契合度;其二,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常常以

现实利益诱导部分价值定力和辨别能力弱的人,容易吸引人们关注甚至转发,从而实现了网络

空间传播效能和人际关系信任效能的叠加融合。 同时,相关利益主张还会激发特定利益群体与

之遥相呼应,形成同频共振之势,最终实现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的社

会促进。
另一方面,形式耦合性。 人的需要始终是人内在的本质规定性,也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根本

动力,网络圈群的构筑逻辑同样如此。 基于个体现实利益诉求和社会心理需求汇聚的网络圈群

具有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即倾向于以个人生存境遇和价值标准为评判尺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

拒斥社会性的公共议题,使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成为圈群天然合理的

主导。 而这一特性经常被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借助这种表面上的形式耦合性借圈传播。 另

外,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还非常注重话语形式耦合性,常常借助直观表达方式和感

染性话语进行渗透,契合了部分网络圈群娱乐感性的表达形式。 加之网络圈群没有信息和价值

把关人,使得非主流意识形态一旦渗入就会逐渐形成影响,进而形成借圈传播态势并抢占意识

形态阵地。 比如,错误意识形态常常利用娱乐化手段不断解构英雄人物,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历

史虚无主义。
3. 4　 群体极化: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汇聚伊始就含有某种观念偏向,在相互串联作用下,圈群内部成员

会强化偏向并做出更加极端的举动。 无论技术和圈群如何发展变化,同质个体聚合后的群体讨

论都会增加极端意见输出的可能,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圈群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感、降低

对话可能性。 在网络圈群高中心势和沉默螺旋、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作用下,圈内典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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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主导网络圈群内部的整体态度立场和思想认同并诱发群体极化,造成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

形态认同困境,甚至增加圈群在突发刺激下走向错误意识形态阵营的可能。 基于同质聚合与群

体认同,典型意见极易诱发破窗效应和极化效应,不仅影响异质圈群交往,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建设。
首先,虚假共识推动观点偏移。 在情感信任和集体认同的作用下,网络圈群内信息的权威

性、真实性和平衡性难以得到社会的及时关注,而圈内成员长期沉浸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和真实

图景不健全的情境中会逐渐强化自身偏见和群体成见,进而形成虚假共识。 圈内成员容易在集

体认同支持下据此理直气壮地发声,形成“自己即真理”的错误认知,甚至会无形中造成观点偏

移或走向极端,同时降低圈群成员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可能性。
其次,意见领袖引领群体导向。 尽管互联网和传播技术在架构上赋予了每个个体平等的接

入权和表达权,但网络圈群内部权力实际很难均等。 在看似平等的圈群中始终存在着高中心势

和话语中心,占据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往往能够主导圈内意见倾向和思想观念,使得网络圈群

话语权呈现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复杂纠葛。 同时,人们在社会心理作用下也极易向典型意见

靠拢,无论其正确与否。 这就容易造成意见领袖的思想观念和态度立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和权

力博弈核心,从而可能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力量旁落和传播势能降低,导致网络圈群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淡化和虚化。
再次,同质聚合形成放大效应。 作为社会性动物,获得认同感始终是人们“加群”和参与群

体互动的核心动力,这也使得同质聚合成为网络圈群最主要的特征。 在“同义反复”式的信息接

收和情感共振效应下,圈内典型意见不断形成放大效应,在缺乏有效异质信息和思想引导的情

况下不断输出极端意见。 同时,鉴于上述形成逻辑,网络圈群一般不会自发向主流意识形态靠

拢,不仅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还可能在极化效应影响下沦为错误意识形态渗透和操纵

的工具。 比如,本是情感和兴趣汇聚的“饭圈”在同质放大效应下频频出现非理性行为,甚至出

现粉丝挤碎机场玻璃、为打榜投票倾倒牛奶等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极端现象,这类群体极易被

泛娱乐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渗透,严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增强进路

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所以人在哪、栖居的状态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工

作重点应该在哪。 当前,面对人们网络圈群栖居的客观态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困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引领网络圈群来筑牢网上红色地带、团结中间地带。 为此,我们应从优

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方法、紧盯受众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等多角度入手,遵循网络圈群影响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逻辑,着力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 1　 优化内容设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引领力

主流思想渠道具有权威信息传递、社会共识凝聚、价值导向匡正和意识形态引领的功能。
当前,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话语失声、内容失调、策略失效的困境,使得主流意

识形态引领效果大打折扣,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立足网络圈

群的话语特点和形成逻辑,以内容建设和价值引领为根本立足点,“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

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 [24]324,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全面提高主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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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破圈”能力。
首先,坚持内容权威性,巩固主流话语引领优势。 不管技术和圈群如何发展,话语权威一直

存在,也始终是信息传递和价值引导的关键节点。 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过载增加了吸引人们注

意力的难度,但也更凸显了内容质量和信任关系的价值效能。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依靠权威

性和公信力优势牢牢掌握人们的注意力和信任感,坚持做优做强内容,以内容的深刻性、权威性

和全面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次“进圈”与“破圈”,打造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竞争力。
其次,注重内容共鸣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破圈”。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

会去占领。” [2]52 网络圈群就如同新的思想与意识形态阵地,亟待主流价值进驻和引领。 为此,
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圈内原本传播内容,不断开展有针对性的引领;另一方面要不断挖掘一些具

有破圈能力的高渗透性的正能量传播内容,建立一批党和人民放心、社会高度认可、便于公众理

解和参与的传播资源,激发公众认知和传播热情穿透圈群壁垒,促进公众“出圈”和主流“入圈”。
例如,推广一批类似《觉醒年代》等富有思想、温度和品质的高质量文化精品资源。

再次,增强内容批判性,防范不良思想认识“进圈”。 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理论解读力、创新

理论传播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大众化程度,走好网络思想传播路线和

网络群众路线,瞄准个体视野的扩展和理性认知的提升,使主流意识形态讲得清、传得广,实现

“破圈”式引领。 比如,利用“主播说联播”、知名理论专家讲解、马克思主义青年说等形式深入浅

出地阐发重大理论、解读社会热点,不断拓展传播边界。 另一方面,要针对极易在网络圈群中蔓

延的如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进行深度批判,防止错误意识形态借机进圈传播并形成

影响态势,进而防范化解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
4. 2　 创新方式方法,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穿透力

任何有效传播行为都要契合当下的传播生态与语境,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如此。 作为主流

意识形态传播的全新境遇,网络圈群也需要新的方式方法来加以应对。 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

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 [2]51。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坐等公众“入

耳入脑入心”,而要增强主动意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满足不同情景不同人群的需求,吸引他们

走近与走进、信任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传播黏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圈群穿透力。
首先,善用信息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破圈传播。 在信息时代,技术、意识和政治三者融

合已成必然趋势,而技术也已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认知,成为政治渗透、意识塑

造和价值输出的关键载体[25] 。 面对人们全新的栖居状态,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巧妙利用新的信

息技术为之赋能,如通过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技术来分析、判断不同圈群的信息和价值侧重点,借
助技术来统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借助圈群的开放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熏陶

和灌输,从而促使网络圈群正向发展并自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其次,注重传播策略,促成方式和内容的深度契合。 当前,网络空间信息传播整体呈现过载

状态,在个体关注力成为接收瓶颈的情况下,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就必须要深悟信

息传播生态,巧妙借力现代传播平台与传播策略。 为此,一方面要着力打造传播矩阵,依托丰富

形式、多频共振和协同展现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破圈力度、广度和效度;另一方面要巧妙推进设

置议程,以吸引公众目光占据社会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的传播制高点。
再次,坚持文化建设,厚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础。 相较于传统圈群,当下网络圈群更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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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的认同。 因此,我们要坚持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做大做强主流文化来传递主流意识形

态,通过主流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消解圈群亚文化或错误思想认同。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

厚植主流文化自信,通过社会宏观层面形成高质量公共文化氛围,培育个体微观文化心态,以主

流文化宣传教育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的促进作用,通过厚植文化基因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领力,优化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路径。 此外,主流意识形态要最大限度引导、吸纳、扬弃亚文化,实现主流意

识形态与亚文化共识叠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此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
4. 3　 紧盯受众需求,深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群性生态

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始终要以人们的接受、认同与践行为根基,这也造成人们

的现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的现实前提。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也

必须深刻回应人们个性化发展和圈群化栖居诉求,以高度的受众意识深刻体悟圈群性生态,遵
循网络发展逻辑和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规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圈群的良性互动。

首先,遵循圈群生成规律,回应受众现实诉求。 规律是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具有普

遍性和客观性,网络圈群的形成也同样如此。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破圈”必须认清网络圈群的

形成动力、遵循生成规律,以问题导向切实关注网络圈群的客观驱动力量。 比如,通过关注青年

订阅、加群的共性准则如悦纳自己、感同身受、思想补益等,回应受众的情感、信息、价值和利益

诉求,统筹主动引领和顺势而为,真正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破圈”。
其次,增强个体认知判断,实现圈群价值扬弃。 促进网络圈群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要疏堵结

合、内外结合,因此,必须重视对圈内成员的引领。 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圈内信息引领,及时批判

错误信息,肃清信息环境;另一方面要强化个体媒介素养,通过外在教育和自我教育提高公众主

体意识,帮助公众辩证认识圈群的正负价值,尤其是认识到网络圈群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增强

他们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引领他们理性看待网络空间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的

界限。
再次,创新表达传播策略,实现传受话语竞合。 话语作为价值和意识形态传播载体不仅关

乎主体能否清晰表达,还关乎受众能否有效接受与认同。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始终坚持受众

意识,不断创新自身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将有意义和有意思、权威性与活泼性有机结

合,辅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文、视频等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有

效互动和对话。 同时,要始终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主动创新传播方式和表达方

式来引领公众关注,以此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圈群的话语竞合。
4. 4　 注重协同作用,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内外因素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

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 [24]328 作为网络空间建设重要领域,如同一个社会小环境的

网络圈群中的社会思潮样态更是如此。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适应当前网络生态和圈群发

展现状,不断完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协同工作格局,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发挥多种途径的合力作用。
首先,统筹线上因素与线下因素,实现问题标本兼治。 网络空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网络

圈群同样具有开放性和外部性。 绝大多数网络圈群从建立到日常运行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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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思想观念出现偏差往往也是由于线上与线下的综合作用。 公众在现实环境中遭遇到问题,
不能在线下及时化解就容易在圈内形成讨论话题乃至舆情风险,并且借助圈内发酵最终影响圈

外。 因此,在分析应对很多圈内问题时,目光不能仅盯着圈内,而要从社会大环境建设出发去寻

找影响网络圈群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培育的深层次因素。
其次,平衡技术发展与技术应用,赋能主流破壁出圈。 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必然会有观念上

的偏见,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成某种特定形态[26]11。 比如,“智能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及其内嵌

式规则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27] 。 为此,一要不断创新技术发

展。 据 2021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结果显示,77. 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勇于突破原有圈群,
接触多元文化,尝试异质观念。 因此,要敏锐地抓住人们“戳破气泡”和“突破圈群”的潜在期望,
为人们突破原有圈群提供技术支撑,为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技术赋能。 二要不断

创新信息检测技术和手段,及时挖掘并阻断错误信息和不良意识形态的借网传播路径,坚决打

击并查封错误意识形态栖居圈群,进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与效果。 三要完善舆情研判

技术,通过创新主题词和特征抽取技术提高不良舆情信息洞察的及时性和防范化解的准确性,
防止不良信息借助网络圈群大肆传播、蓄积能量。

再次,协调制度建制和制度实施,营造良性圈群氛围。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

人民利益。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24]336 “通过法治管理网络空间,是
推动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重构的根本路径和长久之策。” [28]173 为此,一是要不断强化制度建制来

强化网络圈群监管。 一方面要弥补当前网络圈群立法立规方面的不足之处,如通过发布《关于

进一步查处网络圈群造谣行为的公告》等来改善圈群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要根据网络圈群的动

态性和复杂性超前立法,以法律刚性和制度理性来弥合网络圈群存在的非理性因素。 二是要强

化制度实施,通过“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来严厉打击、关闭、清除一批不良网络圈群,
通过清朗网络空间和圈群环境来滋养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宣传和认同。

最后,统筹官方引领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协同发声。 在话语权分散的当下,单一主体力量

很难有效实现主流价值的破壁出圈和广泛传播。 因此,一方面要培育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话语

权威,通过构建正能量圈群,增强话语资源、理论底色和引领汇聚能力,引领网络圈群的整体发

展;通过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工作队伍[29]315,增强相关人员的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通过有质量的生产信息引领信息流动、有态度的传递价值引领圈群发

展。 另一方面还要紧盯圈内成员的力量,通过塑造一批话语影响大、政治意识强和理论功底深

的意见领袖提高引领效力,实现“抓关键少数,管绝大多数”。 同时,“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

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 [24]325,引导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增强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引领中性

网络圈群转向主流意识形态。

　 　 5　 结语

依托移动网络、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达成了个体化转向与圈

群化生活的平衡统一,实现了个体的群体化与群体的个性化。 网络圈群化转向缔造了网络空间

生活新业态,也日益产生现象级影响,其中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解构与重构。 网络圈群

下新的传播逻辑和认同逻辑逐渐形成并不断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深化认同的同时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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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空间压缩、认同线路受阻等不利影响。 网络圈群在帮助人们实现关系聚合、信息需求和情

感支撑的同时,也由于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高中心势与沉默螺旋共生、强关系与弱关系交织、
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等特征,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非
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等现实困境。

因此,立足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脉络,充分考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面临的现实困境,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促进要充分认识网络圈群普遍存在、形态各异

和影响深化的客观现实,同时深悟其形成逻辑、核心特点、演化规律和影响作用。 也就是说,当
前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促进措施应着重以优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方法、紧盯受众

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为抓手,从而实现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引领力、提高主流意识

形态的网络圈群穿透力、深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群性生态和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内

外因素等方面的不断突破和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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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network,
 

social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eople’s
 

online
 

life
 

increasingly
 

turns
 

to
 

circle
 

group.
 

Network
 

circle
 

group
 

not
 

only
 

creates
 

new
 

forms
 

of
 

cyberspace
 

life,
 

but
 

also
 

takes
 

on
 

phenomenal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deconstruc-
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With
 

deep
 

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and
 

i-
dentification

 

logic,
 

the
 

network
 

circle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al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s
 

spread
 

and
 

identification,
 

but
 

also
 

caused
 

obvious
 

dilemma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ifficulty
 

to
 

enter
 

the
 

circle,
 

the
 

spread
 

of
 

non-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dominance
 

of
 

typical
 

opinions
 

in
 

the
 

circle
 

on
 

ideological
 

identity.
 

Consequently,
 

in
 

or-
der

 

to
 

strengthe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under
 

the
 

network
 

circle,
 

we
 

should
 

follow
 

above
 

logical
 

path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content
 

design,
 

innovating
 

means
 

of
 

com-
munication,

 

keeping
 

an
 

eye
 

on
 

audience’ s
 

needs
 

and
 

creating
 

synergies
 

as
 

the
 

gripper
 

to
 

realize
 

the
 

sys-
tematic

 

optimiza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and
 

penetrating
 

power
 

of
 

the
 

network
 

circle
 

of
 

the
 

main-
stream

 

ideolog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circle
 

ecolog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ty
 

and
 

coordina-
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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